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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马斯的早期研究工作　

怀　 宇　

摘　 要： 本文从格雷马斯的两篇博士论文开始， 将他 １９６６ 年出版 《结构语义学》 之前的研

究作为分析对象， 对他早期针对 “符号之下” 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探究， 旨在思考

其早期研究工作与叙述论符号学之间的联系。 本文指出， 格雷马斯的早期研究涉

及词汇学、 语义学和普通语言学领域， 这些连续而渐进的工作为后来创立叙述论

符号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 词汇学　 语义学　 结构论符号学　 叙述论符号学

前言
阿尔吉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 （Ａｌｇｉｒｄａｓ Ｊｕｌｉｅｒｌ Ｇｒｅｉｍａｓ， １９１７—１９９２ 年） 出生于

立陶宛， １９３６ 年获得了法国政府的奖学金， １９３９ 年在格勒诺布尔 （Ｇｒｅｎｏｂｌｅ） 大学获

得文学学士学位。 其间， 他对方言学产生了兴趣。 １９４４ 年， 由于他的父母被苏联政府

驱逐， 因此他又回到了法国， 从此开始了几十年定居法国并从事语言学、 符号学的专项

研究工作。

博士论文
格雷马斯于重返法国后的第二年， 申请了巴黎索邦大学的博士学位， 在著名语言学

家布吕诺 （Ｂｒｕｎｅａｕ， Ｃｈ􀆰 ， １８８３—１９６９ 年） 的指导下， 主攻服饰词汇研究， 并于 １９４８

年进行了答辩， 获得了 “国家博士”① 的学位证书。 他的博士论文的中心是共时词汇学

分析， 主要论文 （ｔｈèｓ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ｅ， 以下简称 “主文”） 标题为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关于

同期时尚杂志服饰词汇的描述》 （“Ｌａ ｍｏｄｅ ｅｎ １８３０ Ｅｓｓａｉ ｄ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ｕ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ｉｒｅ ｖｅｓｔｉ⁃

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ｄ􀆳ａｐｒèｓ ｌ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ｕｘ ｄｅ ｍｏｄｅ ｄｅ ｌ􀆳éｐｏｑｕｅ”）， 辅助论文 （ｔｈèｓ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ｉｒｅ， 以下简称

“辅文”） 为 《１８３０ 年的社会生活在同期时尚杂志中的某些反应》 （“Ｑｕｅｌｑｕｅｓ ｒｅｆｌｅｔｓ ｄｅ ｌａ

ｖ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ｅｎ １８３０ ｄａｎｓ ｌ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ｕｘ ｄｅ ｍｏｄｅ ｄｅ ｌ􀆳éｐｏｑｕｅ”）。 这两篇论文于

２０００ 年 才 正 式 在 安 娜 · 埃 诺 （ Ａｎｎｅ Ｈéｎａｕｌｔ ） 教 授 主 编 的 《 符 号 学 》 （ Ｆｏｒｍｅｓ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ｓ） 丛书中得以成书出版。 书中除了两篇论文， 还附有作者的两篇重要文章，

分别是 《索绪尔主义的现状》 （“Ｌ􀆳ａｃｔｕａｌｉｔé ｄｕ ｓａｕｓｓｕｒｉｓｍｅ”， １９５６ 年） 和 《内容分析：

３

① “国家博士” （ｄｏｃｔｅｕｒ ｄ􀆳Ēｔａｔ）， 是在 １９８４ 年之前实行的一种博士学位制度， 被认为是比现行的 “第三阶

段博士” 更高的一级学位。 “国家博士” 学位要满足两篇博士论文 （主文和辅文） 的撰写与答辩要求。



如何确定泛指成分？》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ｕ ｃｏｎｔｅｎｕ􀆰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ｄéｆｉｎｉｒ ｌｅｓ ｉｎｄéｆｉｎｉｓ？”， １９６３ 年）。 根

据该书的整理人美国学者托马斯·卡·布罗登 （Ｔｈｏｍａｓ Ｆ􀆰 Ｂｒｏｄｅｎ） 教授的介绍， 最初

的想法是因为想阅读格雷马斯的博士论文， 就只能到索邦大学论文库去现场翻阅， 而将

论文以书籍的形式出版， “能为研究者更为方便地拿到”。 “格雷马斯欣然同意并向提出

和实施这一计划的布罗登提供了多种方便。 根据作者的最初愿望， 我们为这本书增加了

论文中所提到的一些时尚插图， 插图一般都是在为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提供素材的那些

时尚杂志中选取的。 此外， 格雷马斯很想把他在 《结构语义学》 之前发表的文章汇编

成册出版， 因为那些文章只能在分散的报刊中去找。”① 为此， 布罗登便在两篇博士论文

后选录了在那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两篇文章， 可以让人粗略地了解那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这部书的整体结构提供了作者从词汇学思考到结构语义学之前的思想走过的大致路

径。”② 通过布罗登、 格雷马斯和埃诺教授的共同努力， 这部书终于出版， 也使世人可以

据此了解格雷马斯的词汇学思想和大致地了解其在出版 《结构语义学》 之前的思考脉络。

下面介绍格雷马斯的两篇博士论文。

主文的内容是对 “装束的描述”， 从目录上看涉及五个方面： 一是 “整体服装与特

定服装”； 二是 “男士装束”， 包括装束的分类、 领带、 发式、 帽子、 各种着装款式、

外套、 鞋袜、 室内着装、 场合服饰 （骑士装、 狩猎装、 游泳装、 滑雪装）、 男士装束附

件； 三是 “女士装束”， 包括女士装束的分类、 女士装束的各部分 （长裙、 衣袖、 腰

束、 饰件、 小腰身大衣、 颈部高领）、 内衣和其他饰件 （无袖胸衣、 方头巾、 披肩、 女

士领带、 腰带、 羽毛长围巾）、 外套、 鞋袜、 家内着装、 场合着装 （仪礼装、 婚庆装、

乔装打扮装、 带风帽的黑外套、 骑士装、 狩猎装、 浴衣）、 发式 （戴帽子发式、 无饰物

发式、 假花发式、 真花发式、 插羽发式、 缠带发式、 插簪发式、 盘头发式）、 加工的发

式 （有过渡带的发式、 无过渡带的发式、 缝衣女工的发式）、 装束附件 （用于发式的饰

物、 耳环、 项链、 胸针、 腰带环、 手链、 戒指、 手包）、 化妆附件及其他； 四是 “服装

加工材料”， 包括布匹的一般情况 （现有情况、 颜色、 布匹分类）、 皮革； 五是 “皮肤

的保护”， 包括香水类、 化妆品类、 脂粉、 卫生用品。

词汇学自然是语言学的一个方面， 而语言学又属于符号学， 但这样的词汇学著述与

格雷马斯后来创立的叙述论符号学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依据将其收录

在以显示叙述论研究成果的 “符号学形式” 丛书之中呢？ 辅文目录似乎给了人们一定

的启发和明示。 辅文除了 “前言”， 还从以下三个方面值得人们的注意： 一是新的经济

与社会条件， 包括工业的进步、 商业的发展、 一种新社会的构成； 二是浪漫心态的外在

特征， 包括浪漫心灵的 “展示” 特征、 “中世纪爱好” 的时间性颜色、 “怪异性的” 地

方颜色； 三是英国的影响， 包括英国影响的外在特征、 英国影响在装束方面的表现、 追

４

①
②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 ＩＸ。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 ＩＸ。



格雷马斯的早期研究工作

求时髦。 如果说主文完全是一种 “静态” 描述， 那么辅文则是对于 １８３０ 年时尚产生的

历史、 经济和文化背景方面的 “动态” 解析。 于是， 笔者阅读了辅文， 并结合布罗登、

格雷马斯理论的对话人米歇尔·阿里维 （Ｍｉｃｈｅｌ Ａｒｒｉｖé， １９３６—２０１７ 年） 教授的 “序言

与回顾”， 及格雷马斯的 “前言” 及 “绪论”， 逐渐地认识到格雷马斯的这部词汇学著

述已经具备了 “结构” 概念， 它属于叙述论符号学前期准备的作者认知。

下面首先介绍主文的 “前言” 和 “绪论”。 “前言” 为这篇论文为什么选择时尚、

为什么选择 １８３０ 年的时尚做了说明。 格雷马斯认为， 时尚属于 “专业群体语言”， 但

这些语言又为 “共同语言” 打下了基础。 通常共同语言与专业群体语言之间存在的和

直接的关系借助意义的压缩或扩张， 成为无数相互影响和相互丰富的原因。 他认为也有

一些 “中性” 领域， 如悠闲散步、 体育活动场所等。 这些领域成为来自各种专业群体

或社会阶层人们的汇聚场所， 他们出于利益或兴趣， 有意在某些带有集体性的活动中形

成 “跨群体社会人群” （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ｅｓ）， 如围绕作为 “主要高档社会形式” 的服装时尚

形成的群体就是这样的人群。 他们执意要拥有一种特定的词汇， 而这种词汇在很大程度

上又是由与共同的社会活动密切关联的一些技术词汇所构成的。 格雷马斯认为， 服装时

尚词汇是围绕着一种确定的活动而形成的一种 “跨群体社会人群” 的一种总体表达手

段， 所以提供了一种可观察与可描述的语言学领域。 时尚领域具有两方面的特点： 一方

面， 这一领域的对象与形式比任何其他领域更服从于持续的和突然的变化， 从而引起它

们在指明事物的术语中的相应变化。 而对这些变化的细微记录， 正如在时尚杂志中出现

的那样， 便先验地构成了对于在其自生性 （ｓｐｏｎｔａｎéｉｔé） 中被理解和在其发展的不同阶

段中被标记的言语活动之内在革新过程中的一种珍贵观察机会； 另一方面， 如果对于言

语活动 “表达价值” 的探索是词汇学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由于时尚词汇表达的

是一种社会的奢侈性活动， 它便可以特定地反映推动言语活动去寻找总是在扩大的具有

表达价值的那些新鲜术语的倾向。 而那些具备革新能力的术语， 可以破除封闭词汇组成

的障碍， 能为作为隐喻创作之源泉的单词的 “对应性” 打开出路。 在这些考虑之下，

格雷马斯选择了法国王朝复辟时期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ｔｉｏｎ， １８１４—１８３０ 年） 的时尚作为研究对

象， “这是因为， 在我们看来， １９ 世纪之初不仅是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而且它在

所限定的领域之内还包含着定格当前服饰的各种萌芽， 同时也显示出人们在追求漂亮与

配饰方面的近现代观念的诞生”①。 不仅如此， 尽管王朝复辟时期的时尚已经在 １８２４—

１８２５ 年形成， 但格雷马斯选择了 １８２９—１８３０ 年这一阶段， 原因有如下两点： 一是大约

在 １８２９ 年， 法国出现了差不多十几种更具 “１９ 世纪精神” 的时尚杂志， 资料搜集更为

便捷； 二是这一时期是显示新的审美追求的时期。 也正是在 １８３０ 年， 巴尔扎克的 《风

雅生活论》 （Ｔｒａｉｔé ｄｅ ｌａ ｖｉｅ éｌéｇａｎｔｅ） 出版了。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社会观察的一部杰作。

最后， 格雷马斯将标定词汇目的概括为两点： 一是为一个时代在一个特定的词汇领域构

５

①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ｐ􀆰 ６ － ７。



建一种足够的资料， 以便为相同词汇领域提供前后可做比较的依据； 二是突出这种词汇

专有的特征， 以便于理解类似的语言现象。

格雷马斯在随后的 “绪论” 部分详细地介绍了书中各个部分的安排和所涉及的范

围， 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相关内容。 辅文在 “前言” 中就很清楚地告诉读者： “对

于作为前面研究之主要任务的有关服饰时尚的词汇研究， 最终导致我们在时尚的各种关

系———或者在与时尚所密切关联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之中， 或者在由其词汇所表达的某些

精神表现之中———看待时尚……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将时尚与生活的各种社会形式联系

了起来。”① 在浏览了辅文之后， 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格雷马斯符号学重要对话者阿

里维为此书写的带有许多回忆性内容的 “序” 和整理者布罗登为此书写的 《写在前面

的话： 格雷马斯与法国语言学》 一文， 帮助读者解除了更多的疑问， 也较为圆满地回

答了本文的问题。

阿里维作为与格雷马斯持续三十多年的对话者， 其文章内容丰富， 既有对于格雷

马斯博士论文的评价， 也有对其所涉相关内容的补充， 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更多信

息。 阿里维回忆起他与让 克洛德·科凯 （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Ｃｏｑｕｅｔ） １９８３ 年一起在色里

兹 拉萨勒 （Ｃｅｒｉｓｙ⁃Ｌａ⁃Ｓａｌｌｅ） 专为格雷马斯组织的研讨会上的一段往事。 研讨会的最

后一次会议安排是， 由与会学者向格雷马斯提出问题。 阿里维那时已经对于符号学

与语言学的根系关系有了兴趣， 这一机会让他得以询问格雷马斯过去对于词汇学———

主要是有关其 １９４８ 年两篇博士论文———的考虑是什么。 当时， 格雷马斯做了细致和明

确的回答：

关于阿里维的第二个问题： “结构词汇学的角色是什么？” 他非常和善地提醒

我说： 我的国家论文是论述浪漫时代时尚词汇的。 实际上， 我开始做研究———我现

在敢于称之为研究， 而且是为了成为语言学家于 １９４０—１９５０ 年做的研究。 我认为，

我以词汇学为开始进行的过渡期之功能， 是想获得失败所引起的激发性功能。 这是

因为我已经看到， 在经过 ５ ～ ６ 年的研究之后， 词汇学未能通达任何方面———其单

位、 词语或符号不能通达任何分析操作、 不能进行作为对于现象整体理解的任何结

构化工作， 并且我也明白了， 事情的变化是在 “符号之下” 进行。 显然， 一种符

号学是一种符号系统， 但条件是要超越这些符号并需要审视———我重复这样说———

在符号之下发生的事情。 这种假设或介入， 我必须经历和体验过， 以便真正地深入

其中。 在我看来， 在符号层级上的不相关性， 我已经在我的词汇学上经历和体验过

了， 原因在于这正是 １９４０—１９５０ 年我与乔治·马托雷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Ｍａｔｏｒé） 一起致力

于建立的词汇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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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 ２５９。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阿里维 《序》， ｐ􀆰 ＸＩ。



格雷马斯的早期研究工作

这一段文字让读者在多方面得到了明确： 一是格雷马斯当年进行的词汇学研究是一

种 “结构词汇学” 研究。 因为那个时期 “结构” 概念已经开始在人文社会探讨领域中

逐步被广泛使用， 而且结构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萌生。 从辅文中， 格雷马斯把词汇与社会

和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出， 他说 “我们认为， 词汇学领域与社会学

领域的靠近不可能不表现某种益处”①， 以至于阿里维确信在此论文中看到了一项宏大

计划， 那就是建立一种历史词汇学的计划。 二是格雷马斯很早就想成为真正的语言学

家， 词汇学研究是其实现这一愿望的 “过渡”。 他发现在经过几年的努力之后， 这种词

汇学研究未能让他实现愿望， 既不能进行分析操作， 又不能进行任何的结构化活动。 三

是他认同的符号学研究必须在 “符号之下进行”， 而不能停留在符号层级上， 这是他在

词汇学研究中的经历和体会。 他的这种认知影响着他后来 ２０ 年左右的研究工作， 并始

终引导着他在深藏于词语显现层之下进行符号系统的研究， 直至出版 《结构语义学》。

阿里维还告诉读者， 格雷马斯很早就对服饰有着浓厚的兴趣， 这种兴趣也影响了罗

兰·巴特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 罗兰·巴特也采用过时尚杂志上的用词来分析服饰， 并出

版了 《时尚系统》 （Ｓｙｓｔèｍｅ ｄｅ ｌａ ｍｏｄｅ， １９６７ 年） 一书。 不难看出， 正是对于时尚的词

汇学研究， 才让罗兰·巴特建立起了自己的系统论符号学 （ｓéｍｉｏｌｏｇｉｅ）， 而格雷马斯也

在总结了词汇学研究失败的基础上发展起了自己的叙述论符号学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纵览两

篇论文， 阿里维认为格雷马斯采用了严格意义上是一种历时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ｑｕｅ） 出发点

来完成其博士论文的。 而且在其写作两篇论文时， 格雷马斯并不非常了解索绪尔， “说

真的， 格雷马斯当时并不很了解索绪尔， 而只是知道其名字而已”②。 笔者在此补充，

格雷马斯在并未仔细阅读过索绪尔著作的情况下， 采用的是 “历时” 研究方法， 正是

他后来研究符号之间连接关系而最终建立起以 “陈述活动” （éｎｏ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为主要特征

的 “叙述论符号学” 的根本原因。 “历时” 和 “过程” 均在索绪尔的 《普通语言学教

程》 中出现过， 但因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建立在 “共时性” 方面， 这也导致在他之

后的符号学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集中在 “共时的” “符号系统” 之内。

布罗登作为这部书籍的整理者、 注释者和格雷马斯早期所发文章的搜集者， 从青年

时就来到法国听罗兰·巴特的课程， 随后又听格雷马斯的课程和参加其举办的研讨班，

可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法国符号学史学家和法国符号学研究者。 下面介绍一下他为格雷

马斯这部书籍提供的信息。

首先是他对于书中所集文本的选择信息。 他说， “这部书向读者提供了格雷马斯青

年时代所写的一些文字……书中所辑文本可以让我们跟随一种科学研究的历程， 该历程

曾引导过一位研究者在 １５ 年光景中， 从对于法国词汇学的一种历代和社会学研究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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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 ２６０。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阿里维 《序》， ｐ􀆰 ＸＩＶ。



到一种历时结构主义， 继而过渡到结构语义学”①。

其次是对于书中的两篇论文， 布罗登说道， 它们是出版 《结构语义学》 之前最长

的文本， “两篇论文对于时尚史、 社会生活与语言史做出了贡献， 它们揭示了战后为革

新有关法语词汇的研究所作出的努力”②。 他认为， 主文是一部真正的百科词典。 该词

典汇集和分析了三千多个词汇并探讨了它们的意义、 用法和起源。 “这个文本确认了对

于服饰和表达的社会指示价值， 它们通常都尽力明确与各种款式和颜色、 各种名称与形

容语密切相关的文化内涵”③； 辅文告诉了读者 “三种发展倾向即由于大革命和工业革

命所带来的浪漫主义、 英格兰主义和经济与社会变化， 是怎样在复辟时期对于时尚词汇

的构成优先起作用的”④。 对于格雷马斯的博士论文未能及早地出版的原因， 布罗登的

解释是， 根据格雷马斯的朋友、 词汇学家贝纳尔·克马达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Ｑｕｅｍａｄａ， １９２６—

２０１８ 年） 的回忆， 格雷马斯当年很希望他的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能较快地出版， 从而为

其他研究者所阅读， 但他的态度又有些犹豫。 他的研究成果对于他来说自然是一种语文

学的成功， 也是对于词汇学的一种革新努力， 不过他认为他所使用的分析原则有些过

时。 此外， 当时二战刚刚结束， 法国的整体经济在恢复之中， 出版所需要的纸墨比较

昂贵。

早期研究成果
格雷马斯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后， 曾在 １９４９ 年受聘于埃及亚历山大大学， 主讲法语

史。 随后， 他于 １９５８ 年到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大学主讲法语和语法， 直到

１９６２ 年， 他成为法国普瓦捷大学的语言学教授。 从此， 他开始了真正的语言学教学与

研究工作。 在此期间， 他于 １９６０ 年加盟了由让·迪布瓦 （Ｊｅａｎ Ｄｕｂｏｉｓ） 和让 克罗德·
谢瓦利耶 （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 创立的法语研究学会 （ Ｓｏｃｉéｔé ｄ􀆳éｔｕｄｅ ｄｅ ｌａ ｌａｎｇ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不久， 他受聘于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 并编写了油印版 《语义教程》 （Ｃｏｕｒｓ

ｄｅ ｓéｍａｎｔｉｑｕｅ）。 至此， 格雷马斯走过了他的初期研究阶段。 从布罗登教授整理的格雷马

斯著述的明晰表中， 读者可以看到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有过一篇他与其导师共同撰写和

发表于 《现代法语》 （ 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 ｍｏｄｅｒｎｅ） 杂志的文章 《词汇学评述》 （“Ｎｏｔｅｓ ｌｅｘｉ⁃
ｃ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 １９４７ 年）， 而在此之后到 《结构语义学》 发表之前， 格雷马斯一共发表过

２５ 篇文章； 现在笔者又在其于祖籍国立陶宛出版的文章汇编本 《逃难中的意义》 （Ｓｅｎｓ
ｅｎ ｅｘｉｌ， １９８７ 年） 中找出了 １６ 篇在 《结构语义学》 出版之前发表的文章， 其中有 ３ 篇

是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发表的。 下面将这 ４１ 篇文章进行如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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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阿里维 《序》， ｐ􀆰 ＸＸＶＩＩ。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阿里维 《序》， ｐ􀆰 ＸＸＶＩＩＩ。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阿里维 《序》， ｐ􀆰 ＸＸＶＩＩＩ。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阿里维 《序》， ｐ􀆰 ＸＸＶＩＩＩ。



格雷马斯的早期研究工作

３􀆰 １　 各类 （文学， 神话） 随笔

这类文章大约有 ９ 篇， 分别为 １９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的文章。 格雷马斯于 １９５８ 年

在美国芝加哥立陶宛人联盟的文学报刊 Ｎａｕｊｉｅｎｏｓ 上发表了简短的随笔性文章 《痛苦自

责》 （“Ｌａ ｍａｕｖａｉｓｅ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 沉痛地回忆了他和家人被当时苏联政府驱逐出立陶宛

时的无奈与悲苦；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份发表于立陶宛语杂志 《土地》 （Ｄｉｒｖａ） 上的随笔 《谈

挤奶的妇女们》 （“Ａ ｐｒｏｐｏｓ ｄｅｓ ｔｒａｙｅｕｓｅｓ ｄｅ ｖａｃｈｅｓ”）， 是描述立陶宛挤奶妇女生活的艰

辛； １９６３ 年发表于 《土地》 上的 《谈举止得当》 （“Ａ ｐｒｏｐｏｓ ｄｅ ｂｅａｕｘ ｇｅｓｔｅｓ”） 一文， 从

一位诗人的言语引起赫鲁晓夫为文艺界的 “自由解放” 踩刹车谈起， 主张人们的行为

要表现得当， 文章以立陶宛老年人对于那些美貌女人说的话来收尾： “保持漂亮， 但要

闭嘴。” 可以看出， 这些随笔大都是个人的政见抒发。

３􀆰 ２　 普通语言学类文章

这类文章涵盖除上述随笔文章之外的所有文章， 如果细分的话， 可以再分为词汇学

文章、 语义学文章和普通语言学文章。 由于笔者资料有限， 只能浏览其标题。 因此， 笔

者根据标题的重要性和文章的可阅读性这两点， 选定了被布罗登放进这部书中的 《索

绪尔主义的现状》 和 《内容分析： 如何确定泛指成分？》 这两篇文章。

《索绪尔主义的现状》 发表于 １９５３ 年。 格雷马斯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并没有引用索

绪尔的论述， 当时他还只是知道索绪尔的名字。 时隔几年， 格雷马斯就对索绪尔有了深

刻地认知。 他写道： “索绪尔思想的有效性超出了语言学范围， 它当前已被人文科学的

一般认识论所采纳和使用……请相信， 索绪尔贡献的新颖性存在于一种世界观的转换之

中， 这种世界观是索绪尔所特有的， 它在于把世界理解为一种宽泛的关系网， 就像是带

有意义的一些形式的建筑术， 这种建筑术在形式本身带有着它们自己的意指过程； 索绪

尔思想的新颖性还在于它是一种认识理论和一种语言学方法论……正是从语言 （语言具

有两个面， 被认为是 ‘一种形式而非一种实质’） 观念的所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é） （靠能指来认识）

与不可分的能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ａｎｔ） 的语言学概念出发， 来实现从语言学到其他人文科学的过

渡， 即实现索绪尔主义方法论的外推。 正是如此， 索绪尔对于一个结构的、 在其意指过程

中可理解的世界的设定才得以确认。”① 格雷马斯认为， “索绪尔在语言与言语之间做的

著名区分———这种区分设定与在时间之中无限地铺展的言语相对应， 是一种先前的、 唯

一可以使交流成为可能的语言系统； 这种交流在术语上被路易斯·叶姆斯列夫

（Ｌ􀆰 Ｈｊｅｌｍｓｌｅｖ） 所阐述， 叶姆斯列夫从最初就设定， 任何过程 （ｐｒｏｃèｓ） 都始终支撑一

种系统 （ｓｙｓｔèｍｅ）， 并以该系统为前提”②。 该文还介绍了克洛德·列维 斯特劳斯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和巴特在各自领域对于索绪尔理论应用的实践： 格雷马斯认为，

９

①
②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 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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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 斯特劳斯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应用让其 “将女人们交流的 ‘过程’ 与亲属关系的结

构、 财富和服务的交换与经济结构有效地对立了起来……与列维 斯特劳斯所表述的三

个不同的交流层级 （女人交流、 财富与服务的交流、 讯息的交流） 相对应， 是亲属关

系结构、 经济结构、 语言结构”①； 对于罗兰·巴特， 格雷马斯认为， 对于文学元语言

描述的功劳非罗兰·巴特莫属， “罗兰·巴特的新颖性恰好一方面存在于文学言语活动

的自主性之中 （其符号不可减缩为一般的语言符号）； 另一方面存在于对一个时代的总

体意指过程的明确建立之中”②。 不难看出， 格雷马斯在此将列维 斯特劳斯和巴特看作

后来由他所建立的巴黎符号学派的先驱者。 这是一篇堪称介绍巴黎符号学派产生的背景

和研究的大体方向的文章， 同时也说明格雷马斯是结构语言学的忠实继承者。

阿里维在其带有多方面回忆内容的 “序” 中也谈到了 《索绪尔主义的现状》。 他肯

定了格雷马斯对于索绪尔主义的理解， 认为 “对于索绪尔， 格雷马斯所主要瞄准的，

是一种认识理论和一种方法论在其他人文科学方面的扩展， 而认识和方法论本身也是建

立在格雷马斯称之的 ‘一种世界观’ 基础上的”③。 非常可贵的是， 阿里维还提供了许

多与格雷马斯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的思想发展有关的历史背景信息， 可以让读者加深对

于格雷马斯的认识。 这部书籍的整理者布罗登先生在 “写在前面的话： 格雷马斯与

法国语言学” 中说， “《索绪尔主义的现状》 明确宣布了格雷马斯向着历时结构主义

的转向”④。

《关于内容分析： 如何确定泛指成分？》 一文发表于 １９６３ 年， 副标题是 《论语义描

述》。 该文一开始就说： “当今语言学的特征就是对于形式方面的严格要求， 与此同时，

特别是由于应用语言学的发展， 制定对于语义实质进行描述的方法也显得非常必要。”⑤

这里所说的 “形式” 自然是索绪尔意义上的 “结构” 之意， 而 “实质” 自然就是内容

的实际表现即词语意义。 格雷马斯认为， 这样的一种描述还远没有建立起来。 进行这样

的描述， 需要寻找最小的意指过程单位。 这种单位是 “构成性的”， 并且就像人们所说

的那样是深藏于词语之下的； 那些词语只是言语平面上的意指过程结构的一些显现状

态。 格雷马斯所主张的分析实践， 就是这样的内容分析。 那么如何来进行这种分析呢？

格雷马斯告诉读者： “从线性的文本出发， 语言学分析在使用对比替代 （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检测的情况下， 最终会切分词语 （话语的各个部分） 的形态类别。 人们通常说， 这些

类别 （名词类别和动词类别） 中的某一些是开放的， 因为构成它们的个体———词语，

并不是被限制的。”⑥ 这里的 “对比替代” 是指在横向组合关系上的词语逻辑关系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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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ｐ􀆰 ３７４ － ３７５。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 ３７７。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 Ｘ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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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借助这种操作可以确立对立关系， 从而在区别之中确定意义的存在。 格雷马斯说：

“唯有整个类别的区别性特征此时属于 ‘语法性意指过程’ ……在所有 ‘语法性’ 词语

中， 泛指成分占据着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寻常的位置。 显然， 泛指成分并不构成一种匀

质的类别： 如果 ‘每个人’ （ｃｈａｃｕｎ） 是一种代词， 那么 ‘没有任何人’ （ａｕｃｕｎ） 便是

一个 ‘限定词’， ‘整个’ （ ｔｏｕｔ） 和 ‘同样’ （ｍêｍｅ） 既是形容词又是副词。 不过， 它

们具备的特定特征———我不知道它们属于何种语族， 通常在一起出现， 而没有任何障

碍， 在古人那里是如此， 在近现代人那里也是这样。”① 为此， 格雷马斯进行了两种考

虑： 一是 “在一个小的范畴内尽力将内容分析成区别性特征”； 二是 “看一看那些对于

其进行描述是必要的区别性特征与人们在用于分析其他 ‘语法形式’ 的形态类别中见

到的特征是否相同。”② 显然， 格雷马斯所做的分析 “区别性特征” 的第一步属于同时

代形成的以建立符号系统为目的的系统论符号学 （ｓéｍｉｏｌｏｇｉｅ）。 寻找 “相同” 的区别性

特征的第二步， 由于是在 “符号下” 进行的， 只能属于对于 “意指过程”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的分析， 那便属于格雷马斯后来建立的叙述论符号学的范畴。 该文所选取的泛指

成分为： 一个 （ｕｎ） —多数 （ｐｌｕｓｉｅｕｒｓ）， 某个 （ｑｕｅｌｑｕｅ） —另外 （的） （ａｕｔｒｅ）、 每一

个 （的） （ ｃｈａｑｕｅ）、 整个 （的） （ ｔｏｕｔ）， 没有任何的 （ ｎｕｌ） —同样 （的） （ｍêｍｅ）、

没有任何人 （ａｕｃｕｎ）。 格雷马斯在对这些词语进行分析时， 引入 “比例” 和 “数量”

概念， 从而使这些 “泛指成分” 得到了相对的确定。 正如格雷马斯在文章最后说的那

样： “我们尝试描述的 ‘泛指成分’ 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些数量词。”③ 由于这些词语的

意义并不与汉语中具有相同意义的词语所属的类别相同， 国内语言学界对于这类词语也

无相应的深入研究， 因此本文无法再详细地介绍格雷马斯的分析。 不过， 布罗登的评述

对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布罗登对于这篇文章的评价是： “这篇文章一直是格雷马斯进行过的最具雄心的语

言学描述之一， 由于其操作步骤的严格性和宽泛性， 它至今依然影响很大……” 这篇

文本宣告了格雷马斯如何想突破其先前描述方法的局限和突破传统词汇学的局限， 并将

分析工作扩展到词汇之中和词外。 布罗登认为， 《如何确定泛指成分？》 在 ７ 年之后脱

离了在 《索绪尔主义的现状》 中提倡的立场， 同时明确地指出在这段时间里这位学者

的做法。 该文涉及三个关键内容： 第一， 不需要有什么根本性辩论， 为历史观点所保留

的部分就变成狭隘的了 （却不是不在场的）。 第二， 这种研究不再提倡在前面论述结构

主义的文章中所夸大的索绪尔的符号形象： 乖乖地、 密切地停留在能指方面， 所指被爆

裂成多种形式实体 （特征， 操作， 内在句法）， 并且最终， 一个词素分解成多个同音异

义词 （ｌｅ ｍêｍｅ ｈｏｍｍｅ， 同一人； ｌ􀆳ｈｏｍｍｅ ｍêｍｅ， 那个人）。 随后的工作便是不停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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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ｐ􀆰 ３８４ － ３８５。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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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能指与所指之间各种时位的间隙与变化、 颠覆与减少。 第三， 言语与其符号相对缓

慢的语义平面变得可以显现： 在寻找把握意指过程的一般条件和产生过程的同时， 目标

从经验性的过渡到了超验性的， 这种变化后来在 《结构语义学》 和 《论意义》 中一直

得到了强化。①

格雷马斯对话者和诠释者的阿里维， 在格雷马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写了 《续谈

泛指成分》 （“Ｅｎｃｏｒｅ ｌｅｓ ｉｎｄéｆｉｎｉｓ”， １９６５） 一文， 附在此书的最后。 他在诠释格雷马斯

文章的同时， 为读者提供了理解格雷马斯文章的多方面有用信息。

阿里维的文章首先告诉读者， 在格雷马斯发表 《关于内容分析： 如何确定泛指成

分？》 的那个年代， 语义学研究， 即对于 “内容之实质” 的研究， 是被语言学家所忽视

的， 甚至是被贬低的， 而格雷马斯 “在发表了一篇关于词法形态类别的内容之形式的

描述之后， 现在将其研究指向了实质”②。 需要说明一下， 这里提到的 “内容之形式”

和 “内容之实质”， 均遵从了叶姆斯列夫的术语概念： 内容之形式是指承载内容的结构

系统， 内容之实质指的就是语义， 因为 “在叶姆斯列夫的术语中， 当 ‘材料’ （ｍａｔｉèｒｅ）

或 ‘意义’ （ｓｅｎｓ） 被符号学形式承载时， 人们就把它们理解为实质。 实际上， 材料和

意义在这位丹麦语言学家看来是同义词”③。 阿里维认为， 格雷马斯之所以选择 “泛指

成分” 来分析， 是因为对于这种成分的描述 “还不曾进行过……它们的语法特征还没

有得到过肯定”④。 阿里维就此展开了涉猎广泛的阐述， 并深入泛指成分的各种对立关

系之中， 使读者对于格雷马斯所进行的关于泛指成分的内容分析有了进一步了解。 至此

可以确信的是， 格雷马斯对于泛指成分的分析， 是其坚持结构语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读懂这篇文章， 对于理解 《结构语义学》 大有帮助。

格雷马斯在这段时间内， 特别是在 《结构语义学》 出版之前发表的文章中， 还有

多篇是谈意指过程分析即 “内容之形式” 分析的， 后来均被收入这部书中。 总之， 格

雷马斯在发表 《结构语义学》 之前对 “符号之下” 进行的研究工作， 是渐进式的、 连

续性的， 是对后来建立的叙述论符号学所做的大量前期准备。

［ １ ］ Ｇｒｅｉｍａｓ， Ａ􀆰 Ｊ􀆰 Ｌａ ｍｏｄｅ ｅｎ １８３０ ［Ｍ］． Ｐａｒｉｓ： ＰＵＦ， ２０００．

［ ２ ］ 格雷马斯， 库尔泰斯 􀆰 符号学： 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 ［Ｍ］． 怀宇， 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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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２０１１： ３３１．
《１８３０ 年的服饰》， ｐ􀆰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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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ｏｆ Ｇｒｅｉｍａｓ

Ｈｕａｉ Ｙｕ

（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ｒｅｉｍａ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ｈｉｓ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ｎ １９６６，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Ｇｒｅｉｍａｓ􀆳ｓ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ｌｅ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ｎ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ｅ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ｓ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作者简介
　 怀宇， 张智庭笔名， 男，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教授，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

用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符号学研究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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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三义”： 语言的遮蔽性问题探索　

陈　 中　 管月娥　

摘　 要： 长期以来， 语言的遮蔽性问题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 该问题

在哲学、 语言学、 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中均有所体现。 究其缘由，

问题的产生植根于人类将自我与外部世界对立的二元论基础之上。 然而， 随着现

代哲学对主客体二元论作为人类唯一认识存在状态的质疑， 或许应该对语言遮蔽

性问题本身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存在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

即 “易之三义” ——— “简易、 变易、 不易”。 “简易” 引导人们以直观的方式去

“体悟” 意义； “变易” 让人们以自在的状态去 “释放” 意义， 顺应万物的变化；

“不易” 则启迪人们应以超然的心境去寻找与世界 “相通” 的状态， 让世界回归

其最本质的自然状态。 这些中华精神文化符号所彰显的智慧为人类探索语言遮蔽

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即通过超越语言遮蔽问题本身来解决语言的遮蔽性问题。

关键词： 语言的遮蔽性　 精神文化符号　 “易之三义”

前言
语言的遮蔽性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学界难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该问题在哲学、 语

言学、 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中均有所体现。 它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身的

深刻反思： 人类丰富经验的全部是否真的能够被压缩进语言符号的框架内？ 每一个文化

符号的意义是否都能被语言精确地捕捉和界定？ 语言的遮蔽性问题植根于人类将自我与

外部世界对立的二元论基础之上。 然而， 随着现代哲学对主客体二元论作为人类唯一合

理存在状态的质疑， 人们是否应该对语言遮蔽性问题本身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 或许，

有关此问题的答案， 就隐藏在对该问题本身的探索和质疑之中， 并将使人们更深入地理

解语言的本质与世界的本原。

学者赵毅衡指出， 符号学的发展迄今已大致呈现四种模式： 一是弗迪南·德·索绪

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的语言学模式， 关注语言的结构与功能； 二是查尔斯·桑德

斯·皮尔士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的逻辑—修辞学模式， 探讨了符号的意指过程；

三是恩斯特·卡西尔 （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的文化符号论模式， 强调符号与文化的关系； 四

是由米哈·巴赫金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Ｂａｋｈｔｉｎ） 倡导， 经尤里·洛特曼 （ Ｊｕｒｉ Ｌｏｔｍａｎ） 等人发扬

光大的从形式研究文化起源的文化符号学模式， 此模式融合了信息论、 控制论、 普利高

津的耗散理论等多学科的智慧， 构建了一个严谨而丰富的理论体系。 （赵毅衡， ２０１１：

１２ － １３） 这些不同的符号学模式， 沿着科学研究的道路， 深入探索人类符号活动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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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力求对符号系统进行更为合理的研究。 这些探索和研究， 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人类符号表征活动的进步。 然而， 尽管符号学理论如此多姿多彩， 语言的遮蔽性问题依

旧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障碍。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该问题本身进行深刻地质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易之三义”， 最早在 《易纬·乾凿度》 中被提及， 书中写道：

“易者， 易也， 变易也， 不易也。 管三成为道德苞龠。” （郑玄注， １９８５： １） 这里的

“易之三义” 以 “易、 变易、 不易” 的形式初露端倪。 孔颖达在 《周易正义》 中引用了

郑玄的 《易赞》 及 《易论》： “易一名而含三义， 易简一也， 变易二也， 不易三也。”

（王弼、 孔颖达， ２００９： ４） 将 “易之三义” 描述为 “易简、 变易、 不易”。 在当今学术

界的讨论中， 众多学者普遍采纳 “简易、 变易、 不易” 这一表述来阐释 “易之三义”。

“易之三义” 映射出语言在传递思想时所遭遇的局限与挑战， 但 “易之三义” 并未

受困于语言的遮蔽性问题， 因为它超越了将语言视为表达意义的工具这一论断。 本文从

“简易” 与 “体悟” 意义的关联、 “变易” 与 “释放” 意义的交融、 “不易” 与 “放

下” 意义的统一这三个维度出发， 结合符号学的相关原理， 对语言的遮蔽性问题本身

提出质疑， 希望通过质疑问题本身， 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

“简易” 与 “体悟” 意义
语言的遮蔽性体现了对理性的崇拜， 即 “逻各斯中心主义”。 在这种理论体系中，

言语被视作通往真理的唯一通道。 人类对言语和理性的过分推崇， 使非言语与非理性被

边缘化。 然而， 这种理性正受到质疑， 因为它忽视了意义的多维度。 意义的探索不应局

限于理性， 还应包括直觉和 “体悟”。 因此， 语言的遮蔽性问题本身就存在疑问。 人们

必须重新审视语言的作用， 承认非言语符号活动的价值， 以便更深入地理解世界和生活

的真谛。

张岱年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的研究， 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 在 《中国哲学

大纲》 一书中， 他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哲学家所采用的六种方法， 即 “验行” “体道”

“析物” “体物或穷理” “尽心” “两一”。 他深刻地指出： “体道与尽心， 都是直觉的方

法， 不过是一个向外一个向内。 析物是理智的方法。 体物或穷理， 则是直觉与理智合用

的方法。 验行是实验的方法。 ‘两一’ 则与西洋哲学中的辩证法有类似之点。” （张岱

年， ２００５： ４７７） 张岱年认为， “体道” 与 “尽心” 这类方法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

特的认知模式， 它能超越语言的遮蔽， 直接引领人们 “体悟” 事物的本质。

张再林从现代语言视角， 进一步明晰了 “体知” 的重要性。 在 《作为身体哲学的

中国古代哲学》 一书中， 他阐述： “‘体知’ （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即 ‘体之于身’

的身体之知， 其有别于西方传统的借助意识、 借助思维的 ‘识知’ 或 ‘思知’， 乃为中

国古人特有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 （张再林， ２００８： １７０） 而从语言

符号学的视角来看， “识知” 或 “思知” 必须借助语言作为媒介， 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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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语言的遮蔽。 显然， 张再林所倡导的 “体知”， 超越了语言的遮蔽。 这种 “体知” 正

是张岱年所述的 “体道” 与 “尽心”，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解决语言遮蔽性问题的关键途

径。 它将许多难以言表的 “认知” 问题转化为 “体知”， 通过独特的 “体知” 方式， 巧

妙地化解了语言的遮蔽性。

“体知” 促使哲理在身体上引发深层的变革， 使智慧与肉体合而为一。 中国台湾学

者杨儒宾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他在儒家思想的海洋中， 提出了独到的 “儒
家身体观”。 在儒家哲学的体系中， “心性” 是一个极为深邃的概念。 然而长久以来，

语言在诠释 “心性” 时总是遭遇种种遮蔽。 杨儒宾将 “心性” 置于 “身体观” 的透镜

之下， 精辟地指出： “儒家的心性论与身体论乃是一体的两面， 没有无心性之身体， 也

没有无身体之心性。 身体体现了心性， 心性形著了身体。” （杨儒宾， １９９６： １） 这样的

视角为人们开启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 从身体的实修出发， 深刻地理解 “心性” 的内

涵。 意义不仅可以通过语言来传递， 还可以通过身体的实修来传播。
西方思想家也未曾忽视 “肉身” 与哲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这方面的探讨中，

乔治·莱考夫 （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ｋｏｆｆ） 与马克·约翰逊 （Ｍａｒｋ Ｊｏｈｎｓｏｎ） 的合作结晶——— 《肉

身哲学： 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 ———尤为引人注目。 这部作品不仅深入剖

析了身体在认知、 情感和道德维度的重要地位， 而且还细致阐释了身体如何塑造人们对

世界的感知与理解。 作者在该书中对将认知简化为抽象符号操作、 与肉体毫无瓜葛的传

统认知科学观点提出了质疑。 在他们看来， 身体不仅是连接人们与外部世界的桥梁， 更

是构成人们认知基石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尽管 “肉身哲学” 的立论基础仍然是理性，

但其对身体的重新审视， 无疑为哲学思考开辟了新的路径。 它提醒人们在追求真理的过

程中， 不应忽视身体的感受与经验， 因为它们同样是人们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 然而，

这种 “肉身哲学” 并未能够彻底摆脱 “逻各斯中心主义” 的桎梏。

西方 “肉身哲学” 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体悟”， 人们可以借助 “易之三义”

中的 “简易” 之道来洞悉其微妙的分野。 在 《易纬·乾凿度》 中 “简易” 以 “易” 字

概括， 郑玄的注解揭示了其深邃的意蕴： “易， 无为， 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 （郑玄

注， １９８５： １） 郑玄阐明， “简易” 之道的核心在于 “无为” 境界中的 “自得”， 将

“无为” 与 “自得” 融为一体即为 “体悟”。 “体悟” 需要 “无为” 作为前提， 而 “肉

身哲学” 则不需要。

“简易” 之道中的 “无为”， 并非如其名般简单容易。 马一浮先生在探讨这一哲学

理念时， 特别强调了 “简易” 并非简单容易。 他说： “闻说易简， 便以为已得之， 谈何

容易， 须知求之实有功夫在。” （马一浮， ２００５： ３０１） 马一浮所谓的这种 “实有功夫”，

在 《易纬·乾凿度》 中进行了生动地描绘， 即 “不烦不扰， 淡泊不失” （郑玄注，

１９８５： ２）。 这八字箴言， 不仅是通往 “简易” 之道的门径， 更是其修炼至臻境界的体

现。 换句话说， 若不通过 “不烦不扰， 淡泊不失” 的实证修炼， 仍将束缚于概念思维

的樊篱， 而若未能修炼至 “不烦不扰， 淡泊不失” 的境地， 则仅触及哲学范畴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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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真正实践并达到 “不烦不扰， 淡泊不失” 的境界， 我们才能从 “识知” 或 “思

知” 的层面飞跃至 “体知”。 西方 “肉身哲学” 不需要强调 “不烦不扰， 淡泊不失”

的状态， 因为 “肉身哲学” 的根基仍然是 “逻各斯中心主义”。

在西方哲学的熏陶下， 当代学术界对 “简易” 之道的解读倾向于 “逻各斯中心主

义” 的范式， 这种阐释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将 “简易” 之道视为方法论上的极简与高

效， 此种解读建立在将 “简易、 变易、 不易” 理解为 “实践操作的便捷性、 事物变化

的动态性、 基本原理的恒定性”， 或 “方法上的简洁、 现象上的多变、 原理上的恒常”；

二是将 “简易” 之道解释为 “在变化中寻找恒常， 于恒常中洞察变化”， 即 “变易中的

不易、 不易中的变易”。 这类似于西方哲学中的 “正、 反、 合” 辩证法， 将 “简易” 之

道视为一种 “合”， 在 “正” 与 “反” 的辩证对立中， 既融合了 “正” 与 “反” 的精

髓， 又超越了它们， 同时塑造出一个全新的、 更全面和综合的视角或理念。 这种 “逻

各斯中心主义” 式的 “简易” 之道对于拓宽思维视野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但需要注意

的是， 人们不应忽视 “简易” 之道的 “体知” 模式， 因为这才是中国哲理的根源。

综上所述， 人们不应单纯地纠缠于语言的遮蔽问题， 而应将对 “体知” 的深刻关

注纳入视野。 人类应当超越 “识知” 或 “思知” 的局限， 迈入一个全新的 “体知” 时

代。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身体不仅是物理存在的载体， 更是被视为宇宙本体的体现。 通

过身体直接体验和理解世界， 正是 “易之三义” 中 “简易” 之道的核心所在。 在这个

理性时代， 拥有 “体知” 并不会使人们失去 “识知” 或 “思知”； 相反， 它将引领人们

攀登更高的认知境界。

“变易” 与 “释放” 意义
语言的遮蔽性源于对意义确定性的固执追求。 语言文本的意义是否具有唯一的确定

性， 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命题。 雅克·德里达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认为， 文本的意义并

非一成不变， 而是能够被 “释放” 或重新构建。 解构主义强调文本的多义性和开放性，

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过程中共同构建的。 因此， 人们需要从一个新的视角出

发， 即意义是否真的具有唯一确定性， 来重新审视语言的遮蔽性问题。

“易之三义” 中的 “变易” 之道， 为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马一浮对 “易之三

义” 的诠释主要集中在 《观象卮言》 一文中， 他巧妙地选取了 《庄子》 中的 “卮言”

一词作为题名， 这一用词蕴含着深邃的寓意。 他说： “题卮言者， 亦有二义。 一、 不执

义； 二、 不尽义。” （马一浮， ２００５： ２８５） “不执义” 与 “不尽义” 体现了庄子所谓的

“卮言” 特性， 凸显了对释放意义的重视。 “不执义” 与 “不尽义” 展现了对 “变易”

之道的理解， 在 《易纬·乾凿度》 中对 “变易” 之道的阐释， 蕴含着深邃的哲理： “变

易也者其气也， 天地不变不能通气。” （郑玄注， １９８５： ２） 在这里， “气” 不仅是一个

形而上的概念， 更是天地间一切变化广泛象征的载体。 世间万物， 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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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 都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 这一点已成为人类的普遍认知， “变易” 之道推崇从

确定意义转变为释放意义。

意义的释放深植于汉字的深厚传统之中。 尽管现代汉语更倾向于确定和表征意义，

学术界已经开始重新探索汉语在释放意义方面的特质， 尤其是汉字的字形及其书写所蕴

含的丰富内涵。 石虎在 《论字思维》 中提出， 汉字是一种 “诗意” 的文字。 他高度赞

扬汉字的诗学价值， 认为： “汉字的世界， 包容万象， 它是一个大于认知的世界， 是人

类直觉思维图式成果无比博大的法典， 其玄深的智慧、 灵动的机能、 卓绝的理念， 具有

开启人类永远的意义。 汉字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基石， 亦为汉诗诗意本源， 属于拓建人类

未来所需之智慧宝库。” （石虎， １９９６： ８ － １０） 徐通锵在 《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 中特

别区分了中文中的 “名” 与 “字”。 他指出： “‘名’ 这一概念的性质和特点偏重于听

觉， 而 ‘字’ 与之相反， 结构上重 ‘形’， 认知途径上重视觉， 与汉语社团重视觉的基

础性认知途径相适应。” （徐通锵， ２００８： １０５） 这种区分旨在凸显汉语 “字本位” 的特

点， 更有助于释放汉字本身的深层意义。 无论是石虎提及的 “诗意” 文字， 还是徐通

锵强调的 “字本位”， 这些特性都真实地反映了汉字在释放意义方面的特质， 它们承载

着中国传统文化中 “变易” 之道的精髓。

意义的释放并非仅为汉字所独有， 它同样在字母语言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西方

符号学研究者开始重视字形与书写的深层含义， 杜超认为： “拉康早期受索绪尔的影

响， 侧重言说的能指， 而在后期将重点放置在了书写上， 对 ‘文字’ 给予了极大关

注。” （杜超， ２０２０： １９５） 张宁翻译了雅克·德里达的著作 《书写与差异》， 并在导言

中提醒关注德里达强调的 “书写” 所释放的意义， 甚至包括 “书写” 的 “印迹” 和

“间距”， 他说： “与流行的符号学方法不同， 德里达用印迹代替符征， 用间距代替符征

之间的差异。” （德里达， ２０２２： １６） 这表明， 意义的释放存在于更为广阔的语言符号

活动空间， 意义在其中释放之时， 也超越了简单的确定的文字系统。

释放意义的价值在语言本体论的理论中尤为凸显。 马丁·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ｒｉｄｅ⁃
ｇｇｅｒ） 将 “诗意语言” 与 “日常语言” 进行了区分， 他认为： “纯粹所说乃是诗歌。”

（海德格尔， ２００４： ７） 作为语言本体论的倡导者， 海德格尔通过对诗歌的探索， 揭示

了一种 “语言说话 （Ｄｉｅ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ｓｐｒｉｃｈｔ）”。 （海德格尔， ２００４： ２） 诗歌语言帮助人们

放下抽象的概念， 将 “在场” 与 “不在场” 融合成一个无限的存在整体， 这种融合显

然有助于各种意义的释放。 同为语言本体论的倡导者汉斯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Ｈａｎｓ⁃

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虽然我们说我们 ‘进行’ 一场谈话， 但实际上

越是一场真正的谈话， 它就越不是按谈话者的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进行。 因此， 真正的谈

话绝不可能是那种我们意想进行的谈话。 一般说来， 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 即我们陷入

了一场谈话， 甚至可以说， 我们被卷入了一场谈话。” （伽达默尔， ２０１０： ５３９） 语言不

仅仅是思想的表达工具， 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来看， 语言本身就是思想， 它应居于中心

地位， 甚至塑造了人们的存在方式。 只有超越语言作为单一工具的视角， 人们才能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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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义转变为释放意义。

释放意义的探索引发了人们关于认知原点的反思。 瑞士语言哲学与文化哲学学者爱

尔马·霍伦施泰因 （Ｅｌｍａｒ 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 致力于将自我意识 “去中心化”。 他认为人类有

个错误的认知： “主观空间有一个属于各个主体的定向零点 （ｄｅｒ Ｎｕｌｌｐｕｎｋｔ ｄｅｒ Ｏｒｉｅｎｔｉｅｒ⁃

ｕｎｇ）。 事实上， 知觉空间不是本我中心的， 而是多中心的。” （霍伦施泰因， ２０１９： １４）

霍伦施泰因区分了 “知觉的出发点” 与 “知觉的中心”， 他说： “通常一些以 ‘我’

（Ｉｃｈ） 为基点的定向零点的谬误是： 鲁莽地将知觉的出发点与知觉的中心相等同。”

（霍伦施泰因， ２０１９： １４） 尽管自我意识为人类打开了视野， 但也在人与自然之间设置

了一道屏障。 人类通过自我意识的发展开辟了认知与语言的新领域， 但同时也可能因此

陷入自我设限的困境， 以及由此产生的语言遮蔽性。 因此， 为了消解自我意识在认识世

界过程中的遮蔽， 人们同样需要寻求意义的充分释放。

首次提出精神文化符号学概念的张杰教授指出 （张杰、 余红兵， ２０２０： ２ － １３），

精神文化符号学重视释放意义， 因为精神文化符号学认为， 如果语言符号被局限于表征

意义， 那么语言容易受到个体时空观的束缚与遮蔽。 “因此从精神文化符号学来看， 研

究符号活动的任务并非在于确定符号表征的意义， 而是 ‘释放’ 意义， 发掘意义的无

限可阐释空间， 还原意义生成的自然性， 即自由。” （张杰、 余红兵， ２０２２： ２４２） 这与

“易之三义” 的 “变易” 之道启示的方向相同， 即从确定意义转变为释放意义。

总之， 在探寻语言遮蔽性的问题时， 人们意识到对意义确定性的执着是导致语言遮

蔽性产生的一大因素。 人类作为意义的创造者和探索者， 应当迈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

个意义得以自由释放的纪元。 正如 “变易” 之道所启示， 这不仅是知识的追求之旅，

更是对智慧深层的理解与尊敬的实践。

“不易” 与 “放下” 意义
语言遮蔽性的深层根源在于人类对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固守， 这一分离状态已成为当

代人们深刻反思的焦点。 回顾往昔， 人们的祖先与自然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未经割裂、 和

谐共融的 “相通”。 然而， 随着文明的光芒普照大地， 这种原始的统一性逐渐被一种更

为分化的 “相识” 模式所取代。 语言， 作为人类探索世界、 塑造文化、 构建社会的工

具， 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一种将人们从与世界的直接 “相通” 状态抽离的媒介。

在文明的璀璨成就之下， 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 仅仅与世界 “相识” 的关系有

其固有的局限， 甚至可能孕育出危险。 因此， 人们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文明

高度发展的今天， 人们如何能够重新拥抱自然， 找回与世界的 “相通”， 乃至实现 “相

识” 与 “相通” 的和谐共存， 从而超越语言的遮蔽问题， 开拓一种全新的认知模式。

这是一场深远而充满挑战的探索之旅。 追寻这样的探索， 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遮蔽问

题， 更可能帮助人们获得解决语言遮蔽问题的方式， 引领人们走向一个更加丰富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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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世界。

“易之三义” 中的 “不易” 之道， 深植于对人与世界和谐 “相通” 状态的探寻。

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中， “不易” 往往被解读为 “基本原理的恒定性” 或 “原理上的恒

常”。 此种诠释带有 “逻各斯中心主义” 的色彩。 马一浮对 “不易” 的阐释独辟蹊径，

他提出了一种特殊的人类符号活动状态。 在 《观象卮言二》 中， 马一浮如此描述： “汝

真心能照诸缘， 不从缘有， 灵光独耀， 迥脱根尘， 缘起不生， 缘离不灭， 诸无常法于中

显现， 犹如明镜， 物来即照， 物去仍存， 是名不易。” （马一浮， ２００５： ２９５） 马一浮对

“不易” 的阐释， 巧妙地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思想精髓。 他所揭示的 “不易” 之道的境

界， 是人类在 “放下” 人为的意义时所展现的特殊符号活动。 这种活动中的感知 “犹

如明镜”， 属于一种对外界事物进行 “镜像” 观照的人类符号活动状态。

人类符号活动的 “镜像” 状态， 并非马一浮首创， 而是源自古老智慧的长河。 “放

下” 人为的意义， 并不意味着对事物感知的消逝。 老子曾赞此状态为 “涤除玄鉴” （王
弼注： ２０１１， ２５）， 其中 “玄鉴” 也是对 “镜像” 符号活动的隐喻。 庄子则更为直接地

描绘了这一状态， 他说： “至人之用心若镜。” （陈鼓应注译， ２０２０： ２３４） 意味着 “至

人” 的感知状态宛如 “明镜”， 能够映照万物而不沾染杂念。 这是一种独特的符号状

态， 以 “象” 语言为其表现形式。 在这种语境系统中， 传统的思维与推理退居幕后，

而对天地万物的观照却变得异常清晰。 也就是说， “放下” 人为意义后， 蕴含着 “镜

像” 的感知。
“放下” 那些人为的意义， 是一种个体与世界 “相通” 的境界， 而非个体孤立的存

在。 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 “天人合一”。 实际上， 更精确地表达应该是 “天人

归一”， 因为天地人本原的状态应该是统一的， 而人类对 “相识” 模式的固守， 无意间

筑起了与世界的隔阂。 南宋学者陆九渊以 “限隔” 二字描绘了这一现象， 他的感慨至

今仍回响不绝： “宇宙不曾限隔人， 人自限隔宇宙。” （陆九渊， １９８０： ４８３） 为了突破

这层 “限隔” 所形成的遮蔽， 人们应当回 “归” 与天地合一， 也就是人们应当常常重

返与宇宙 “相通” 的和谐境界。 事实上， “不易” 之道便蕴含着人类对于万物 “相通”

的深切渴望。 《易纬·乾凿度》 中提到： “不易也者， 其位也。” （郑玄注， １９８５： ２）

（《乾凿度》 卷上） 人类在天地间的 “位” 应该是 “天人归一”。

“不易” 之道启示人们， 人类除了与世界建立 “相识” 的关系外， 还需要深入探索

与世界的 “相通” 模式。 在 “相识” 的旅途中， 人类重视意义的构建， 而在 “相通”

的征途上， 却需要领悟 “放下” 意义后的感知。 庄子提出的 “道通为一” 的哲学思想，
深邃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 “通” 的理解。 庄子坚信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

我为一” （郭象注、 成玄英疏， ２０１１： ４４）。 他所尊崇的 “通”， 是指人与天地万物之间

深刻的 “相通” 关系。 庄子对这种 “通” 的境界推崇备至， 说： “唯达者知通为一”

（郭象注、 成玄英疏， ２０１１： ３９）； “通也者， 得也” （郭象注、 成玄英疏， ２０１１： ３９）。

实际上， 不仅是道家学者， 儒家学者也同样推崇 “通” 的境界。 北宋学者程颢、 程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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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天地人只一道也， 才通其一， 则余皆通。” （程颢、 程颐， ２０２０： ２２７） 这样的理

念为人类解决语言的遮蔽性问题， 开辟了新的思考和探索的境界。

历经理性文明的洗礼， 当人们再次与世界达成 “相通” 的境界时， 并非摒弃了与

“相识” 的联系， 而是自然而然地进入一种双重状态的共融： 一是 “有” 的领域， 二是

“无” 的境界。 先哲对这两种状态有着深刻的阐释， 老子将其描述为 “为学日益” “为

道日损” （王弼注， ２０１１： １３２）； 晋代郭象在注解 《庄子》 时， 提出了 “求之于言意之

表” “入乎无言无意之域” （郭象注、 成玄英疏， ２０１１： ３１１） 两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

式。 这些思想都旨在打破人们对于单一认知模式的执着， 以及由此产生的认知遮蔽。

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两种存在状态， 分别代表 “主客体

分离” 和 “主客体合一”。 一种是 “相识”， 即人类对世界进行认知与理解； 另一种是

“相通”， 即人类与世界的深层次联结和融合。 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 人类似乎逐

渐失去了与世界的 “相通” 联系， 而过分强调与世界的 “相识” 关系。 因此， 这个时

代需要人类回顾过去， 重新培养那些能够促进与世界 “相通” 的符号活动。 人类应当

在 “相通” 与 “相识” 之间寻找平衡， 以减轻语言的遮蔽性， 从而更加真实地反映世

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简而言之， “不易” 之道启示人类不应满足于与世界的表面 “相识”， 而应追求与

世界的深层 “相通”。 在掌握了意义的确立、 表达和传递之后， 人们应回归一种超越意

义的境界。 在文明社会中， “放下” 意义并不意味着回归到原始的混沌状态； 相反， 它

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境界， 一种万物 “道通为一” 的境界。 因此， 相较于纠缠语言的遮

蔽问题， 人们更应将关注点转向对 “相通” 的探索， 以此促进 “相识” 向更高层次地

进化， 实现人类与世界的和谐共处。

“三易合一” 与语言的遮蔽性问题
“简易” “变易” “不易” 三者相融， 构成了 “三易合一” 的哲学体系。 它如同智

慧之门的钥匙， 引领人们穿越语言的迷雾， 深入探寻真理的深邃领域。 《易纬·乾凿

度》 中云： “管三成为道德苞龠。” （郑玄注， １９８５： １） 此 “管三” 即 “三易合一” 的

代称。 “德”， 根据郑玄的注释， 意指 “得”， 近代学者熊十力进一步解释道： “德者，

得也。 言其所以得为万有之本体者也。” （熊十力， ２００６： ２５６） “苞龠”， 郑玄注为 “包

道之要龠”。 在古代， “苞龠” 是装载物品的容器， 在此则象征 “三易合一” 是蕴含

“道” 的宝藏。 “三易合一” 代表中国传统哲理的一种倾向， 即把目标聚焦于传播

“道”， 而非沉溺于语言的遮蔽问题。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语言在传递 “道” 的深邃内涵时， 不可避免地遭遇了语言的

遮蔽性。 道家哲人庄子曾言： “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 （郭象注、 成玄英疏， ２０１１：

４０３） 儒家学者子贡也曾感慨：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皇侃，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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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 明代的大儒王阳明也持有相似的观点， 他说： “道不可言也， 强为之言而益晦。”

（王守仁， ２０１２： ２２１） 这些先哲的言论表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不论是道家的

“道”， 还是儒家的 “道”， 都面临着语言的表征难题。 然而， 先哲的目标并非仅仅是提

出语言的遮蔽性问题， 而是追求超越语言， 探寻并获得 “道” 的真正内涵。

尽管语言在传递 “道” 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遮蔽性， 但这并未妨碍 “道” 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流传数千年， 反而使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智慧。 金岳霖在 《论道》 中

曾言： “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 所谓行道、 修道、 得道， 都是以道为最终

的目标。 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 （金岳霖， ２０１５： １８） 这

是因为 “三易合一” 的智慧早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在 “道” 的传

承过程中， “体知” 的实修方式尤为引人注目， 如道家的性命双修、 儒家的工夫论等。

这些在现代学科分类中常被归于养生之术， 实则这些实修 “体知” 模式在解决语言对

“道” 的遮蔽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体知” 对传承 “道”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语言的遮蔽性源于其符号与所指意义

之间的不完全匹配。 例如， “幸福感” 这个词在不同人的心中唤起的意象各不相同， 其

内涵与外延因个体差异而千变万化， 从而产生了语言的遮蔽性。 然而， 由于大多数人都

有过对 “幸福感” 的直接体验， 这种体验在交流中减轻了语言的遮蔽性， 因此沟通相

对清晰。 相较之下， “道” 的体验则更为罕见， 那些真正体验过 “道” 的人在交流时往

往能够心有灵犀， 所以语言的遮蔽性在此并不显著。 传统文化中的修炼实践， 如道家的

性命双修、 儒家的工夫论， 旨在帮助人们 “体知” 到 “道”， 从而超越语言的限制， 直

接触及其深邃之处。 通过这些实修， 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领悟 “道” 的内涵， 减少语

言的遮蔽性， 使交流更加和谐流畅。

“道” 的英语翻译名称已经有近一百五十种， 细致到通过英文的大小写来甄别

“道” 的寓意， “道” 可以翻译成 “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等。 以大写开头的英文翻译给 “道” 增添

了崇高色彩， 而以小写开头的英文翻译使 “道” 产生了回归自然的隐喻。 有些关于

“道” 的翻译甚至探寻了 “道” 的词性， 把 “道” 翻译成动名词形式的 “Ｗａｙ⁃ｍａｋ⁃

ｉｎｇ”。 尽管对 “道” 进行如此努力的表征， 但对于运用英语的人群还是难以理解

“道”， 甚至翻译表征的方式越多， 人们对 “道” 的认知越模糊。 这是因为在寻求一一

对应的能指和所指上花费了过多的精力， 如果将 “体知” 模式纳入其中， 将有助于

“道” 在西方文明中的传播。
“三易合一” 不仅有助于传播 “道” 的深邃内涵， 还有助于启发人们传播那些人类

难以用言语描述的智慧。 人类心智中存在着 “可言说” 与 “不可言说” 的两个领域。

迈克尔·波兰尼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 称之为 “不可表达的领域” （波兰尼， ２０００： １３１），

也就是 “我知道这些东西， 尽管我无法清楚地说出或几乎无法说出我知道的是什么”

（波兰尼， ２０００： １３１）。 对于 “不可说” 的东西语言的遮蔽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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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约瑟夫·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 Ｊｏｓｅｆ Ｊｏｈａｎｎ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 建议： “对于不可说

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 １９９６： １０８） 但人类对于 “不可说” 的东西

往往不得不运用语言进行表征，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ｕｓｓｅｌｌ） 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 《逻辑哲学论》 的序言中说： “归根到底维特根斯坦先生

还是在设法说出一大堆不能说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 １９９６： １８） 显然， 罗素不认同

局限于语言范畴来解决 “不可言说” 的问题。 由于解决语言的遮蔽问题， 并非仅仅是

一个语言学范畴的挑战， 因此对于这些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内容， 人们可以尝试采用

“三易合一” 的模式， 以期突破语言的束缚， 洞察事物的本质。

在 《中西印哲学导论》 一书中， 张祥龙教授对 “三易合一” 在哲学领域的作用给

予了高度评价。 他认为： “‘易’ 就是在感受变易时凭借简易的方式来达到动态的不

易。” （张祥龙， ２０２２： ９７） 换句话说： “‘易’ 就是以最简易的方式进入变易， 以便直

觉领会变易本身的不变样式。” （张祥龙， ２０２２： ９７） 张祥龙教授以其独到的见解， 巧

妙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三易合一” 将中西印哲学融会贯通， 显示了 “三易合一”

哲理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价值。 因此， 本文在立足于语言符号领域的同时， 希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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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语言符号学与自我管理学。

管月娥， 女，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俄苏文论与文化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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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符号学： 图像的空间编码　

李梦一　

摘　 要： 研究图像意义和图像应用的符号学， 通常被称为视觉符号学或图像符号学。 本文

旨在探讨关于图像分析的四种理论： 一是格雷马斯 （Ａ􀆰 Ｊ􀆰 Ｇｒｅｉｍａｓ） 的图像符号学

观点， 他提出了对应等值关系， 定义了半象征系统的概念； 二是弗洛什 （ Ｊ􀆰 Ｍ．

Ｆｌｏｃｈ） 的可塑性符号学观点， 将半象征系统发展为造型符号学， 并从绘画、 摄影

多角度阐释了这一研究方法； 三是 μ 团队 （Ｌｅ Ｇｒｏｕｐｅ μ） 提出的图像修辞方法，

主要涉及框架的修辞， 把线区分为边界和轮廓； 四是珀蒂托 （ Ｊ􀆰 Ｐｅｔｉｔｏｔ） 将图像视

为空间， 提出非类属性观点， 涉及非通用视角的视觉编码效果。 上述方法论主要

集中在法语国家的符号学领域， 它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学传统， 尤其是巴黎符号

学派更关注意义的显现而非意义本身， 强调空间的差异性。 本文通过举例中西方

绘画来分别说明其应用方法。

关键词： 法国符号学　 图像符号学　 半象征系统　 修辞　 图像空间

前言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 符号系统和符号间联系的学科。 巴黎符号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吉

达斯·米利安·格雷马斯 （Ａｌｇｉｒｄａｓ Ｊｕｌｉｅｎ Ｇｒｅｉｍａｓ） 认为符号学是一种科学研究， 它不

像植物学关注植物、 动物学关注动物、 社会学关注社会中的人那样都有特定的对象范

围， 符号学没有自己的研究领域。 换言之， 符号学能够解释所有的社会话语， 无论是言

语活动 （口头、 书面）、 非言语活动 （造型、 姿态、 音乐等） 还是复合言语活动 （几种

语言的组合， 形成复杂的系统， 如戏剧、 电影等）。

其中， 非言语活动的陈述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造型符号———图像。 图像是一种可塑性

陈述 （造型陈述）， 并且图像能够还原为可词汇化的内容， 也就是说图像可以用语言来

描述， 如莫奈的画 《漫步》 （ ｌａ ｐｒｏｍｅｎａｄｅ， １８７５ 年） 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身着白衣、 撑

着绿色阳伞的女人， 旁边站着一个孩子。

法国符号学家吉恩 玛丽·弗洛什 （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Ｆｌｏｃｈ） 认为， 符号学的生成性在

于其意义， 这种意义强调了生产过程的结果。 也就是说， 这不是关于 “这有什么意

义” 的问题。 而是 “这如何体现着它的意义” （ Ｆｌｏｃｈ， １９８５： １９４） 的问题。 在这里

是指符号对象中的能指结构的问题， 这种能指结构可以被复制和扩展到某种图像、

某种类型的物体。 因此， 研究图像意义和图像应用的符号学， 通常被称为视觉符号

学或图像符号学，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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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符号学： 图像的空间编码

在图像符号学中， 符号学家感兴趣的是符号的能指或表达平面的形式， 像文本一

样， 而陈述 （包括图像陈述） 是意义的对象。 图像符号学的宗旨， 在于使人们能够描

述一张特定的图片， 模拟其意义的生成路径及其造型表达。 图像、 艺术、 绘画和摄影只

不过是一些造型数据， 这些现象当然可以作为能指的集合关系来分析， 但其背后代表的

是文化区隔， 即历史性的相对划分结果。

格雷马斯的图像符号学
格雷马斯 （１９１７—１９９２ 年） 是一位语言学家， 他对视觉研究也有自己的看法。 在

《形象符号学和造型符号学》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ｔ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ｐｌａｓｔｉｑｕｅ”， １９８４ 年） 一

文中， 他将视觉符号学与自然世界进行了对比， 得出的结论是视觉符号学的特征是建构

的。 格雷马斯认为视觉陈述是一种再现， 这与美国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 （Ｎｅｌｓｏｎ

Ｇｏｏｄｍａｎ） 的想法完全一致， 即对相似性的概念提出质疑。 例如， 文字 “水” 和发音

“水” 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 一个物体和它的显象之间也不存在等价关系， 因为没有复

制， 没有模仿的可能。 人们对自然界景象的识别是 “人类对世界的阅读， 而不是世界

本身” （Ｇｒｅｉｍａｓ， １９８４： ９）。

因此， 相似性引出阅读框架的概念， 正是这种阅读框架使世界对人们有意义， 它

允许人们将图形识别为对象， 并对它们进行分类， 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将行动解释

为过程， 可归因于或不归因于主体， 使世界变得可理解和易于管理。 这种阅读框架

代表世界的所指， 使人们能够识别它应该代表的景象。 换言之， 视觉系统构建了语

言， 这是一种稳定的、 共享的、 可进化的形式， 但视觉系统也指语言作为一个符号

共同存在的场所， 是一种社会规约， 也是一种解读世界的手段。

同时， 阅读框架受制于文化相对主义： 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广泛但不是无限的变

化。 格雷马斯在 《论不完美》 （Ｄｅ ｌ􀆳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８７ 年） 的扉页写道， “所有的表象都

是不完美的： 它们掩盖了存在， 并从中建构出一种想要成为和应该成为的模态， 这已经

是关于意义的一种偏离。 只有表象作为能够存在或可能存在才是勉强可行的” （Ｇｒｅｉ⁃

ｍａｓ， １９８７： １）。

首先， 关于绘画， 格雷马斯建议从画面的边缘开始分析图片， 并将其作为图像分

析的起点， 这可以推导出正交的、 水平的和垂直的线条。 这些线条构成了一个分析

框架， 也就是图像的基础。 例如， 在德国画家保罗·克利 （Ｐａｕｌ Ｋｌｅｅ） 的画中可以看

到这种分析框架。 从产出和接受的角度来看， 框架意味着图像结构化的可能性。

其次， 格雷马斯还提议从描述拓扑学范畴分析图像， 还有遗觉①范畴 （形式）、 色

度范畴、 亮度范畴， 但不涉及纹理范畴。 尽管这些符号学方法解释了图像分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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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但它们没有形成系统的问题化的方法论， 不能让读者对画家所处理的问题进行准确

定位。 由此产生一个疑问， 这种描述是否有图像的局限性？ 例如， 在描述一幅印象派画

作时， 读者会注意到色度的丰富性和纹理的统一性。 通过观察立体派的作品， 读者会发

现遗觉 （形式） 的维度， 形式的碎片化。 但读者并没有建立起全面的应对所有图像类

型的符号学方法。

最后， 格雷马斯提出的对应等值关系在 《符号学： 言语活动理论的系统思考词典》
（以下简称 《词典》） 中被定义为 “半—象征系统”， 同样可以应用在图像分析中。 因

为读者能够感知图像的颜色、 形状与符号位置的对应等关系， 从而被理解为一种有意义

的对象。 半—象征系统的 “特点不是表达面和内容面的单位之间的一致性， 而是来自

两个平面的类别之间的相关性” （Ｇｒｅｉｍａｓ， １９８６： ２０３）。 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是丹麦语

言学家路易斯·叶姆斯列夫 （ Ｌｏｕｉｓ Ｈｊｅｌｍｓｌｅｖ， １８９９—１９６５ 年） 提出的概念。 从弗迪

南·德·索绪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１８５７—１９１３ 年） 到叶姆斯列夫， 符号学关注

的焦点从符号转移到符号化过程。 根据叶姆斯列夫的说法， 意义是在语言行为期间， 通

过表达 （可感知） 和内容 （可理解） 平面的结合而产生的。 表达平面是指一种语言所

利用的表现自身的感性品质， 并通过差异性间距被衔接的平面。 内容平面是意义产生于

不同的差异性间距， 由于这种差距， 每一种文化为了思考世界， 都会利用这些差距来安

排和连接思想与叙述。 因此， 两个平面之间存在平行关系。

总体而言， 法国符号学将符号分为三类： 象征系统、 半象征系统和符号系统。 象征

系统是两个平面完全一致的语言， 表达平面的每个元素都对应一个而且只有一个内容平

面， 以至于人们没有必要区分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 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形式。 例如，

信号灯、 交通灯的情况。 此外， 符号学系统是在两个平面之间不存在一致性的语言系

统， 表达和内容必须分开研究。 法语和汉语等自然语言都属于符号学系统。

半象征系统是由相符性所定义的系统， 它不再是表达和内容平面之间的孤立元素的

相符性， 而是表达的类别和内容之间的相符性。 一般而言， 它是指表面的特征对应意义

的系统变化。 这一概念首先曾在克洛德·列维 斯特劳斯 （Ｃｌａｕｄｅ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论述亲

属关系中得到应用， 后来格雷马斯将其总结为 “半—象征” 概念， 是指一些言语活动

“不因各孤立要素间的相符性而因范畴间的相符性而具有特点： 例如韵律范畴和举止范

畴， 它们是一些意蕴形式——— ‘是’ （‘ｏｕｉ’） 和 ‘不’ （‘ｎｏｎ’） 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

对应于垂直性 ／ 水平性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ｉｔé ／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ｉｔé） 的对立， 这完全像在抽象绘画或在某些

音乐形式中被辨认出的范畴那样” （格雷马斯、 库尔泰斯， ２０１１： ３０９）。 这种半象征系

统不仅在诗歌或视觉艺术领域非常多见， 而且在生活中也很常见， 如点头表示肯定， 摇

头表示否定。

《词典》 指出， “半象征主义是对聚合单位的符号学身份的研究， 画家称之为造型

对比， 它们可以在图像中实现一种符号化的超分割， 而这种超分割是形象性层面的简

单词汇化所无法解释的。” （ Ｇｒｅｉｍａｓ， １９８６： ２０４） 格雷马斯对于 “半—象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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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述虽然不多， 但为开展这一系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后续弗洛什进一步发展了

这一理论。

造型符号学
弗洛什 （１９４７—２００１ 年） 作为格雷马斯研究团队的一员， 是视觉符号学研究领域

的领头人。 他的研究主要涉及图像和艺术对象、 交流文本和传播图像。 在他的 《眼与

心的小神话： 论造型符号学》 （Ｐｅｔｉｔｅｓ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ｄｅ ｌ􀆳œｉｌ ｅｔ 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 Ｐｏｕｒ ｕｎｅ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ｐｌａｓｔｉｑｕｅ） （以下简称 《小神话》） 中， 弗洛什专注研究不同的艺术图像， 如比尔·勃兰

特 （Ｂｉｌｌ Ｂｒａｎｄｔ） 的裸体作品， 瓦西里·康定斯基 （Ｗａｓｓｉｌｙ Ｋａｎｄｉｎｓｋｙ） 的绘画， 乔

治·贝恩斯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Ｂａｉｎｅｓ） 的建筑， 等等。 总之， 弗洛什的造型符号学是对照片，

以及绘画、 海报甚至服装中存在的可感知逻辑的一种探索。

首先， 弗洛什继承和发展了半象征系统的概念和应用， 它与格雷马斯认为的视觉再

现 （参照符号学矩阵） 不同， 它是一种语言的形式。 弗洛什在 《小神话》 中专门介绍

了半象征系统的一个特殊案例， 即造型符号学。 半象征的应用比人们想象的要广泛得

多， 视觉或文字广告话语的许多成功案例都是建立在产生这种半象征化的符号上的。 半

象征系统把很多表达赋予或多或少的诗意， 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 有自由的变形， 经过

发展融合成某种特定的主题。

例如， 迈耶·夏皮罗 （Ｍｅｙｅｒ Ｓｈａｐｉｒｏ） 在 《文字与图像： 视觉语言符号学》 （Ｌｅｓ

Ｍｏｔｓ ｅｔ ｌｅｓ ｉｍａｇｅｓ．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ｄｕ ｌａｎｇａｇｅｖｉｓｕｅｌ， ２０００ 年） 中指出， 在 １４ 世纪意大利的文

化艺术初期的特雷森妥 （Ｔｒｅｃｅｎｔｏ） 壁画中， 耶稣从正面描绘， 使徒则是侧面。 具体来

说， 夏皮罗指出在各种群体表征中， 正面人物和侧面人物的存在感对比非常明显。 正面

人物占据主导， 侧面人物仍然不受重视。 这种等级制度反映出不同的价值评价， 它划分

了正面和负面的价值， 人物的正脸代表着高价值， 侧脸则是低价值。 夏皮罗解释道：

“脸部 ／ 轮廓的二元性就可以标志着善与恶、 圣与非圣、 贵族与平民、 主动与被动、 承

诺与中立、 生与死、 真人与图像之间的区别。 这些品质或状态与轮廓和脸部位置的结合

因文化而异， 但更明显的想法是， 这些位置之间的对比表达了一种极性。” （Ｓｃｈａｐｉｒｏ，

２０００： １０７）

因此， 根据半象征系统的特征来总结， 由耶稣在使徒中的表现和犹大在使徒中的表

现所证实： 当一张脸在群体中脱颖而出时， 它是体现积极价值的主要行为者， 而群众中

的侧脸则体现了次要角色和消极价值。 这种对立关系通俗易懂 （见表 １）。

表 １　 斯特罗奇祭坛画中的对应等值关系

表达 内容 价值

正面图： 侧面图 主要演员： 次要演员 好：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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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这种价值判断已经不符合当今的新闻肖像画， 如欧洲媒体经常使用侧面肖像

来表现那些已经上任的国家元首， 或那些被授予荣誉爵位的艺术家。 同时， 正面肖像也

有贬义化的应用， 如罪犯人体测量时往往记录正面肖像。 因此， 半象征系统可以被颠

覆， 其意义也会有变化。

这种规律可以被总结为上下左右四种空间类别在不同语境、 不同文化中有着相对应

的含义。 在中国的图像中， 也存在这种半象征系统的表达， 如在古代中国朝堂上， 右 ／

左的视觉空间类别对应于文官 ／ 武官的语义类别。

再比如， 在中世纪欧洲教堂建筑中， 经常出现在门楣上的 《最后的审判》 这一场

景， 右 ／ 左对应奖励 ／ 惩罚， 上帝的右边是坏人， 左边是好人。 关于天堂和地狱的表述，

一般来说， 天堂在顶部， 地狱在底部。 同样， 中国的天庭、 天宫在画的上方， 地府在画

的下方。

在埃及绘画中， 男人的皮肤比女人黑， 因此色调差异的明 ／ 暗是一个表面特征， 可

以与语义类别的女人 ／ 男人同源， 甚至女人、 仆人、 外国人总是被标记为不同的颜色。

例子清楚地表明意义是随意性的， 无论是怎样的指称物、 怎样的 “现实” 及其与信仰的

关系， 对意义的显现、 对惯例、 对易变的解释规则都不受影响。

其次， 弗洛什在 《痕迹的形态》 （Ｌｅｓ Ｆｏｒｍｅｓ ｄｅ ｌ􀆳ｅｍｐｒｅｉｎｔｅ， １９８７ 年） 中将照片也当

作一种图像来进行符号学分析。 他侧重于考虑图像的意义， 而有别于其他学者考虑到社

会学、 历史学或技术类因素的做法。 他认为， 摄影离不开与现实的关系， 有自己的参照

物。 就像罗兰·巴尔特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 所言， “没有任何一幅画 （假设它是真实的）

可以强加给我 ‘它的参照物是真的存在’ 的想法， 但是照片可以。 每张照片都是存在

的证明” （Ｂａｒｔｈｅｓ， ２００４： １２３）。 弗洛什认为摄影调和了自然和文化、 存在和不存在、

切割和连接 （不连续性和连续性）， 最重要的是生命和死亡： “它机械地重复了永远不

可能重复的存在， 正是在拍摄照片的瞬间， 对象消失了。” （Ｆｌｏｃｈ， １９８７： １３）

法国符号学假定所有语言的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的结合是任意的， 因此也包括视觉

语言。 图像和语言陈述一样是任意的。 弗洛什认为图像作为一种陈述语段， 预设了一种

陈述活动的存在。 这种陈述活动可以表述为陈述者和被陈述者之间的交流轴。 而符号学

家对图像性本身的兴趣将小于对图像化的兴趣， 也就是对图像的符号化过程感兴趣。

图像修辞学
比利时视觉符号学派 μ 团队 （Ｌｅ Ｇｒｏｕｐｅ μ） 认为图像能够用最明确和最普遍的方

式来进行说明， 这种方式被称为图像修辞学。 他们认为： “如果存在意义和交流的一般

规律， 那么能够在图像中发现可与口头语言中的现象相媲美的复调 （ｐｏｌｙｐｈｏｎｉｅ） 现象。

视觉是一个意义系统， 有一个自主的内部组织。” （Ｌｅ Ｇｒｏｕｐｅ μ， １９９２： １１） 该研究团

队的代表作是 《视觉符号论》 （Ｔｒａｉｔé ｄｕ ｓｉｇｎｅ ｖｉｓｕｅｌ， １９９２ 年）， 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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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理论， 并解释了构成图像的一般修辞。

μ 团队引入了两个概念： 标志性符号和可塑性符号。 简单来说，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

于标志性符号是一种象征， 可塑性符号是一种简单的物理现象。 例如， 当人们看到一个

蓝色的斑点时， 既可以说 “这是蓝色”， 又可以说 “这代表蓝色”。 前者在符号学术语

中属于可塑性现象， 后者是指标志性符号。 由此可见， 图像可以通过视觉符号的象征性

特征来进行研究， 比如抽象绘画， 它意味着在画作中同时存在的可塑性符号和非标志性

符号。

μ 团队的方法论是跨学科的， 涵盖认知科学和物理科学， 在偏离规范的基础上描述

图像并强调差异性。 首先， 图像是可塑性陈述语段， 分别可以通过形式、 颜色、 纹理的

角度来观察， μ 团队也因此重点关注了对光的维度的分析， 并融入对颜色 （涉及光和材

料之间的关系） 和质地的描述。 在此， 光揭示了材料的质量。 其次， μ 团队分析了视觉

系统 （或视网膜系统） 的活动， 针对空间性、 纹理和色度的维度， 解释了感知对象的

产生和结构。 像所有符号学系统一样， 框架系统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例如，

在他们对框架的修辞描述中， 先区分了轮廓和边界。

对于轮廓， 一方面， 人们可以通过删除轮廓的过度装饰或直接删除轮廓来显示图像

陈述语段在空间上的扩张， 如那些刻在石壁上的绘画， 就没有轮廓。 另一方面， 人们可

以削弱轮廓， 如园林艺术中的布置。 而边界是一种手段， 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将陈述语

段框出来。 因此， 边界有物质表现， 如各种几何形状 （三角形、 四角形轮廓等）。 然

而， 它不是由这种物质表现来确定， 而是由其符号学功能来确定。 那么， 它们的符号学

功能是什么呢？ 如果边界是符号， 那它的所指就是指示的意义。 这种指示的能指可以是

不同的， 如框架、 底线、 界线。 所有这些都划定了空间， 使陈述可以被识别和划定。 边

界表示内部空间， 于是另一个空间， 即外部空间顺理成章地被赋予外部性。 简言之， 展

示总是伴随着隐藏。 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利特 （Ｒｅｎé Ｍａｇｒｉｔｔｅ） 的画作就

是诠释边界的完美案例， 如移印画 （Ｌａ Ｄéｃａｌｃｏｍａｎｉｅ， １９６６ 年）， 通过框架的能指， 表

达出指示的所指， 引导观众的注意力识别被划分的、 具有差异性的空间。

这种图像陈述语段的区隔化在马格利特的画中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 通过设置边

界， 使边界的空间和陈述空间的轮廓产生冲突， 形成一种空间叠加， 创造出一种空间性

的区别。 这是一种对领域的感知， 即从眼睛所看到的实体的角度所获得的感知。 在这个

领域， 敏感细胞的密度是不均匀的， 它在中心区域有一个最大值， 称为视网膜中央凹

（ｆｏｖéａ）， 因此人们总是将其对准要扫描的区域。 这样一来， 中心、 对中心的吸引力和

周边的概念是为视觉系统而准备的。 在这个领域， 视觉系统能够产生表面对比， 揭示这

些对比是有组织的感知的第一个行为。 例如， 人们通过灰色来感知从白色到黑色的质量

变化， 变化发生的地方被称为界限。

总之， μ 团队认为一条线可以有两种状态： 边界或轮廓。 边界是将空间划分为两个

区域的中性线， 而没有先验地确立一个或另一个区域的任何特定地位。 轮廓是将空间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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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区域的线， 用以创造背景和人物。 因此， 轮廓线与简单的界限不同， 它定义了

内部和外部， 并设置了一种等级制度。 轮廓线是一个图形的界限， 是该图形的一部分。

这种轮廓可多可少， 取决于背景和人物的对立是否由或多或少的不同品质表现出来， 即

是否基于颜色、 纹理、 环形等方面的差异。

图像空间中的非类属性
图像作为造型作品， 呈现的所有能指之间必有空间关系。 根据叶姆斯列夫的分类，

图像表达的实质是空间， 那么表达的形式是由空间关系构成的。 因此如何定义图像的空

间构成关系， 属于由让·珀蒂托 （Ｊｅａｎ Ｐｅｔｉｔｏｔ） 提出的有关非类属性的问题。 这位法国

哲学家兼数学家认为非类属视点能够选择、 关联、 突出空间关系。 这种观点是根据亥姆

霍兹定理①建立起来的， 即考虑一个形状、 配置或结构 Ｆ， 在外部参数 ｗ 的作用下可以

连续变形。 当 ｗ 稍有变化时， 即当它能抵抗小的变形时， Ｆ 的一个状态 Ｆｗ 将被称为

“类属性的”。 （Ｐｅｔｉｔｏ， ２０１９： ５１） 例如， 在一个平面内， 两条线无论是平行还是正交，

都属于非类属的性质。 图像是表达叙述关系的途径之一， 非类属性的方法能够非常有效

地分辨图像空间中的符号学关系。

非类属性体现为一种非类属的现象。 比如， 在排列组合中， 随机的片段如果足够密

集或足够稀疏， 那么对齐的片段就能被读者在视觉系统中迅速捕捉到。 珀蒂托称之为感

知突出性， 反之任何片段都不会被注意到。 总之， 一种非类属的视觉体验是可以明显地

区分与外在空间的关系， 并赋予这些关系一种结构的意义。 因此， 珀蒂托总结道： “在

类属的感知场景内， 非类属性为感知结构和艺术构成之间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内在的标

准。” （Ｐｅｔｉｔｏ， ２０１９： ５１） 非类属性强调空间关系的不稳定性， 与造型作品中的结构息

息相关。

具体而言，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Ｄａｌí） 的作品是对这

一原理的例证说明。 梅·韦斯特 （Ｍａｅ Ｗｅｓｔ） 曾是一位极具话题度的美国女演员， 她

曾被视为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４０ 年代的一个性感符号。 达利根据她的照片， 把她的脸变成一个

超现实主义的房间。 人们通过对这个作品不同角度的观察， 可以看到这位艺术家的作品

是如何利用非类属性的观点， 以及它们从三维现实到深度符号化的二维幻觉的过程。

达利的这部画作名为 《被做成超现实房间的梅·韦斯特的脸》， 这张图有两个视

点： 梅·韦斯特的脸和一个房间。 女演员的脸不再是一个平面， 而是成为一个场景。 她

面部的每个元素都构成房间里的一个元素。 首先是房间里的壁画作为她的一双眼睛， 其

次是火炉成为她的鼻子， 最后是红色的沙发代表她的红唇， 黄色的窗帘被看作是头发和

２３

① 流体力学中有关涡旋的动力学性质的一个著名定理。 它指出， 在无黏性、 正压流体中， 若外力有势， 则

在某时刻组成涡线、 涡面和涡管的流体质点， 在以前或以后任一时刻也永远组成涡线、 涡面和涡管， 而

且涡管强度在运动过程中恒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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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环， 台阶衔接着她的领口和脖颈， 上半张脸是红墙， 下半张脸是地板。 在前景中， 地

砖标志着入口， 左右两边的框架是墙壁和天花板， 意味着观众所在的走廊。 这不仅仅是

一个房间， 还是一个戏剧舞台。 达利在女演员的脸上创造了一个关于场景的视角， 一种

视觉陷阱。 艺术家所用的颜色既指剧院的世界， 又指梅·韦斯特这个女人 （金发， 非

常明显的妆容， 挑衅性的红色）。 事实上， 这个场景是对梅·韦斯特职业的影射， 也是

关于房间现实性的一种非类属的阐释。

１９７４ 年， 达利在建筑师奥斯卡·图斯克茨 （Ｏｓｃａｒ Ｔｕｓｑｕｅｔｓ） 的帮助下， 以三维方

式重现了他的绘画。 在达利的出生地菲格拉斯 （Ｆｉｇｕｅｒａｓ） 的剧院博物馆里， 人们可以

看到这幅四十多年前的肖像画的空间诠释。 如果观察者通过一个通用的视角， 那么将会

看到一个有家具装饰的房间。 只有站在正面， 观察者才拥有非类属性的视角。 因为取消

了透视而发生了二维破碎， 所有的深度指数都消失了。 这个场景被重新组合成梅·韦斯

特的肖像， 观察者可以通过一个被放置在楼梯上的放大镜来欣赏女明星的全貌。 因此，

从非类属性角度来看， 梅·韦斯特的脸是二维的图像， 是一种远观； 而从类属性的角度

来看， 这个房间有其三维的构造， 是一种近观。

总之， 非类属性意味着一种编码技巧， 是对于视觉规律的自动捕捉。 这意味着图像

进入一个符号化框架阶段， 由此观察者开始解释感知到的数据， 通过非类属的视角将它

们统一起来， 从而在本质上产生出额外的符号学价值， 并得以对现象感知的符号学结构

进行编码。

结语
法国符号学中的图像符号学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发展， 融汇了各领域的观点。 首

先， 格雷马斯提出语言是一种社会规约， 而视觉系统构建了语言， 半象征系统所代表的

对应等值关系可以用来解释图像中的颜色、 形状、 位置。 因此， 根据叶姆斯列夫的符号

学定义， 即语言行为中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的区分， 分析一幅画、 一张照片的表达平面

的构建是图像符号学的首要任务。 其次， 弗洛什发展了半象征系统强调表面的特征和意

义的变化， 从而可以对视觉进行诠释。 这种系统是一组能指和一组所指的对应等值关

系。 该系统在图像中表现为在同一背景下的对比差异， 如左右位置对应好坏价值， 深浅

颜色对应男女人物， 正脸和侧脸对应主次关系等。 再次， 比利时视觉符号学学派 μ 团

队更倾向科学领域的视觉修辞学探讨， 对空间、 色度、 边界等提出了具体看法， 形成了

一套系统的视觉分析理论。 最后， 珀蒂托利用几何学的概念提出图像空间中的非类属

性， 他将图像看作一个叙述过程， 将空间关系与解方程类比， 其中非类属元素作为一种

方程系统发挥作用， 因此提供了一套区分内在结构关联的技巧， 并指出这种非类属元素

决定结构元素， 解释学确定这些元素的功能意义。

总之， 法国和其他法语国家的图像符号学研究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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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但还是一门新兴学科， 研究的领域有局限性， 如二元性思维中的一些方法并不完全

适用中国文化的图像分析。 因此， 中国图像符号学可探索的范围仍然非常广泛， 期

待未来我国学者结合中西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提出更具包容性、 更具实践性的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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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话语非理性表达的符号叙事　
与传播机制研究　

王新朋　

摘　 要： 本研究结合社会符号学、 叙事理论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多维理论框架， 系统解析危

机话语非理性表达的生成逻辑与传播机制。 通过分析核心词汇的符号化重构、 情

感化词汇的情绪动员、 隐喻性词汇的认知转化等过程， 揭示非理性表达如何通过

语义操控实现社会渗透。 进一步从表层框架 （叙事策略与符号化角色） 和深层框

架 （集体记忆、 对抗性母题、 底层叙事） 展开剖析， 阐明符号系统如何通过情感

赋形、 权力博弈及文化语境互动， 将危机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的话语集合， 并形

成自我强化的传播生态。 研究发现， 非理性表达的扩散本质上是符号编码、 叙事

策略与社会结构张力协同作用的结果， 其传播效能根植于公众认知裂隙与社会信

任危机的共振。 研究为理解危机话语的符号实践提供了跨学科分析路径， 并为危

机事件治理中的信息风险防控提出理论启示。

关键词： 危机话语　 非理性表达　 符号叙事　 传播机制

引言
符号叙述学， 采用 “叙述” 而不是 “叙事”， 凸显当代文化的叙述转向， 是赵毅衡

（２０１３： １２） 对经典叙述学的进一步拓展， 将叙述文本从传统文学领域进一步拓展至社

会生活中各种表意活动， 研究所有可以用于 “讲故事” 的符号文本之共同特征。 面对

危机事件， 话语发送者和接受者不是按照所谓的 “理性” 方式展现事实， 而是以叙述

架构的方式理解和把握世界， 各种非理性表达与我们密不可分。

本文聚焦危机话语非理性表达现象， 致力于揭示其核心符号特征与传播机制。 研究

围绕三重维度展开： 其一， 从社会符号学视角解析非理性话语的词汇语义特征， 考察核

心词汇如何通过符号化重构、 情感化赋义及隐喻性转化实现社会渗透； 其二， 基于叙事

理论与符号角色分析， 探究阴谋论、 救世主论等叙事策略如何通过角色符号的象征化操

作建构认知框架； 其三， 结合社会建构主义， 阐释集体记忆、 权力结构与文化心理如何

形塑公众对非理性话语的接受范式。 研究试图通过社会符号学、 叙事理论与社会建构主

义的多维视角， 揭示非理性话语对社会情感结构与文化记忆的深层影响机制， 为危机语

境下的话语治理提供理论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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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框架
为系统阐释危机话语非理性表达的传播机制及其社会效应， 本文构建由社会符号

学、 叙事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组成的多维理论框架。 这些理论视角既为后续词汇语义的

符号学解析、 叙事框架的层次分析提供方法论支撑， 亦为揭示话语传播的深层社会逻辑

奠定学理基础。

２􀆰 １　 社会符号学

社会符号学致力于揭示符号在社会语境中生成、 编码及意义增殖的动态过程。 赵毅

衡 （２０１６： ２１） 指出， 符号不仅是信息载体， 更内嵌着社会情感结构、 权力关系与文

化认同的深层编码机制。 罗兰·巴特 （１９７２： １１４ － １１５） 在 《神话学》 中提出， 符号

的 “二阶意指” 过程能够将具体物象升华为意识形态载体， 形成隐性的意义操控。 危

机话语中的诸多核心符号被不同社会群体赋予多元阐释， 通过语言表述、 视觉图像、 新

闻叙事等媒介的反复展演， 建构起具有情感张力的集体想象。

符号的情感动员功能在危机情境中尤为显著。 当危机元素被符号化为对抗性的意象

时， 其指涉已超越生物学范畴， 成为激发恐惧、 敌意等集体情绪的文化装置。 让·鲍德

里亚 （２０１７： ５７ － ６４） 的符号消费理论进一步揭示， 危机符号在传播过程中会经历意

义的增殖与异化———公众对符号的消费， 本质上是对社会焦虑的替代性宣泄， 最终转化

为驱动非理性话语扩散的行动逻辑。

２􀆰 ２　 叙事理论

叙事理论将叙事视为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实践而非镜像反映。 热拉尔·热奈特

（１９８０： ３３） 与米克·巴尔 （２００９： ２９） 强调， 叙事通过事件选择、 时序编排与视角建

构， 形塑受众对现实的认知框架。 在危机话语中， 不同叙事策略通过将危机事件简化为

二元对立的故事模型， 降低受众的认知成本， 从而扩大话语影响力。

保罗·利科 （１９８８： ３） 的叙事时间理论揭示了叙事对因果逻辑的建构功能。 事件

的偶发性往往被赋予道德化、 政治化的必然因果， 这种叙事重构的情感化与戏剧化特

征， 使之成为非理性话语突破认知壁垒的有效载体。

２􀆰 ３　 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 社会现实是通过语言符号互动实现的动态建构过程。 彼

得·伯格与托马斯·勒克曼 （１９６６： ３３） 在 《社会现实的建构》 中指出， 个体通过语

言交流将主观意义客观化， 通过社会互动的反复确认后形成共享 “现实”。 危机话语非

理性表达正是通过社交媒体的爆发式传播、 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及公共讨论的持续发

７３



酵， 逐步从个体猜测固化为社会层面的 “事实认知”。

雪莉·特克尔 （２０２１： ３００ － ３４０） 关于网络匿名性的研究表明， 社交平台的技术

特质消解了表达责任， 催生了 “去抑制化” 传播效应。 危机事件中涌现的谣言， 正是

借助匿名环境下的情绪共振与信息失真， 从个体误判演变为具有实际危害的集体谬误。

米歇尔·福柯 （１９６５： ４３） 的话语权力理论进一步揭示， 非理性话语的扩散本质上是

社会权力关系的显性化呈现———在不确定性中， 部分群体通过有意建构叙事框架， 试图

争夺话语阐释权， 使危机事件转化为社会信任危机。 社交媒体作为话语博弈的主要场

域， 其去中心化传播结构既放大了边缘话语的影响力， 也为非理性叙事的滋生提供了制

度性空间。

上述三种理论视角形成互补互释的分析框架， 社会符号学解析话语的意义生产机

制， 叙事理论揭示认知框架的建构逻辑， 社会建构主义阐释话语实践的权力维度。 显

然， 非理性话语的传播并非单纯的信息扩散， 而是符号编码、 叙事赋形与社会建构在危

机情境中的协同运作———通过符号的情感化包装、 叙事的简化性重构、 社会互动的反复

确认等， 最终形成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话语生态系统。 这种多维理论观照， 为危机话语

非理性表达的表层框架与深层结构提供了系统化的分析工具。

词汇语义分析
非理性话语的扩散依赖于特定词汇类型的语义建构与符号实践。 从核心词汇的符号

化过程、 情感词汇的情绪动员、 隐喻词汇的认知转化、 宣传词汇的集体建构及对立词汇

的二元分化等维度， 危机话语通过语义操控与符号编码， 为非理性话语的社会渗透奠定

意义基础。

３􀆰 １　 核心词汇的符号化重构

危机事件中的核心词汇， 在不同社会群体的话语实践中经历了意义增值与符号重

构。 从符号学视角看， 这些词汇超越了科学指涉， 成为承载社会情感与文化认同的符号

载体。 （赵毅衡， ２０１６： １０５） 科学语境下的普通对象， 在公众话语中却通过情感赋义

转化为具有对抗性的符号———这种符号化过程并非简单的语义叠加， 而是借助巴特

（１９７２： １１４ － １１５） 所言的 “神话化” 机制， 将这一对象转化为社会层面的他者想象，

核心词汇的能指与所指发生断裂， 为非理性话语的滋生提供了符号空隙。

３􀆰 ２　 情感化词汇的情绪激活机制

危机事件中的情感化词汇通过唤醒集体焦虑， 构建了非理性话语的情感能量场。 这

类词汇的传播本质上是符号的情感动员过程， 媒体与公众在讨论中高频次使用特定情感

词汇， 不仅强化了危机事件的严重程度， 更通过符号的反复展演形成情感共振 （Ｂ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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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ｉｌｌａｒｄ， ２０１７： ６４）。 社会符号学指出， 情感化词汇作为 “情绪符号”， 其意义生产依

赖于社会群体的共同情感结构———当非理性表达符号相互勾连时， 公众对危机事件的认

知便从理性判断转向情绪驱动。 这种情感化表述降低了受众的认知防御， 使非理性话语

得以借助情绪共鸣实现扩散。

３􀆰 ３　 隐喻性词汇的认知转化功能

隐喻性词汇通过跨域映射将抽象科学概念转化为具象化符号， 成为非理性话语增强

说服力的关键媒介。 各类隐喻性词汇的使用， 本质上是符号学中的 “概念转喻”。 （Ｌａ⁃

ｋｏｆｆ ＆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８０： ５５ － ７０） 这种隐喻性符号实践具有双重效应： 一方面， 通过各种

拟人化隐喻， 危机事件的严重性被戏剧化强化， 激发公众的非理性情绪； 另一方面， 不

同词汇的隐喻对立， 也为非理性叙事提供了认知框架。 从叙事理论看， 隐喻性词汇构成

了故事化表达的基本元素， 使危机议题转化为易于传播的 “危机故事”， 增强了非理性

话语的叙事张力。

３􀆰 ４　 宣传性词汇的集体认同建构

宣传性词汇通过正面符号的集群化使用， 试图建构集体认同。 这类词汇的符号功能

在于通过积极情感的符号化生产， 将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 （哈布瓦赫， １９９２： １１０ －

１４０）， 成为社会凝聚力的象征———这符合巴特 （１９７２： １０９） 提出的 “符号神话” 建构

过程， 即通过典型形象的符号化生产， 将具体行为转化为抽象的精神图腾。 然而， 当宣

传性词汇的符号所指与社会现实出现断裂时， 其建构的集体认同可能转化为信任危机的

导火索， 反而为底层叙事提供了批判素材。

３􀆰 ５　 对立性词汇的二元分化逻辑

对立性词汇通过构建非此即彼的符号二元体， 加剧了社会认知的极化。 从结构主义

符号学看， 这种二元对立是意义生产的基本机制 （列维 斯特劳斯， １９６３： １７ － ２５），

但在危机语境中被异化为情绪煽动的工具。 危机事件中对立性词汇的符号化操作通过剥

离语境， 将话语分歧转化为价值冲突， 为反抗叙事提供了符号武器。 当非理性话语借助

符号的对抗性框架， 将专业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斗争时， 实质上是对既有知识权力结构

的挑战。 （福柯， １９６５： ４３）

上述五类词汇构成了非理性话语的语义基础， 其共同特征在于通过符号的情感化、

具象化与对立化操作， 将复杂的公共危机议题简化为具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符号集合。 这

种语义建构既符合社会符号学关于 “符号负载意识形态” 的论断， 也印证了叙事理论

中 “语言符号作为叙事基石” 的观点———词汇不仅是信息载体， 更是塑造公众认知、

动员社会情绪、 建构对抗框架的符号工具。 理解这些词汇的符号实践逻辑， 是剖析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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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话语传播机制的重要切入点。

表层框架分析
非理性话语的传播过程本质上是符号系统与叙事策略协同运作的意义建构过程。 基

于社会符号学的表层框架理论， 下文从叙事策略的符号化机制与符号化角色的象征功能两

个维度展开分析， 揭示非理性话语如何通过叙事结构与主体符号的互动重构社会认知。

４􀆰 １　 叙事策略

阴谋论叙事通过符号的 “神话化” 操作， 将复杂的公共危机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

的道德寓言。 通过符号化过程和能指叠加， 构建对抗性符号系统。 这种符号实践本质上

是巴特 （１９７２： １０９） 所言的 “符号神话” 生产： 将危机事件转化为意识形态斗争， 通

过二元对立情感符号的反复展演， 激发负面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 阴谋论的传播依赖于

“不可见性” 符号的建构， 这种符号化过程不仅消解了专业知识的合法性， 更通过 “神

秘化” 叙事强化了公众的认知焦虑。

救世主叙事通过 “英雄” 符号的人格化操作， 将公共危机的应对简化为个人英雄

主义的表演。 这一叙事策略本质上是福柯 （１９６５： ４３） 话语权力理论的具象化， 通过

将行政治理转化为个人魅力的展示， 救世主叙事掩盖了危机处理的制度性缺陷， 同时强

化了公众对权威的依赖。 值得警惕的是， 这种符号化过程可能导致 “救世主” 形象的

崩塌———当承诺未能兑现时， 公众对权威的信任危机将转化为对公共机构的全面质疑，

形成 “期望—失望—反抗” 的认知螺旋。

灾难叙事通过 “紧急状态” 符号的时间编码， 将危机事件建构为不可抗拒的生存

威胁， 其实质是对鲍德里亚 （２０１７： ５７ － ６４） 符号消费理论的实践， 将危机事件的科

学风险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刺激。 这种符号化操作具有双重效应： 一方面， 通过 “紧

急时间” 的符号建构， 迫使社会进入应激状态； 另一方面， 通过 “灾难循环” 的叙事

框架， 强化了公众对未来的绝望情绪。 从符号学视角看， 灾难叙事的本质是将线性时间

转化为循环性危机， 从而消解了对长期结构性问题的反思空间。

反抗叙事则通过符号对立， 将危机事件转化为权力斗争的场域。 值得注意的是， 反

抗叙事的符号实践具有双重性———它既可能成为弱势群体表达诉求的工具， 也可能被社

会力量利用成为争夺话语权的武器。 这种符号化过程的复杂性， 凸显了非理性话语在社

会权力结构中的渗透性。

总之， 表层框架分析揭示了非理性话语的符号化传播机制， 阴谋论通过 “神话化”

符号制造社会分裂， 救世主叙事借助 “英雄” 符号巩固权力结构， 灾难叙事利用 “紧

急时间” 符号操控认知， 反抗叙事则通过对立符号挑战既有秩序。 这些叙事策略的共同

特征在于通过符号的情感化、 具象化与对立化操作， 将复杂的公共危机议题简化为易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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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的符号集合。 可以说， 理解这些符号实践的深层逻辑， 是破解非理性话语传播的

关键。

４􀆰 ２　 符号化角色

危机话语场域中衍生的符号化角色谱系， 本质上是社会集体心理的符号投射与意义

生产。 这些角色通过符号学的 “意义超载” 机制， 超越个体行为范畴， 成为承载社会

情感、 权力关系与文化想象的象征系统。

救世主叙事中的 “英雄”， 是集体情感的符号图腾， 其符号化过程， 实质是社会在

危机情境下的集体心理补偿机制。 根据巴特 （１９７２： １０９） 的符号神话理论， “英雄”

的能指在危机事件中被赋予 “社会拯救者” 的所指， 其行为往往被升华为团结、 奉献的

集体精神象征。 然而， 这种符号建构存在内在脆弱性： 符号所指与现实的断裂会引发

“去神圣化” 效应———英雄形象的崩塌本质上是社会对制度性责任的反向追问， 暴露了

符号建构对结构性问题的遮蔽性。

阴谋论者则成为反叙事的符号载体。 质疑正式信息发布的群体被符号化为 “异

端”， 其本质是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的权力博弈。 翁贝托·埃科 （１９８７： ３００） 的符号

学分析揭示， 阴谋论者的符号化源于社会对 “信息黑箱” 的焦虑———当科学解释无法

完全消解不确定性时， 阴谋论者通过系列符号组合， 构建了替代性解释框架。 这一符号

化过程不仅是信息层面的质疑， 更是社会信任危机的集体表达 （巴尔， ２００９： ７５ －

９０）， 反映了后真相时代对符号意义的多元争夺。

可以说， 符号化角色构成了危机叙事的主体图谱， 其共同特征在于通过符号的

“过度编码” （ｏｖｅｒ⁃ｃｏｄｉｎｇ） 机制， 将个体行为提升为社会范畴的象征。 每个角色都是特

定社会关系的符号凝结： 英雄承载着集体主义价值观， 阴谋论者映射信息不对称焦虑。

理解符号化角色的生成逻辑， 需突破个体行为描述， 深入解析符号背后的社会情感结

构、 权力博弈路径及文化原型影响。 这些符号不仅是话语传播的载体， 更是社会现实的

建构性力量， 其互动与冲突形塑了危机事件的公共认知图谱。

总之， 叙事策略与符号化角色构成表层框架的一体两面： 前者通过符号操作建构认

知框架； 后者通过角色符号凝聚社会情感。 阴谋论叙事与阴谋论者符号、 救世主叙事与

救世主符号等形成话语与主体的互文关系， 共同推动非理性话语的扩散。 理解这种交互

作用， 需超越单一维度分析， 揭示符号化叙事如何通过角色象征增强传播效力， 而角色

符号又如何为叙事策略提供具象化载体。 两者的协同运作， 本质上是社会权力、 集体心

理与文化原型在危机话语中的符号性显现。

深层框架分析
非理性话语的传播不仅停留在语言符号与叙事结构的表层， 更根植于社会文化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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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力结构的深层运作。 下文从集体记忆的符号建构、 对抗性母题的话语生产、 底层叙

事的社会解构三个维度， 揭示非理性话语如何在文化记忆、 权力博弈与社会矛盾中获取

传播动能。

集体记忆作为社会认知的深层基底， 通过符号系统形塑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理解框

架。 莫里斯·哈布瓦赫 （１９９２： １１０ － １４０） 的集体记忆理论揭示， 公众的记忆并非客观

留存， 而是通过符号化过程被持续重构。 文学艺术作品作为集体记忆的显性载体， 通过

叙事符号的隐喻生产强化了对危机事件的文化想象。 文化叙事的符号共振， 将历史经验

与艺术想象编织为集体认知的 “意义网络”， 使危机事件超越时间范畴， 成为文化焦虑

的符号集合。

危机话语中的对抗性母题， 本质上是权力关系通过符号对抗的显性化表达。 福柯

（１９６５： ４３） 的话语权力理论揭示， 这一对立不仅是认知分歧， 更是对知识权力结构的

挑战， 其实质是通过符号反转来消解科学权威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 底层叙事的核心是

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符号化显现。 鲍德里亚 （２０１７： ５７ － ６４） 的符号消费理论为分析危

机事件中的阶层差异提供了独特分析视角， 危机事件往往被符号化为 “生存权不平等”，

从而建构对抗性叙事。 这种符号化过程不仅是事实描述， 更是意义生产。 底层叙事与对

抗性母题形成符号共振———社会不公的符号化加剧了负面情绪， 而负面叙事又为底层群

体提供了批判性符号工具， 两者共同构成对社会秩序的符号化抵抗。

总之， 集体记忆提供前符号结构， 对抗性母题构建符号对抗场域， 底层叙事揭示符

号化的社会裂痕。 三者共同表明， 非理性话语的深层传播机制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的符号

转译———当现实危机无法在理性层面被有效解释时， 社会结构的张力便通过符号系统转

化为可传播的意义单元。 理解这一过程， 需超越话语表层， 深入解析符号如何激活集体

记忆、 建构权力对抗、 承载负面情绪， 从而为阻断非理性话语的深层传播提供切入点。

结语
本研究通过整合社会符号学、 叙事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 系统揭示了危机事件中非

理性话语的符号生产与传播逻辑。 研究表明， 非理性话语并非简单的信息失真， 而是通

过词汇的符号化重构、 叙事的二元简化及社会矛盾的符号转译， 形成了一套具有情感动

员与权力博弈特征的传播体系。 表层框架中， 阴谋论、 救世主等叙事策略通过符号的

“神话化” 操作， 将科学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斗争； 深层框架中， 集体记忆的符号激

活、 对抗性母题的权力解构及底层叙事的社会批判， 进一步强化了非理性话语的文化

根基。

本研究为公共危机中的话语治理提供了理论参照， 今后应从符号解构、 叙事干预与

社会信任重建等三个维度构建更具韧性的信息传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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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的符号表达　

贾志民　 谢溶馨　

摘　 要： 法律是人类通过符号的创造与运用构建而成的独特世界， 法律借助符号载体得以

展现， 而符号又被法律赋予新的形象。 以符号的角度审视法律， 探究法律的符号

表达方式及法律符号化的功能性价值， 不仅能以全新的视野审视法律的整个发展

历程， 也对未来的法律制定和司法实践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 符号　 法律　 法律符号化　 功能性价值

前言
自人类诞生以来， 便通过符号来进行沟通交流。 符号是一切人类行为和人类文明的

基本单元， 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 它承载着独特的思想意识， 反映着某种思维方式与

情感价值。 可以说， 符号的存在和使用无处不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符号学兴起，

为法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无论是法律语言、 法律文本、 法律行为， 还是法律

器具甚至是法律仪式， 无一不是由符号构筑而成。 法律符号只是符号系统分化出来的一

部分， 离开了符号， 法律寸步难行。 而法律的演进历程， 实际上就是法律符号化的不断

深化过程。 法律通过符号来表达和传递信息， 表征司法的公正与权威， 发挥规制社会的

功能。 法律符号化不仅贯穿形式立法与实践司法的全过程， 更是承载了中国几千年丰富

的历史文化内涵， 赋予了传统符号以新的活力， 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法韵形态。

符号理论阐述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 （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 认为： “人是符号的动物， 人的一切

沟通交流与理解都需要一种媒介， 那就是符号。” 符号既是人作为自然动物的自然产

物， 同时也是人作为理性动物的理性产物。 换句话说， 符号的诞生源于人类的需求。

２􀆰 １　 符号的内涵与结构

２􀆰 １􀆰 １　 符号的内涵

“符号” 现象是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 从词源上看， 符号最基本的含义是

“他物的替代者或代表者”， 是人们理解和解释外部世界的重要工具， 也是人类实现沟

通与交流的重要媒介， 发挥着承载信息、 传递意义的作用。 符号学产生于 ２０ 世纪五六

十年代， 是专门研究符号、 符号系统、 符号结构、 符号处理及符号功能的学科。 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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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符号的理论研究对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２􀆰 １􀆰 ２　 符号的结构

符号的结构主要有 “符号二元结构” 和 “符号三元结构” 两种基本理论。 “符号二

元结构” 理论源于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的结构

主义符号学。 在索绪尔看来， 任何符号都是由 “能指” 与 “所指” 两部分构成。 “能

指” 是符号的外在表现形式； “所指” 是符号传递的实质内容。 索绪尔认为： “能指与

所指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只有联结起来才能组成符号本身， 而这

种联结是任意的。” 举例来说， 鸽子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和平， 但是鸽子与和平之间是

没有必然牵连的。 也就是说， 符号的外在形式与其指称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 但这

种任意也并非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自由选定。 就像一辆车、 一栋房子并未被赋予和平的

象征意义一样，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结， 原则上也是在集体习惯的基础上约定俗

成的， 是被不同的时空区域及文化背景所限定的。

“符号三元结构” 理论源于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的实用主义符号学。 他对符号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发展和突破， 提出了逻辑—修

辞学模式， 该模式被认为是当代符号学的理论基础。 皮尔士认为符号由 “再现体” “对

象” 和 “解释项” 三部分构成。 （程乐、 裴佳敏， ２０１８： １２６） “再现体” 就是符号形

式， 如文字、 数字、 图形、 颜色等， 是符号可以被人类外在感知的表示载体， 相当于索

绪尔的 “能指” 部分； “对象” 是指符号的客体对象； “解释项” 是符号所要表达的实

际内涵， 解释符号的内在意义， 相当于索绪尔的 “所指” 部分。

可以看出， 两种理论的逻辑虽然基本相通， 但索绪尔重点关注的是符号的外在形式

与传递内容之间的关系， 对于符号与事物间的联系未做深入探究。 皮尔士的理论更加具

有包容性， 使 “符号对象” 成为一项单独的构成， 即便是没有实际对象构成的符号也

可以传达出深层含义， 如艺术符号———门神。 人们常以作画的形式制作门神图像粘贴于

内室门户， 图纸所展现的就是符号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驱鬼辟邪和祈福迎祥则为符号

所要传递的文化思想， 而对象并不是实际存在的物质， 只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抽象感

念。 由此可见， 皮尔士 “解释项” 的提出， 可以使符号不再闭锁于能指与所指的牢笼，

且从三个构成要素的不同角度出发， 也可以呈现出不同的理论侧重点。 比如， 当人们侧

重从符号形式与符号对象之间的关系来认识符号时， 符号自然就是 “他物的代表者”；

倘若侧重从符号形式与符号解释者之间的关系来观察， 那么符号的意义层面必然就会凸

显出来； 若是将三者结构及其中隐藏的符号使用者综合起来予以观察， 符号自然也就进

入人们的文化视域之中。 （牛玉兵， ２０２１： ２５）

２􀆰 ２　 符号的表现形式

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 （Ｌｅｓｌｉｅ Ａ􀆰 Ｗｈｉｔｅ） 认为： “符号是一切人类行为和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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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的符号表达

文明的基本单元。” 人是符号的动物，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通过符号转化而成的， 是符

号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加以区分， 并赋予其自我意识、 独特的思想， 从而通过有意义的符

号实现交往互动， 展现人类独有的价值观念， 使人类文明得以产生并永存。 （姚建宗，

２０００： ４８） 有学者认为， 符号的形式划分有两种类别： 一种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另一种是推论性符号与表现性符号。
２􀆰 ２􀆰 １　 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是最基础的符号划分方式， 符号的基本单元便是语言。 无论

在何种时空区域， 人类的交流理解都必须以语言为基本要素， 通过语言符号来展示观念

意识与价值诉求。 原始人类最初也只是通过模仿自然声音来表达最简单、 最直接的含

义， 使 “无形化” 的内心渴望得以 “有形化” 地表达出来， 为他人所接受、 传递与理

解。 但是语言并不能打破所有隔膜， 当人们无法实现语言互通时， 就会出现交流困难、

局面混乱的情况。 再者， 语言只是一种即时性的传递符号， 只能小范围地涵盖少数人

群， 对于那些有意义、 有价值的信息却无法长久地存留。

这时就需要产生一种新的非语言符号加以辅助， 那就是文字。 正是创造了文字符

号， 历史的演变、 文化的传承才得以保留至今； 正是运用了文字符号， 人们才能够制定

一系列的规则来维护秩序的稳定。 立法者利用文字制定了法律法规， 成为约束社会成员

的行为准则。 可以说， 文字是以语言符号为基础的进一步创造， 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

从具体到抽象、 从实物到图画等一系列复杂的演变过程。 当然， 非语言符号除了文字，
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如数字、 颜色、 图案、 灯光、 手势等。 最简单的例子， 如急救电

话 １２０、 中国红和五角星组合成为五星红旗、 红绿黄三种灯光色彩构建了交通秩序灯、

审判庭上的一锤定音等现象， 都是符号承载特定意义的表现形式。 总之， 符号无处不

在， 它不仅是社会交往的媒介， 更是反映社会变化的一种象征。
２􀆰 ２􀆰 ２　 推论性符号与表现性符号

推论性符号与表现性符号是对符号系统做出的整体性划分， 是立足于符号功能系统

做出的一种类型划分。 推论性符号主要用于描述各种具体事物之间的关系、 性质与特

征， 把各个事物的名称和符号按一定的组合方式排列起来， 使之传达和描述一定的客观

事实， 具有清晰性和确定性， 以及可推理、 可操作的规划性。 推论性符号的功能指向是

实现符号意义的真实传达， 注重人们对经验的客观把握与理解， 对推论性符号要力求真

实、 客观、 准确， 以便人们通过推论性符号把握外在世界。 而表现性符号是一种与推论

性符号相对的符号形式， 它不以推论性和确定性为目的， 其功能指向偏向美学意义， 注

重实现社会主体的审美需求， 同时更加关注人们对经验的主观感受， 具有有机整体性的

特点。 例如， 绘画、 艺术、 宗教、 仪式等类的符号作品， 只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表

达情感意象， 反馈人的内在精神价值。

推论性符号与表现性符号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 有不同的功能指向， 但二者

在现实划分中并非完全对立。 在美国学者苏珊·朗格 （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Ｋ􀆰 Ｌａｎｇｅｒ） 的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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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符号被划分在推论性符号范畴之内。 她认为语言是一种理性思维逻辑， 是对概念的

综合运用。 将不同的词汇、 语句以逻辑的规则进行排列组合， 从而展现他人能够理解的

样式， 具有切实的实用性功能。 至于主观感应的那些汹涌澎湃之情， 是无法用语言等推

论性符号加以表达的。 （沙凯， ２０１３： ２０） 然而， 语言符号并非与表现性符号全然无

关。 即使是极力推崇语言推论性特性的朗格， 也无法否认语言的情感价值和功能， 她强

调的是那些深藏于内心的， 无法溢于言表的情绪或感受， 语言表达通常会显示出无力

感。 但无论是何种语言， 除以逻辑排序方式传递信息外， 也都蕴含着主体的情感需求，

承载着主体的价值观念。 就如诗歌一样， 语句的合成往往要打破逻辑的束缚才能呈现美

感。 可见， 两种符号的划分其实都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 是共存于一个符号系统中相

辅相成的。

法律符号的诞生与演变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一切行为、 社交、 思想表达都依赖符号， 可以说整个世

界都是由符号组建而成。 法律只是诸多社会符号系统中的一小部分， 但也是最重要的符

号子系统之一。 法律从符号系统中诞生， 并在符号变迁过程中演进。

３􀆰 １　 法律符号的诞生

３􀆰 １􀆰 １　 法律符号由推论性符号主导构建而成

法律符号是符号学的具体范畴， 是人们构筑出的独特符号世界。 一方面， 人们需要

通过符号来认识和把握世界； 另一方面， 也需要通过符号来规范和维护世界。 法律就是

用来制约社会成员行为进而实现社会秩序有序调控的重要工具。 符号作为理解和把握世

界的原材料迅速融入法律之中 （牛玉兵， ２０１３： １０２）， 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便是推论性

符号。 首先， 法律语言有明显的推论性特征， 法律概念、 法律规范与法律原则构成法律

的基本内容。 这些文本符号都是在语言符号的基础上形成的， 且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力求

简练、 精准、 严谨， 以展现法律的权威， 无需经过特意的辞藻加工去显示语言的生动

性。 其次， 数字符号在法律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 不仅可以被用于条文的排列组合， 还

是进行定罪量刑的评判标准。 数字符号所具有的严密性、 规律性、 确定性等特征进一步

凸显了法律客观公正的理性特点。 最后， 法律的推论性特征还可以从司法实践角度加以

佐证， 我国的司法审判依据经历了神证—人证—物证的转变过程， 这种由主观到客观的

证明方法， 正是推论性符号的象征。 （张植， ２０２１： ２６） 现代法律客观公正、 严密理性

的形象深入人心， 从符号表现形式来看， 法律符号化的过程多数是建立在以推论性符号

为主导的基础之上。

３􀆰 １􀆰 ２　 法律符号是表现性符号的体现

法律是一个有强制规范作用的体系， 它基于人的理性而创造， 法律制定的目的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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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形式决定了推论性符号占主导地位， 但并不意味着表现性符号可以缺失。 以刑法为

例， 一个罪名最基础的构成要件便是概念和法定刑， 即文字符号和数字符号的组合， 如

故意伤害罪， 我国刑法对其基本构成要件作出明确规定， 并按照危害程度由轻到重设置

了不同的法定刑幅度： 致人重伤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

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由此

可见， 立法者在制订法律的过程中， 本能地关注了立法者自身的情感、 偏见、 好恶、 信

仰， 这也是社会大众共同的情感价值判定。 这些文字和数字符号内在地折射出表现性符

号的印记。 再如， 公平、 公正、 平等、 自由类的法律术语， 更多的蕴含着人们对美好世

界的向往与追求， 包含着丰富的情感价值。 符号形式多样， 除文字和数字外， 图案、 形

状、 色彩等也是构建法律符号的基本形式， 尤其在司法裁判活动中， 彰显着法律权威的

法袍、 法槌、 国徽等象征标志就是最常见的表现性符号。
３􀆰 １􀆰 ３　 法律符号反映社会主体需求， 蕴含时代意义

法律符号的来源有两种， 一种是自然符号； 一种是人造符号。 任何来源方式一旦融

合了法律要素， 便自然地产生了制约功能。 人是规范地生存的动物。 简而言之， 人是规

范的动物， 规范的生活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 （谢晖， ２００２： ９５） 法律符号的诞

生， 正是人类规范生活的重要工具。

符号的基本含义是他物的替代者。 也就是说， 符号载体通常具有物质性。 不难理

解， 现实中具体的物更具备成为符号的潜质。 客观世界是符号世界的本源， 但不同时空

的客观世界， 具体事物被赋予的意义也不尽相同。 例如， 马是一种动物， 在现代或因其

奔腾的形象被赋予一种努力奋斗的精神。 但在古代， 马匹的数量还象征着一国的军事力

量， 可见自然物原本并不携带意义， 只是因为在人的意识与需求之中， 被人的意识符号

化， 才成为表意的象征符号。 可见，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 （赵毅衡， ２０２２：

１８） 法律符号同样如此， 一块木头如果制成了枷锁、 手铐， 便象征着犯罪； 再如， 季

节、 天空是自然世界的本源， 但在汉代封建法制中便被意识所符号化， 列明了 “秋冬

行刑” 的规定。 汉代统治者根据 “天人感应” 理论， 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 除谋反大

逆 “决不待时”， 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 冬至以前行刑。 因为这时 “天地始

肃”， 杀气已至， 便可 “申严百刑”， 以示 “顺天行诛”。 天空本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空

间， 一旦注入人的意识观念， 便成为一种表意的法律符号， 象征了古时司法的权威， 承

载着人们顺应天时以保家国、 安天下的期望。
除自然物外， 法律符号的来源更多的是人造物， 如商标、 国徽、 印章、 法槌、 旗

帜、 交通标志、 判决书、 法袍等。 图案本身并无特殊含义， 但进入法律视野之中， 被法

律规定为某一领域的商业标志， 便与主体的法律行为相连， 涉及主体的著作权、 专用

权、 经营权等多个权益。 例如， 印章不单是雕刻主体姓名的一块物件， 如果关联到法律

领域就代表了双方之间的联系， 也具有识别主体身份、 确认法律行为、 代表代理权限等

方面的证明和象征作用， 是极其重要的人造法律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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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法律符号的创新与应用

法律的诞生源于符号的不断演进， 也正是由于持续的符号化过程， 才使得法律逐渐

从宗教、 道德等社会规范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独特的符号系统。 它不单是各种概念、

规则、 原则的组合体， 更是一种能动地反映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方式， 具有创新、 建设和

生成的规制作用， 主要体现在形式立法与实践司法中。

３􀆰 ２􀆰 １　 法律符号的创新

立法是法律符号创新的基本方式。 社会秩序建立在人们约定俗成的观念基础之上。

法律规则同一般社会规则一样， 是在社会母体中产生、 发展和形成的， 源于人类社会经

验的日积月累， 只是更具专业化、 制度化。 法律的创建过程主要通过立法得以展现， 是

将生活中的行为符号化， 使之进入法律的空间。 这既是符号的创造过程， 又是符号的运

用过程。 法律符号化最初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来展现， 人们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某种社

会经验， 进而形成具有社会共识的规范。 一方面， 可以使无形的法律通过语言载体形式

化； 另一方面， 符号载体也得以通过法律塑形。 随着时代的发展， 法律借助符号实现形

式上的更迭， 法律语言进一步符号化形成法律术语， 既包含了语言符号， 又涵盖了非语

言符号； 同时以文字符号形式制定规则， 使法律进入成文法时代。 法律术语不同于社会

一般性的语言规则， 它是在法律领域内使用的一种专门性词汇， 是解释和表达特殊含义

的专业语言。 例如， “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 “善意取得” “居住权” 等术语， 用简

短、 精确的词汇概括生活中的各类场景， 通过立法使之具有法律效力， 形成统一的规范

来更好地约束和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 当然， 除了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外， 数字、 灯

光、 音响、 色彩、 图形、 手势等其他符号也被赋予相应的法律含义。 以交通行驶规范为

例， 道路标志图形、 交通指挥灯、 交警的手势标志、 限速数字等， 都是通过立法使之成

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符号。

３􀆰 ２􀆰 ２　 法律符号的应用

司法是法律符号应用的主要形式。 法律符号的应用涉及法律的各个方面， 如果说法

律文本是法律应用的静态展现， 那么法律实践便是法律应用的动态演示， 其中以司法实

践最为典型。 符号在司法活动中极为常见， 如区分争议双方身份的最基础的语言符号

“原告” “被告” “嫌疑人” “庭审” 等专业性的术语； 再如， 彰显司法形象的符号 “法

袍” “法槌” “天平” “国徽” 等， 体现的均是法律的威仪和公正； 还有司法活动的场

地安排、 空间布景， 也同样构建出司法实践活动的符号情景。 例如， 法庭席位的设置，

法官坐席设置在上方正中间， 原被告的席位分设于下方两侧。 这种空间位置的高低对

称， 既表征了法官拥有绝对的决策权， 又彰显了双方参与人的平等地位， 法官作为一个

中立者应给予公平公正的判决。 无论是法官的外在形象， 还是司法的道具器物、 诉讼的

程序礼仪， 无一不体现我国司法活动的庄严与权威。 实体或虚化的空间， 都是作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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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整对象进入到法律当中的， 而法律是空间的符号化。 （朱垭梁， ２０１５： １３８） 甚至

在司法领域， 相关人员的一举一动、 面部表情都会被打上符号的印记。 前面提到， 我国

的司法审判经历了神证—人证—物证的取证过程。 古代的司法实践以 “五声听狱讼”

来断案， 便是将参与人的面部表情符号化， 借以推测嫌疑人的真实心理状态。 在现代司

法实践中， 物证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人证的作用也不可或缺。 一个人无意识的面部表

情、 行为举止往往和其长期的生活习惯及当下的心理活动相关。 所以在刑讯、 审判过程

中， 表情符号也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推测工具。 总之， 在司法实践活动中， 符号的适用范

围极其广泛且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

法律符号的功能性价值
符号之所以能不断地深入法律的发展进程， 就在于符号的功能与法律的需求能够完

美契合。 法律既是由符号衍生而来， 又具有符号的一般特性， 且经过历史的演变， 法律

符号也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从符号的视角审视法律， 探究法律符号的功能性价值，

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法律制度的性质， 还能以新的视野探索现代法律中

的文化传承。

４􀆰 １　 法律符号的解释性功能

符号具有解释性功能。 符号之所以是符号， 是因为其自身承载着意义， 人类与其他

动物的显著区别便是具备思维能力， 能对自然现象进行反映和思考， 将自身的理解转化

为符号表达出来并赋予意义， 构建一个独特的符号有机体系。 再通过对该体系结构的研

究获得更深层次的解释和理解， 这就是符号的解释性功能。 （郭威、 邹谢华， ２０１２：

１５７） 这是一个感知—注意—识别—解释—理解—再述的过程。 对法律而言， 法律的规

范机制要实现从文本到现实的转化， 离不开使用者的解释行为， 法律符号的运用就是通

过符号学理论对法律现象进行解释与理解。 在某种程度上说， 法律就是一门解释的学

问。 再详尽的法律， 相比社会现实总会有一定的滞后性。 法律文本只能展现抽象的、 笼

统的一般性规范和原则， 而更具体的、 真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推进需要法律符号的解释

性功能加以辅助。

４􀆰 ２　 法律符号的规制性功能

任何符号都具有基础的沟通交流功能， 法律符号也不例外， 但法律符号的沟通与其

他符号相比具有独特性， 即法律沟通的规制性功能。 对人类而言， 任何符号都意味着某

种规范。 语言和文字符号的规范， 首先是作用于内心的理解与遵守， 而法律符号的规范

是一种彰显于外在的、 行为上的制约。 它是一种借助于强制力量的沟通方式， 是通过规

制人们的行为来构建和平社会的一项秩序准则。 例如， 道路分岔口的交通信号灯， 红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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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三种色彩符号本身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既存之物， 由于融合了法律元素， 对它们的意义

进行了特殊规定且制定了相应的惩治措施， 才被转化成为法律符号， 发挥规制行为的功

能。 当然， 法律符号化的类型选择并非毫无根据的， 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事物自然属性

的限制， 如索绪尔认为： “能指与所指之间是存在联系根基的。” （李二占、 王砚，
２０１１： ２３４） 仍以交通信号灯为例， 自然界色彩多样， 之所以选择红绿黄三种色彩作为

代表， 除其本身在光谱中能量较强、 传播能力突出外， 还与人类的心理认知因素有关。
红色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给人一种危险的紧迫感， 能提高人们的警觉性， 因此被用

作禁止通行的符号标志； 黄色明艳绚丽， 可以很好地起到提示的作用， 寓意戒备缓行；
绿色往往给人一种心旷神怡之感， 危险性降低， 示意可以通行。 总之， 在复杂的社会行

为交往中， 符号终究是一个形式， 只有和法律元素相联结才具有规制的强制效力， 也正

是出于对法律符号的尊重与敬仰， 社会秩序才得以井然有序。

４􀆰 ３　 法律符号的权威性功能

与制约性功能不同， 制约性强调法律符号的强制性约束力。 通过制定相应的惩戒措

施以达到威慑公众的目的， 是一种外在的、 合法的暴力制约。 而法律符号的权威性功能

更侧重于通过法律威严、 崇高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本质达到震慑群众的效果， 使人们由内

而外对法律产生敬重感， 以自觉遵守法律规范。 权威性功能以象征性符号和仪式性符号

最能体现。 象征性符号是指那些在法律领域中的典型代表事物， 如前述提到的彰显司法

工作人员身份的法槌、 法袍、 制服、 标志牌等， 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签名、 印章、 公

文、 商标权标记、 版权标记等。 它们一旦脱离了法律层面就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标志，
在社会实践中很难产生制约公众心理的作用， 只有与法律相关联才能使一切活动变得正

式与权威。 原理就是通过心理上的刺激， 情绪上的激发， 构建起参与者的现实感和他们

对周围世界的理解。 （佘文博， ２０２０： １５３） 无论是司法的庭审过程还是合同的签订流

程， 都是以法律符号来标定背后的权利义务以期实现法律功能， 所以这一过程必然会显

得庄重谨慎， 这就是法律符号的权威性。
仪式性符号就是在履行法律职责过程中的仪式行为， 组成具有特殊意义的法律符

号。 “人们正是通过戏剧性的仪式表演， 唤起尊敬和崇拜的内心情感， 进而开启神圣之

门。” （佟金玲， ２０１３： ３７） 正如宣誓仪式一样， 宣誓人员受到环境、 器物及背后权力

因素氛围的渲染， 举手宣读， 声音澎湃， 宣誓忠于祖国的信念， 唤起内心的敬仰之感。
除此之外， 还包括重要场合的升国旗和国歌仪式、 开庭时有关人员的出场顺序和位置的

限定安排等， 这样的仪式目的是彰显法律的权威， 增强公职人员的法律信念， 使人们真

实地感受到法律的权威与正义， 从而自觉地服从法律规范。

４􀆰 ４　 法律符号具有传承社会文化的功能

符号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 无论是自然符号还是人工符号， 都承载了人类智慧的

２５



论法律的符号表达

结晶， 是将存在于个人意识中的世界转化为集体意识中的精神符号世界， 其本质既是人

本的、 社会的， 同时也是文化的。 文化有其内在蕴藉和外在表现， 就如神话、 宗教、 艺

术等符号一样， 它们所表征的其实是一种信仰、 一种文化传承。 法律符号与之相同， 古

有言： “人之心悍， 故为之法。 法出于礼， 礼出于治， 治、 礼道也。” 礼与法的交融应

该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符号系统。 （祝东， ２０１７： １３７） 法治思想萌芽的始端， 其实

是借助于礼的规范性和神圣性来加强自身的影响力， 礼与法一开始就是密不可分的。 从

古至今， 凡与法律和司法有关的建筑、 雕塑、 绘画、 器物、 服装服饰， 都是法律文化的

外在表现， 有其隽永的精神内涵。 中国古代的法治文明借助甲骨、 竹简、 器皿、 纸张等

载体得以传承， 现今的法治文明镌刻方式多样， 可见随着历史的演进、 时代的变迁， 传

统法律符号的展现形式也并非固守静态， 而是应时而变， 保持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乔

智炜， ２０２１： １６１）

司法实践活动中有一个重要的标识物———法槌， 前面也多次提到其代表的功能性价

值， 这里要介绍它蕴含的文化价值。 法槌制作精巧， 采用方形底座与圆形椎体的组合方

式， 其折射的是中国传统 “天圆地方” 的思想认知。 中国人习惯以方与圆的造型意象

来表达规矩、 智慧、 庄正。 故而法官在开庭、 休庭、 闭庭、 宣布判决裁定及维持法庭秩

序时会敲响法槌， 手执规矩、 责成方圆， 槌、 座相击， 司法的威严便通过一声闷响传递

出来。 （易军， ２００８： ９３）

谈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象征， 最为典型的便是獬豸。 獬豸据说是一种有辨别是非

曲直的特别本领的独角神兽， 体形大者如牛， 小者如羊， 类似麒麟， 全身长着浓密黝黑

的毛， 双目明亮有神， 额上通常长一角， 在尧、 舜时期帮助上古法官皋陶断决过许多的

疑难案件。 历史的真假无从评判， 但如果说选一种最能代表中国法治符号的动物， 那么

它就是獬豸。 其与法的渊源由来已久， “法” 的古字写作 “瀍”， 最早出现在金文中，

从 “水” “廌”， 从 “去”。 其中的 “廌” 即为獬豸。 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廌部》 解

释道： “解廌， 兽也， 似 （山） 牛， 一角。 古者决讼， 令触不直。” “瀍， 刑也。 平之如

水， 从水； 廌， 所以触不直者， 去之。” 瀍为 “廌水” 二字合体， 既显公正不阿， 又取

平之如水， 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法之公平和正义的期盼和追求。 （李雪梅， ２０１８： ３６） 古

代獬豸被视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法律符号， 不仅被刻画于器皿、 石像之中， 还被绣在

执法官员的官帽和官袍之上， 甚至帝王陵墓神道的石像上也雕有獬豸图案。 现在人们依

然能看到这种法律文化的传承， 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楼前的獬豸雕塑， 法律出版社以獬豸

头像作为社标的图案， 《法韵中华》 的日历封面也是獬豸的正脸形象等。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包括法律在内的任何活动行为通常都带有礼仪成分。 法律文

化符号寄托于建筑与雕塑、 服饰与仪容、 器物与工具、 仪式与程序、 旗帜与仪仗、 图腾

与禁忌、 语言与图像等可视的物化形态 （范忠信， ２０１７： １０６）， 表达特定的公平、 正

义与追求， 是对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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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人类的文化与文明， 是以符号为媒介才得以表征并传承， 符号现象是现代社会中最

为重要的现象之一， 人类的一切行为皆由符号组建而成， 或依赖于符号。 符号自身所具

有的社会属性成功孕育并滋养了法律的诞生并推动了法律的演进。 可以说， 法律的本质

不是静态的自治篇章， 而是一种动态的规制符号。 法律的符号表达是法律符号学的基础

命题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法律文本、 法律关系， 以及法律实践的创新与应用均离不开

符号的形式化表达， 法律与符号的联结使法律日益从社会生活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特殊

的规范系统， 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安全秩序保障， 也为法律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便利路

径。 然而， 随着互联网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 一些新兴事物也在不断地渗入法律的革新

之中， “网上法庭” 就是人们试图将法律运作引入虚拟符号世界中的一项尝试。 可见，

随着人类知识应用的创新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加强， 法律的符号表达方式也会展现出新的

风格面貌， 对于法律的符号学阐释仍有广阔的发掘空间， 有待进一步地探讨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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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修辞学 “四体演进” 视野下的数珠表意分析　

张浩然　

摘　 要： 数珠， 是作为称名念佛或持咒时用来记数摄心的随身法具。 自东晋以降， 数珠作

为辅助修行工具主要在僧侣中使用。 随着汉传佛教， 尤其是唐宋以后净土宗和密

宗修习方式的流行， 数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不同层次佛教信仰者的日常生活当中，

逐渐成为佛教的象征性符号。 本文在 “四体演进” 的理论框架下对符号学范畴的

“数珠” 进行分类， 分为 “隐喻” 视野下作为信仰符号的数珠、 “转喻” 视野下作

为文化符号的数珠、 “提喻” 视野下作为政治符号的数珠及 “反讽” 视野下作为

货物商品的数珠。 通过从不同维度对 “数珠” 的表意进行分析和研究， 可以用更

多元、 更立体的跨学科视角丰富对中国佛教物质文化的诠释， 同时也为中国佛教

社会史研究提供必要的补充。

关键词： 符号学　 四体演进　 数珠

前言
数珠， 也称为念珠、 数珠、 诵珠、 咒珠、 佛珠， 一般指用线将一定数目的珠粒贯

串， 作为称名念佛或持咒时用来记数摄心的随身法具。 （圣凯， ２００１： ４７）

自东晋以降， 数珠作为辅助修行工具主要在僧侣中使用。 随着汉传佛教的不断发

展， 数珠逐渐成为一个关于佛教的象征性符号。 随着时代的发展， 这一符号的表意也在

不断丰富， 不断嬗变。 例如， 伴随唐宋以后净土宗和密宗修习方式的流行， 数珠也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不同层次佛教信仰者的日常生活中。 而在明清时期， 数珠又与财富、 权力

等关于社会资源占有程度的观念进行捆绑， 导致宗教意义也遭到了削弱。 在回溯数珠意

义维度的演进历史时， 可以借助符号修辞学视野下的 “四体演进” 理论进行分析阐释。

目前， 学界对数珠的专门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为法器的数珠的基本发展状况所进行

的考察和梳理。 觉真在 《佛珠漫谈》 中从佛珠的起源、 种类、 材质、 数目等方面对该

法具进行了探讨。 （觉真， ２００５： ２６） 李翎在 《数珠与菩提： 佛教数珠的使用》 中认

为， 佛教使用数珠的习惯受到了婆罗门教传统的影响， 并提出早期抽象神被人格化后，

一些具有宗教意义的植物会逐渐产生更多的神话和宗教解释。 （李翎， ２０２１： １１９ －

１２８） 这也是数珠产生的一个重要历史场景。 笔者在 《佛教中的数珠》 （张浩然， ２０１９：

５９ － ６３） 与 《中国古代数珠发展初探》 （张浩然， ２０２０： １３３ － １４５） 两篇文章中， 分别

从数珠的仪轨与使用方法及佛教在全社会系统中的发展状况对数珠流行程度的影响等方

面进行了阐述。 美国学者柯嘉豪 （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 在所著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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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中认为 “念珠” 本身并没有任何含义， 只有在不同的人群中间流动才会被赋予既

定的象征内涵。 同时， 他还强调， 数珠主要的表意来源在于珠子的具体数量， 人们对数

字的敏感性揭示了数珠所承载的象征主义与佛教神圣力量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 （柯嘉豪，

２０１５： １１８） 然而， 关于数珠本身所具备的象征表意方式以及嬗变规律， 尚未有深入剖析。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笔者选择以 “四体演进” 理论为切入点， 从符号修辞学的视

角对数珠表意进行研究， 因为 “四体演进” 理论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某一特定文化现

象的历史性演化进程。 “四体演进” 的观点源于 １８ 世纪初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 （Ｇｉｏ⁃

ｖａｎｎｉ Ｂａｔｌｉｓｔａ Ｖｉｃｏ） 的 《新科学》 一书， 经后人不断推进， 并被广泛应用到不同社会科

学研究领域。 例如， 海登·怀特 （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 将其应用于历史写作的方式 （赵毅

衡， ２０１２： ２１４ － ２１７）， 而乔纳森·卡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ｕｌｌｅｒ） 在 《寻找符号》 中称 “四体

演进” 是人类文化大规模的 “概念基型” （赵毅衡， ２０１２： ２１４）。 “四体”， 主要指隐

喻、 转喻、 提喻、 反讽， 它们既是四种具体的修辞手段， 又是超越纯粹表达记忆的

“思想的根本形式”。 学者用这种有机的发展模式， 解释人类文化不断演进的一般规律。

卡勒更称其为 “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 甚至是 “唯一的体系”。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ｕｌｌｅｒ，

１９８１： ６５） 因此， “四体演进” 几乎可以被视为社会科学中各种表意体裁的共同规律。

（赵毅衡， ２０１２： ２１５）

但该理论在国内学界尚未得到广泛的重视。 目前， 比较权威的中文文献主要是赵毅

衡的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书中第九章 “符号修辞” （赵毅衡， ２０１２： ２１３ － ２１８）

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修辞四格与 “四体演进” 的理论概况， 并总结 “四体演进” 的程式

发展规律。 认为从隐喻开始， 符号文本的两层表意会呈现逐步分解的趋势， 最终构成修

辞格之间相互否定的关系， 即隐喻 （异之同） →转喻 （同之异） →提喻 （分之合） →反

讽 （合之分）。 此外， 王立慧撰文对符号修辞 “四体演进” 的共时性进行讨论， 认为这

种共时性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历时形成与动态演变。 （王立慧， ２０１７： ５３ － ６２） “四体演

进” 在宗教学相关领域进行的应用尚属少见， 仅有梅林通过该理论对关公形象的嬗变

进行分类与探讨。 （梅林， ２０２１： １６８ － １７４）

笔者认为， “四体演进” 理论可以对佛教法器与法具的表意分析提供丰富的阐释空

间。 因此， 本文将通过对 “四体演进” 理论的应用， 剖析汉传佛教中数珠表意的嬗变，

并试图对 “数珠” 这一宗教媒介符号的深层话语进行解释， 以期从不同角度审视数珠

的文化价值。

僧侣的法器——— “隐喻” 视野下作为信仰符号的数珠
隐喻是各种比喻修辞格中最直接的一种形态。 它通过建立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 也

就是通过在场之物 （本体） 来认知一个不在场之物 （喻体）， 是直接经验客观世界的基

本方式。 但从一次偶然的隐喻到文化符号最终的形成， 仍需要经过一条曲折而漫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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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这个过程需要两个要素： 一是需要观念稳定的文化集体； 二是该文化集体不断重复

使用这一隐喻。 如果两个条件达成， 这一隐喻修辞文本将不断积累意义， 从而形成一个

具有明确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一旦这种修辞文本成为某文化集体的象征， 它便具备了

强迫性与直接性认知的功能属性。 此时的隐喻便不再受知识的限制， 彻底打破其与明喻

的分野， 喻体的不在场性也将转化为在场性。

数珠作为佛教信仰的符号， 是对 “隐喻” 状态的最佳诠释。 尽管中国佛教来源于

印度， 但在印度的寺院戒律和 《阿含经》 中都没有关于数珠的记载。 在以律典为所依

的南传佛教徒当中也不曾流行数珠的使用。 同时， 目前也没有发现能为早期佛教中数珠

的存在提供证据的图像。 尽管东汉末年佛教已经传入中国， 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涉及

数珠的经文是东晋时翻译的 《佛说木槵子经》。 大致同一时期， 北魏开凿的石窟中也出

现了手持数珠的菩萨造像， 因此可以认为数珠在佛教信仰者中的兴起开始于东晋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 这时关于数珠的记载， 还只是零星、 个别的。 直到唐朝时期， 无论是佛

经还是佛教艺术， 甚至是文人的诗歌文章当中， 都开始大量出现关于数珠的记载。 唐代

末法思想开始兴起， 与专靠自力、 苦修三学、 唯有断尽烦恼业障方可了却生死的竖出三

界法不同， 净土法门仰仗佛力， 念佛往生极乐彼岸的横出三界之法， 是专一念佛、 即消

众罪、 永离生死的简易高效的修行方法， 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数珠作为一种念佛修行的记数道具， 从唐朝开始普及流行的数珠与净土宗兴起之间

存在密切联系。 以道绰和善导两位法师为代表人物的净土修行法门在唐代得到了大力的

倡导与推广， 《续高僧传》 中记录了关于道绰提倡净土持珠念佛的内容：

（道绰） 并劝人念弥陀佛名。 或用麻豆等物而为数量。 每一称名便度一粒， 如

是率之乃积数百万斛者， 并以事邀结。 令摄虑静缘， 道俗响其绥导， 望风而成习

矣。 又年常自也穿诸木栾子以为数法， 遗诸四众教其称念。①

在道绰现存唯一的著作 《安乐集》 中， 并未直接找到与数珠相关的内容， 但是有

“闻有阿弥陀佛， 数数系念， 因是念故， 见阿弥陀佛” 的表述。 这两则信息不仅说明了

道绰大力倡导的净土法门得到了僧俗两界的普遍好评和积极响应， 还说明数珠的使用并

不仅仅局限于比丘与比丘尼， 而是扩大到优婆塞和优婆夷等四众。

随着这种情况的产生， 数珠也更加普及了。 这时候的持珠念佛方法， 也从 《佛说

木槵子经》 中的称念三宝彻底改为专念阿弥陀佛名号。 《安乐集》 的内容说明， 道绰认

为念佛修行确实应该有节奏， 念佛次数应该被记录。 但这本书中没有提到数珠， 可能因

为数珠过于流行和日常， 以至于没有必要单独提出另作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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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修辞学 “四体演进” 视野下的数珠表意分析

正因为念佛三昧与数珠之间存在着莫大的联系， 所以可以猜测， 晋代慧远、 刘遗

民、 王乔之等高僧高贤在庐山东林寺结莲社、 西方发愿、 修行念佛三昧、 誓见西方三圣

之时①， 数珠也许也被一些人作为计数的工具使用。 这种猜测在一些早期的图像证据中

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例如， 在一幅公元 ６２９ 年题为 “镇海寺比丘僧修善” 的浮雕中，
图像上的僧人左手明显提着一串数珠。 因此， 尽管在唐以前的壁画浮雕及造像中数珠并

不多见， 但正因为念佛三昧的修行法门由来已久， 所以与其说这幅浮雕中的执数珠形象

是佛教浮雕题材在当时的创新， 不如说是一种对于僧众生活艺术刻画的连续性传承。 同

样， 在河南宝山灵泉寺塔林的小佛塔中， 也能看见很多僧尼手持数珠的造像； 而在龙门

看经寺的洞窟中， 也发现了手持数珠的罗汉像。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 几个世纪以

来， 中国的修习者可能一直是以这种方式持珠修习的。
佛教信仰者作为稳定的文化群体， 从东晋开始不断重复使用数珠， “数珠—僧侣”

这一符号修辞关系得到了持续而积极的强化。 最终， 数珠打破了暗喻与明喻的分野。 哪

怕是对佛教一无所知的乡野村夫， 看到了手持数珠的陌生人， 也会自觉将此人身份与佛

教信仰者进行关联。 甚至是对于静置的数珠或仅仅是与数珠形制类似的事物， 观察者的

内心也会产生佛教的文化意蕴。 唐晚期甚至还出现了关于宗教符号的笑话。 例如， 唐末

高僧贯休与著名道士杜光庭一起骑马出行时， 贯休的马突然坠粪于路， 杜光庭连忙呼叫

说： “大师大师， 数珠落地！” 贯休不慌不忙地说： “非数珠， 盖大还丹耳！”② 这说明，
此时数珠已经完成了从普通道具到佛教信仰符号的转化。

文人的藏品——— “转喻” 视野下作为文化符号的数珠
佛教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数珠也逐渐从一个单纯的信仰符号

转化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此时， 作为符号的数珠， 开始步入 “转喻” 状态。 根据查尔

斯·桑德斯·皮尔士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的观点， “转喻” 是指 “符号和对象因为

某种关系因而能互相提示， 让接受者能想到其对象” （赵毅衡， ２０１２： ８０）。 此时， 本

体的本质属性， 通过 “转喻” 进行了转变和偏折。 赵毅衡认为， “转喻” 状态强调事物

的外在性， 是现实主义式的还原性的高模仿。 （赵毅衡， ２０１２： ２１４）
当越来越多非僧侣， 甚至对佛教并不是非常了解的世俗之人开始持有、 佩戴数珠以

显示自己亲近佛教、 信奉佛法时， 数珠也就开始由纯粹的信仰符号转化为文化符号。 比

如， 肃宗朝的宦官李辅国就被评价为 “辅国不茹荤血， 常为僧行， 视事之隙， 手持念

珠， 人皆信以为善”③。 另一位位高权重的唐代名臣韦皋也被记载 “末涂甚崇释氏， 恒

持数珠诵佛名， 所养鹦鹉教令念经”④。 除了位高权重的人， 民间普通居士持珠的情况

９５

①

②
③
④

彭际清： 《刘遗民传》 《二张王宗周雷传》， 《居士传》， 卍续藏第 １４９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８３
年， 第 ８０４ 页下 ～ ８０９ 页上。
吴任臣： 《前蜀十三列传僧贯休》， 《十国春秋》 卷 ４７，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 第 ６６９ 页。
刘昫等撰 《列传第一百三十四宦官李辅国》， 《旧唐书》 卷 １８４，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第 ４０９０ 页。
赞宁： 《唐西域忘名传》， 《宋高僧传》 卷１９， 大正藏第５０ 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８３ 年， 第 ８３０ 页下。



也在文献中有所记录。 高彦休的笔记小说 《唐阙史》 中记载了一个姓王的居士， 他

“尝持珠诵佛， 施药里巷”①。 这个故事在当时很有名， 《太平广记》 中也有记载。

这种情况在宋代更为普遍， 如 《全宋文》 中记载， 陶定的朋友苏后湖就遇到过一

位 “服黄道衣， 击皂丝， 着琴鞋， 持水晶数珠， 挂玉瓢于右带” 的罗浮黄真人。② 又

如， 黎靖德编的 《朱子语类》 中写道， 北宋理学家程颐曾经送给饱受失眠之苦的邵雍

之子邵伯温一串数珠， 告诉他 “只是令它数数而已， 如道家数息是也”③。 这里的数珠

与佛教的关系被淡化， 不再是辅助修行的用具， 而成为数数催眠之物。 陆游在描绘南方

土著少数民族时， 提到未婚少女佩戴 “海螺数珠”④； 《梦粱录》 中记载了一种叫做

“金橘数珠” 的零食。 商人 “沿街叫卖小儿诸般食件”， 其中就包括了炊饼、 甘蔗、 苦

槌、 莲肉、 数珠等物。⑤ 这些例子中， 数珠已成为串状物品的代名词， 而不再特指由佛

教仪轨所规范、 庄严殊胜的修行工具。 这些例子都说明， 数珠本身的表意在不断堆积，

其信仰特性则不断下沉。

官员的名片——— “提喻” 视野下作为政治符号的数珠
在 “提喻” 状态下， 符号修辞开始出现自然主义式的综合性低模仿， 事物的内在

性得到强调和重视。 由 “部分” 的呈现引向对整体的共现， 成为这一状态的显著特征。

（赵毅衡， ２０１２： ２１４）

这一情况主要出现在清朝。 此时的数珠得到了一个新的用途， 即作为区别清皇室与

特定品级官员的政治符号， 这种用途的数珠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朝珠”。 关于朝珠

制度的起源， 学界尚无定论， 但相对比较可信的认为与佛教有关。 比如， 李民寏在

《建州闻见录》 中记载， 他亲眼见到努尔哈赤常常 “手持念珠而数”⑥。 因此， 朝珠的

起源可能是来自皇室的私人修行， 而后传入宫廷与朝廷， 最终成为一种制度性的规范。

（王云英， １９８５： １３４）

清代朝珠的组成较传统的数珠更为复杂， 主要包含朝珠绦丝、 佛头、 三串纪念

（用来计数的小珠子）、 与纪念匹配的坠角及一条由多种雕刻成吉祥图案的珠宝组成的

背云。 佩戴朝珠时， 背云要垂在背部， 以平衡胸前朝珠的重量。 对于后宫的贵族女性而

言， 皇后在穿朝服时， 要戴一盘由东珠组成的朝珠及另外两盘交叉佩戴的珊瑚朝珠。 皇

贵妃的朝珠将东珠替换为蜜珀。 一般嫔妃则是一盘珊瑚， 两盘蜜珀。 地位较低的贵族

不可以佩戴任何以东珠或珍珠制成的朝珠， 但是可以佩戴珊瑚、 玛瑙、 象牙、 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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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彦休： 《王居士神丹》， 《全唐五代小说》 卷 ７５，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０８３ 页。
陶定： 《苏后湖遇黄真人记》， 《全宋文》 第 １８８ 册， 卷 ４１４０，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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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民寏： 《建州闻见录》，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 第 ３ 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４７２ 页。



符号修辞学 “四体演进” 视野下的数珠表意分析

等材质的朝珠。 而对于官员来说， 只有五品及以上的文官和四品及以上的武官才有

资格佩戴朝珠。① 此外， 朝珠的佩戴在男女之间也是有区别的。 比如， 男性所佩戴的朝

珠， 两串纪念在右， 一串在左； 女性则反之。 在朝珠中， 四颗主珠 （佛头） 象征四季，

三串纪念则象征三台。 （王云英， １９８５： １３６）

处于 “提喻” 阶段的数珠， 其信仰内涵不断下沉。 官员也不会使用朝珠进行宗教

行为。 其文化符号的意蕴固然存在， 但仅仅由国家层面的公共意识形态维系， 可以忽略

不计。 此时的数珠， 仅仅是作为政治符号来区分身份和品级的道具。

大众的玩具——— “反讽” 视野下作为货物商品的数珠
反讽是对各种修辞格的总否定， 是现实主义式的否定。 “四体演进” 本身就是以反

讽为进路的一种对文化事务的有机描述。 赵毅衡认为， “反讽” 状态的出现源于 “符号

对象的排斥冲突。 其余修辞格是让双方靠近， 而反讽是取双方相反， 两个完全不相容的

意义被放在一个表达方式中” （赵毅衡， ２０１２： ２０５）。 作为符号媒介的数珠也不可避免

地走向背离其原初内涵的 “反讽” 阶段。

数珠的 “反讽” 状态， 主要指其已经完全脱离了最初作为修行道具的信仰符号本

质， 而转变为纯粹商品的阶段。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商品经济的兴起， 加上相对稳定的

政治与社会环境， 明朝时期的文人群体中兴起了好古鉴赏的潮流。 富裕的社会阶层， 无

论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还是投机牟利的新贵商贾， 都以收藏、 品评、 把玩雅致古物为

习为乐。 其中， 好文善墨的文人也喜欢把自己的经验与思绪诉诸文字， 流传于世。 这些

文本内容极其丰富， 包括了室庐庭院、 古玩字画、 水石花木、 家具陈设、 灯棋琴镜、 金

玉杂属等各种内容， 是研究明代物质文化与经济现象的宝贵资料。 这些文本当中， 提到

“数珠” 条目并且相对较有名气的有 《考槃馀事》 《遵生八笺》 《长物志》 等。 其中，

历任礼部主事和郎中的屠隆， 在他的 《考槃馀事》 卷四， 也是与宗教生活与器物关系

最密切的一卷中的第一条目介绍了数珠的内容概况：

有以檀香车入菩提子中孔， 着眼引绳， 谓之灌香。 世庙初， 惟京师一人能之。

果绝技也。 价定一分一子为格， 有金刚子， 小而花细者， 甚贵。 有人顶骨以傍宗

眼， 血实色红者为佳， 枯黑为下。 有龙鼻骨磨成者， 谓之龙充， 色黑， 嗅之微有腥

香。 有玉玛瑙、 琥珀、 金珀、 水晶、 沉香、 紫檀、 乌木、 棕竹砗琚者， 亦雅。 珊瑚

俗甚。 记念有宋做玉降魔杵， 玉五供养， 有定窑豆大葫芦， 有天生一寸小葫芦， 可

作记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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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廷玉： 《王礼考》 １７， 《清朝文献通考》 卷 １４１， 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 年， 第 ６０７４ 页。 昆冈： 《礼

部》， 《清会典》 卷 ２９，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１ 年， 第 ２４２ 页。
文震亨、 屠隆： 《长物志·考槃馀事》，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３０８ 页。



屠隆的这段记录， 使人们对明代文人所持数珠有了整体把握。 这段文字当中值得注

意的是， 屠隆准确地指明了 “檀香菩提子” 的价格， “一分一子为格”， 也就是说一分

银一颗菩提子。 这种对某类数珠的价格做出明确记录的文本， 是十分罕见而宝贵的。

明代文人高濂 （１５７３—１６２０ 年） 曾在北京鸿胪寺为官， 同样属于富裕阶层。 在他

著作的 《遵生八笺》 “起居安乐笺” 一章当中也记录了关于数珠的内容。 高濂的记录基

本与屠隆的记录相同， 但是增加了很多补充内容。 比如， 高濂开篇就说 “以菩提子为

上”， 他表示自己曾经收藏过一串 “一分一子” 的灌香菩提子， “余曾得之， 果绝技

也”①； 同样， “小金刚子甚贵” 则表明小金刚子的价格一直很稳定。 另外， 书中还提

到 “近有检匀细子， 琢磨如玉， 持念轻便， 甚可人意。 有玉制者， 有龙充造者， 云是

龙鼻骨磨成， 色黑， 嗅之微有腥香”。 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 当时新出现了一种质地均

匀细密， 轻便且方便携带的 “细子数珠”， 也有人用玉或者骨头仿制这种材质的数珠。

这种 “细子数珠” 有两个特点， 一是如玉， 二是轻便。 可以推测， 大概是今天白玉菩

提根之类的数珠。 书中还说： “宋人以玉碾骷髅， 钻通六窍， 贯线作记。 有红色玛瑙

者， 亦如此制。” 这表明当时的记子已经普遍取代了母珠或主珠， 而且样式也不再拘泥

于普通圆形珠子， 出现了各种花式。 材质上也更加多样。 “又见西方细腻红者， 内作铜

管， 外作佛字， 管外用朱砂调塑为珠， 绳引铜心， 往来若珊瑚然。” 这里说的可能是雪

巴珠， 这种珠子来自西藏， 外观颜色极像珊瑚， 由二氧化硅和染料等原材料混合烧制而

成， 也称料器， 有深红、 大红、 粉红等多种颜色， 现在依然可以在市场上找到。 “又西

番硝子烧珠， 质青， 每粒四面白菊黄心花朵， 其精巧独擅。” 这里说的是带花纹的料器

珠子， 也叫贸易珠， 今天仍有生产。 “鹅眼钱， 海巴五台灵光石， 白定窑烧豆大葫芦，

玉制界刀斧子， 鳌鱼转轮子， 皆挂吊珠上， 作记念千万数也。” 这说明当时数珠的制式

基本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代， 而是可以由主人的兴趣与财力， 随意在珠子上添加悬挂配

件。 “宣德成化时， 有番僧入贡， 进献小轮子如榧状， 外塑花巧， 色具红黄， 中藏小经

一卷制成， 用作念珠记总， 此最相宜。 先年极多， 今不可得矣。” 这里所说的奇怪而珍

贵的珠子， 可能是某种料器珠。 但是 “外塑花巧， 色具红黄” 这个细节表明也可能是

红地黄花老藏蜡 （蜜蜡琥珀的一种）。 这种蜜蜡质地较软， 也适合 “外塑花巧， 中藏小

经”， 加上 “先年极多， 今不可得矣” 的描述， 说明这种珠子的制作手艺因失传或不易

保存而越来越少， 这些都符合对蜜蜡的描述。

文震亨 （１５８５—１６４５ 年） 是明代著名画家 “吴中四才子” 之一文徵明的曾孙。 文

震亨出身于书香门第， 家里男丁世代为高官， 他少负才名， 青年得志， 是典型的世家公

子。 他这种桀骜不驯、 耿介孤高的性格， 在文字中也有体现。 他在 《长物志》 的 “数

珠” 条目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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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修辞学 “四体演进” 视野下的数珠表意分析

以金刚子小而花细者为贵， 以宋做玉降魔杵、 玉五供养为记总。 他如人顶、 龙

充、 珠玉、 玛瑙、 金珀、 水晶、 珊瑚、 砗磲者， 俱俗， 沉香、 伽南香者则可。 尤忌

杭州菩提子， 及灌香于内者。①

文震亨的这段文字基本与前人的记载相同， 说明当时的数珠市场基本上是稳定的，

种类繁多， 品种也相对固定。 从写作角度和方法上看， 文震亨通篇没有记录和评价任何

数珠的价格， 只有 “以金刚子小而花细者为贵”， 而其余的数珠， 皆俗。 根据上文屠隆

和高濂的记载可知， 小而花细的金刚子， 在明代是极其贵重的。 而文震亨只论最贵者，

尤不谈及价格， 而视其他珠宝制成的数珠为俗物。 至于沉香、 伽南香， 都是海外朝贡而

来的极珍之物， 在文震亨眼里不过尔尔， 其富贵清高的气质跃然纸上。 同时， 段落末

尾， 他还专门指出， “尤忌杭州菩提子， 及灌香于内者”， 仿佛与高濂那句 “余曾得之，

果绝技也” 遥相呼应。 同时， 高濂不遗余力地书写了道听途说而来的诸多数珠， 并且

长篇大论标榜自己如何超凡脱俗。 文震亨家中累世为京中高官， 耳濡目染的奇珍异宝不

在少数， 可在书中却只字未提， 雅俗风骨， 高下立判。

通过对 《考槃馀事》 《遵生八笺》 《长物志》 这三本内容相似的明代文本中关于数

珠条目内容记载的比较， 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 明中晚期， 数珠在文人手中修行诵

咒的功能已经进一步被淡化， 而沦为炫耀财富、 附庸风雅的道具。 在僧人与虔诚居士手

中， 数珠的主要用途还是修行工具。 贵族阶层的文人也知道应该持珠诵经， 但是这种行

为在他们那里已经仅仅是徒有其行， 而无关佛教本身的神圣性， 更谈不上数珠相应的仪

轨和戒律了。 其次， 明代市场上， 稀奇古怪、 奢侈昂贵的数珠频频出现， 普通劳动者辛

苦一个月的工钱， 都未必买得起一串入得了文人雅士眼的数珠， 这种贫富差距和阶级矛

盾是巨大而难以弥合的。

明代关于金刚子的文献很多， 如曹昭在 《格古要论》 中提到：

金刚子， 出身安南、 海南。 六楞遍身， 花纹深细， 可爱坚且实， 故名金刚子。

作素珠冬月不冷手。 大者如榛子， 小者如梧桐子大， 亦有如圆眼大者。②

明代著名的作家、 画家， 与解缙、 杨慎并称 “明朝三大才子” 的青藤画派鼻祖徐

渭， 在他的文集中多次出现了 “金刚子珠串”， 以此为题的诗有以下两首：

金刚子珠串其一：

金刚百子寸绒排， 携向丛林忏始开。 梵底波涛生海壁， 须根琥珀映鳌腮。 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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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震亨、 屠隆： 《长物志·考槃馀事》，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１１３ 页。
曹昭： 《新刻格古要论》 卷四， 明胡氏文会堂刻本， 第 ２５ ～ ２６ 页。



象罔收非一， 棘取猴么鐀尽来。 最好可师无臂挂， 飘然推下讲经台。

金刚子珠串其二：
不共番经出宝函， 定从胡腕摘偏衫。 核堆绣字蛴螬烂， 果聚香林孔雀衔。 不断

百思惟岭獦， 手提一串缚狂 。 饥来唤米无人识， 送与游僧上海帆。①

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 “饥来唤米无人识， 送与游僧上海帆” 一句。 价格昂贵的金

刚子数珠， 怎么会在饥饿的时候连几碗米饭都换不来呢？ 显然， 因为普通的劳动者根本

不认识且平时也接触不到金刚子数珠。 这进一步说明了明朝贫富差距、 两极分化的严峻

问题。 这种对金刚子推崇的风尚， 从明代一直影响到清代。 清初的著名文人王士祯在他

的文集 《居易录》 中记载：

严柱峰副宪 （曾榘） 家有金刚子念珠一串， 凡百四十颗， 色如水晶， 大司农

马齐公出所藏仅十颗， 较大， 尤有光采， 六颗直百金也。②

这则记载出自清朝早期， 可能有夸张的成分， 但是也足以看出文人对金刚子的

痴迷。

时至今日， 数珠在文玩收藏市场的价格依旧居高不下。 下表是笔者根据十多年来从

事文玩生意的经验和观察， 对目前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几种数珠的价格汇总 （见表 １）。

表 １　 几种数珠的价格汇总

品名 材质 颗数 总价 ／人民币 （元） 品相

月朗星稀顺白 星月菩提 １０８ ２００ 高油， 正眼好品相

绿阴皮原生态 星月菩提 １０８ １ ０００ 密度大， 油性好

南瓜桩爆肉 金刚菩提子 １０８ ６００ 皮质细腻

飞碟桩树王 金刚菩提子 １０８ １ ７００ 皮质细腻， 桩型匀称

一代盘龙纹 金刚菩提子 １０８ ５ ６００ 龙脊均匀

１􀆰 １ ～ １􀆰 ２ｃｍ 凤眼菩提 １０８ ８００ 无漏眼， 正宗尼泊尔凤眼， 密度大

１􀆰 ０ ～ １􀆰 １ｃｍ 凤眼菩提 １０８ ２ ０００ 无漏眼， 正宗尼泊尔凤眼， 密度大

９􀆰 ５ ～ １􀆰 ０ｃｍ 凤眼菩提 １０８ １０ ０００ 极少漏眼， 正宗尼泊尔凤眼， 密度大

９􀆰 ０ ～ ９􀆰 ５ｃｍ 凤眼菩提 １０８ ６０ ０００ 少漏眼， 正宗尼泊尔凤眼

　 　 注： 该图信息来源主要是淘宝、 闲鱼等交易 Ａｐｐ， 以及笔者在长春市华联古玩城、 南京市朝天宫古玩城、
北京市潘家园市场、 北京市雅园国际商城等国内大型古玩文玩集散市场所做的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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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徐渭： 《徐文长逸稿》 卷 ２５， 卷四， 明天启三年张维城刻本， 第 １５ 页。
王士祯： 《居易录》 卷 ３４， 卷二十， 清康熙四十年刻雍正印本， 第 ６ 页。



符号修辞学 “四体演进” 视野下的数珠表意分析

佛教主张减少贪欲、 修身养性， 但在种种外因的驱使下， 佛教修行的工具数珠， 变

成了商家牟利、 买家猎奇的商品。 普通人本该通过持珠修行， 加深对佛教的理解和学

习， 洗涤心灵， 开启智慧， 却因居高不下的奢侈数珠， 一步步走入消费主义的泥潭， 与

佛教精神渐行渐远。 随着社会的发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 这个阶段的数珠被迫

与他者建立新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其本质属性遭到彻底分解。 随着公众对其所承载

的符号学表意的怀疑， 符号修辞学视野下的数珠在此岸世界失去了原有的秩序感后， 也

开始走向自我否定。

余论： 数珠表意与佛教中国化
数珠作为汉传僧众修行法具， 其符号性内涵的嬗变与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息息相关。

因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是出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僧众在中国疆域中的宗教实践过程。

（圣凯， ２０２０： １３２ － １３７） 作为中国佛教传播主体的僧众， 把数珠的使用从信仰实践带

入社会生活， 是把思想观念与具体的身体实践合而为一。 当数珠的使用成为汉传僧众的

共识后， 其对于 “宗教共同体” 的共同神圣符号意义逐渐开始确立。 因此， 对数珠表

意的研究， 正符合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中生活转向、 主体转向、 内在转向的三个主要特

征。 （圣凯， ２０２０： １３２ － １３７） 一些学者认为， 数珠作为中国佛教象征符号的历史， 是

一部退化史， 是深奥、 质朴的观念渐渐被更加粗糙的世俗观念所取代。 因此， 人们开始

寻找后反讽状态的方向， 如弗赖认为， 反讽之后， 符号媒介自身产生了回归初始的诉

求， 因此重建神话， 浴火重生， 开始新一轮的文化循环是值得期待的。 而另一些较为悲

观的学者， 如德·曼则认为， “绝对的反讽是疯狂的意识， 本身就是意识的终结”， 反

讽的余波和复杂性将不断熵增。 （Ｐａｕｌ ｄｅ Ｍａｎ， １９９６： １６３ － １８４）

还有一派学者， 如罗蒂则认为， 反讽状态是人类文明的前进道路， 是比较理想的文

化状态。 因为反讽承认欲望和信仰是不能超越时代的， 个体和社会的矛盾也不可避免，

因此， 只有通过相互矫正的解读来得到妥协。 （赵毅衡， ２０１２： ２１８） 这种妥协虽然是

暂时的， 却是有效的。 这样一来， 反讽式的矫正就成为文化惯例。 当形而上学的文化表

意转化为不断自我调整， 否定之否定的文化惯例时， 文化就取得了动态的平衡。

中国佛教信仰者在宗教践履过程中， 对持有数珠这一行为态度的变化， 反映了个体

生命历程与时代社会生活的统一。 修辞阶段间的转化， 本质上是对中国佛教观念意义的

演进 （圣凯， ２０２１： １５７ － １６４）， 也象征着中国佛教物质文化在表达手段上的不断增长

和扩张， 不断进步和创新的事实 （柯嘉豪， ２０１５： １５１）。 而 “反讽” 阶段数珠神圣性

内涵的失序， 更加表明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宗教本身固有的复杂性。 这种复杂

性使中国佛教始终处在一种被误解、 被庸俗化和被矮化的危险当中。

这也与佛教在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式有关。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 有教养的高僧便开始

通过结合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学术的方式， 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中传播。 这种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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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佛教” 的特定佛教发展模式， 为佛教在中国的整体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毫

无疑问是成功的。 （许理荷， ２０１７： ７） 但这同时也为日后佛教发展的困境埋下了一个

隐患。 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士大夫阶级与普通的平民阶级始终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 加

上佛教本身固有的非对抗性与非排他性， 都使之无法突破阶级的局限性， 打通不同社会

阶级之间的界限。 所以， 当佛教与士大夫阶级紧密融合之时， 平民阶级就很难不把佛教

当成士大夫阶层的某种特权信仰。 这种误区始终伴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 也使

当佛教走进山林、 走进田园、 走进民间时，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信众与平民无法理解佛教

的教义与精神， 而把佛教归类于他们所熟悉的民间信仰或道教神灵世界。 这种误区一旦

产生， 便极难消除。 这也就成为矮化佛教观点产生的重要根源。

当人们在试图讨论佛教物质文化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时， 不能忽视这些观点， 因为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独立于历史存在的。 在历史情境下， 人们对思想和物质进行讨论才

有意义。 正如数珠这样的器物， 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 它们不仅仅是无生命的静物或古

玩店中昂贵的商品， 还是人文的审美对象或神圣的象征。 作为修行法具， 数珠所承载的

神圣符号意义可以帮助每一个持有数珠的修行者打破个体与神圣性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局

限性， 使信仰生活可以日常化、 私人化地进行。 然而， 作为信仰者的个体在还原生活世

界的具体情境的同时， 仍然与佛教观念传统、 时代观念思潮保持着 “观念意义” 上的

一致。 （圣凯， ２０２１： １５７ － １６４） 这正是基于数珠表意分析， 对佛教所进行的后现代历

史叙事。

［ １ ］ Ｃｕｌｌｅｒ， Ｊ􀆰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Ｓｉｇｎｓ ［Ｍ］．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 ２ ］ Ｐａｕｌ ｄｅ Ｍ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 Ｍ］． 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 ３ ］ 曹昭 􀆰 新刻格古要论 ［Ｍ］． 明胡氏文会堂刻本．

［ ４ ］ 觉真 􀆰 佛珠漫谈 ［Ｊ］ ． 法音， ２００５ （９）： ２６ － ３４．

［ ５ ］ 高濂 􀆰 遵生八笺校注 ［Ｍ］．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１９９４．

［ ６ ］ 高楠顺次郎 􀆰 大正新修大藏经藏 ［Ｍ］．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１９８３．

［ ７ ］ 柯嘉豪 􀆰 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 ［Ｍ］． 赵悠， 陈瑞峰， 董浩晖， 等， 译 􀆰 上

海： 中西书局， ２０１５．

［ ８ ］ 李翎 􀆰 数珠与菩提： 佛教数珠的使用 ［Ｊ］ ．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２１ （３）： １１９ － １２８．

［ ９ ］ 李时人 􀆰 全唐五代小说 ［Ｍ］．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

［１０］ 黎靖德 􀆰 朱子语类 ［Ｍ］．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１１］ 陆游 􀆰 老学庵笔记 ［Ｍ］．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１２］ 刘昫 􀆰 旧唐书 ［Ｍ］．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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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修辞学 “四体演进” 视野下的数珠表意分析

［１３］ 梅林 􀆰 符号学 “四体演进” 视野下的关公形象嬗变 ［ Ｊ］ ． 世界宗教文化，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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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浩然， 男，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宗教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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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符号学视角下 《项链》 叙述程式探析　

阙思雨　

摘　 要： 《项链》 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部经典短篇小说， 其结尾的情节反转讽刺了法国

１９ 世纪末的社会风气， 揭示了贫富差距下人物的荒诞处境。 本文拟运用符号学叙

述程式和符号学矩阵分析方法， 对 《项链》 的叙述程式进行深入剖析， 探讨女主

人公玛蒂尔德的悲剧性格及其形成的根源。 本文对小说叙述符号进行解读， 旨在

揭示玛蒂尔德内心对虚荣的执着追求， 以及因追求虚荣而导致的悲剧后果。 符号

学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玛蒂尔德个人际遇的悲剧性， 还有助于窥探 １９ 世纪末

法国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关键词： 格雷马斯符号学　 符号学矩阵　 叙述程式　 《项链》

前言
莫泊桑的经典作品 《项链》 是 １９ 世纪法国文学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和抨击的代表

作之一。 小说通过讲述因一串看似价值连城的项链而引发的悲剧事件， 揭示了当时法国

社会对虚荣的盲目追求及其悲剧后果。 在此过程中， 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的心理变化， 以

及她与社会、 与物质的关系均被赋予了深刻的象征意义， 这些象征意义在文本中通过叙

述符号展现出来。 本文将运用符号学叙述程式和符号学矩阵， 探讨 《项链》 文本背后

的深层含义， 揭示盲目追求虚荣的后果及社会的虚伪。 通过对故事结局的反转情节进行

分析， 本文旨在揭示玛蒂尔德悲剧的深层原因， 即畸形的个人价值观和不良的社会

风气。

首先， 笔者将概述叙述符号学的发展脉络， 并阐述符号学叙述程式的理论框架； 其

次， 将在该框架下对小说主要情节中的 “虚荣” 进行解读： 玛蒂尔德为了满足虚荣心

参加晚会。 最后， 将采用符号学矩阵， 对故事中谎言和幻象的外在形象进行分析， 玛蒂

尔德丢失项链和想办法归还项链， 进一步探讨该小说如何反映主人公的欲望、 虚荣和最

终的命运。 本文以直观的形式展示 《项链》 故事中符号的互动和演变， 从而加深读者

对文本的理解。

叙述程式和符号学矩阵
叙述论符号学学派是目前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主流， 曾经作为系统论符号学的分支出

现， 现已成为独立的学派。 叙述论符号学是在系统论符号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以符

号单位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内容。 （张智庭， ２０２２： １０） 法国符号学以 “结构”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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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基础， 融合社会学、 语言学、 人类学等多学科， 展现了跨学科的特色。 格雷马斯

的研究为巴黎符号学派奠定了基础， 将言语活动的所有要素， 即连续的语料作为叙述论

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格雷马斯认为文本由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组成， 前者又可分为叙述成分和话语成

分。 叙述成分中的叙述程式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ｆ）， 是表层句法的基本组合体， 由一个主

导状态陈述的陈述构成。 （格雷马斯， ２０２０： ２６６） 叙述程式一般被看作是一种状态变

化， 它从任何一个主体 （Ｓ１） 开始， 影响任何另一个主体 （Ｓ２）， 可以在话语层上构建

各种外在形象。 （怀宇， ２０１９： １７９）

差异产生意义， 故事的叙述是一系列连续状态的转变。 叙述分析需要在文本中识别

不同的状态主体发生的状态变化。 首先要区分状态陈述 （ éｎｏｎｃéｓ ｄ􀆳éｔａｔ） 和作为陈述

（éｎｏｎｃéｓ ｄｕ ｆａｉｒｅ）。 状态陈述描绘了状态主体 （ ｓｕｊｅｔ） 与价值对象 （ ｏｂｊｅｔ） 之间的关

系， 主体与对象有且只有两种关系： 析取状态陈述 （éｎｏｎｃé ｄ􀆳éｔａｔ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用 Ｓ∨Ｏ 表

示， 合取状态陈述 （éｎｏｎｃé ｄ􀆳éｔａｔ ｃｏｎｊｏｉｎｔ） 用 Ｓ∧Ｏ 表示。 作为陈述描绘了主体从一种

状态转化到另一种形式， 有且仅有两种转化形式： 析取转化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ｄｉｓｊｏｎｃ⁃

ｔｉｏｎ） 用（Ｓ∧Ｏ）→（Ｓ∨Ｏ）表示， 合取转化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ｃｏｎｊｏｎｃｔｉｏｎ） 用（Ｓ∨Ｏ）→

（Ｓ∧Ｏ）表示。

叙述程式分为四个阶段： 操纵阶段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能力阶段 （ｃｏｍｐéｔｅｎｃｅ）、 行动

阶段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和验证阶段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 操纵阶段是促使操作主体行动的因素， 一

般有命令、 要求、 怂恿、 威胁等。 能力阶段是行动阶段的前提， 完成行动需要具备能

力， 一般有想要做 （ｖｏｕｌｏｉｒ⁃ｆａｉｒｅ）、 应该做 （ｄｅｖｏｉｒ⁃ｆａｉｒｅ）、 能够做 （ｐｏｕｖｏｉｒ⁃ｆａｉｒｅ） 和懂

得做 （ｓａｖｏｉｒ⁃ｆａｉｒｅ）。 行动阶段是实现一个言语行为， 通过行动实现某种状态， 是叙述的

核心环节。 状态发生转化之后进入验证阶段， 发送者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ｅｕｒ） 对最后的状态进行

评价， 确认状态转化是否真实发生。

符号学矩阵 （ｃａｒｒé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由格雷马斯和弗朗索瓦·拉斯捷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Ｒａｓｔｉｅｒ）

提出， 符号学矩阵能够呈现意义的基本结构。 格雷马斯提出， 在任何意义结构中， 都存

在一种基本的对立关系， 即 Ｓ１ 和 Ｓ２ 之间的对比关系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éｔé）， 如白与

黑。 意义总是依赖其对立面， 无法独立存在。 每一对对比关系都构成了语义的轴线， 共

同创造了意义的生成空间。 除了对比关系， 义素之间还存在矛盾关系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例如， 在颜色的语境中， Ｓ１可以代表 “黑”， － Ｓ１可以代表 “非黑”， Ｓ２代

表 “白”， － Ｓ２代表 “非白”， 由此形成两对矛盾关系。 尽管矛盾和对比都位于同一语

义轴上， 但二者不同。 对比词位于轴线两端， 矛盾词则占据轴线上不同的位置。 “非

白” 在语义轴上填补了 “白” 之外的所有位置。 因此， 在黑白这一语义轴上， “黑” 与

“非白” “白” 与 “非黑” 之间存在蕴含关系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ｐｒé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这四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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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成了一个 “符号学矩阵”①。

符号学矩阵， 可以建立 “述真模式 （ｖéｒｉｄｉｃｔｉｏｎ）”， 从而对事物状态的真实性进行

判定。 （王天骄， ２０２２： ４５） 根据最后状态中主体与对象关系呈现出的表现性和内在性

来构建符号学矩阵 （见图 １）。

图 １　 诚信述真矩阵

／ 显现 （ｐａｒａîｔｒｅ） ／ ＋ ／ 存在 （êｔｒｅ） ／ ＝ 真实 （ｖｒａｉ）

／ 不显现 （ｎｏｎ⁃ｐａｒａîｔｒｅ） ／ ＋ ／ 不存在 （ｎｏｎ⁃êｔｒｅ） ／ ＝ 虚假 （ｆａｕｘ）

／ 不显现 （ｎｏｎ⁃ｐａｒａîｔｒｅ） ／ ＋ ／ 存在 （êｔｒｅ） ／ ＝ 秘密 （ｓｅｃｒｅｔ）

／ 显现 （ｐａｒａîｔｒｅ） ／ ＋ ／ 不存在 （ｎｏｎ⁃êｔｒｅ） ／ ＝ 幻象或谎言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 ｍｅｎｓｏｎｇｅ）②

虚荣
《项链》 是法国作家莫泊桑创作的一部经典短篇小说， 首次发表于 １８８４ 年。 这部

作品通过描绘主人公玛蒂尔德的生活悲剧， 探讨了人的虚荣、 欲望， 以及虚荣如何引导

人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根据符号学分析方法， 《项链》 可以切分为三个外在形象： 虚

荣、 幻象和谎言。 本文将对这三个外在形象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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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ｒｏｕｐｅ ｄ􀆳Ｅｎｔｒｅｖｅｒｎ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ｔｅｘｔ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éｏｒｉｅ⁃Ｐｒａｔｉｑｕｅ ［Ｍ］ ． Ｌｙ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
ｉｒｅｓ ｄｅ Ｌｙｏｎ， １９８４： １３３．
Ｇｒｏｕｐｅ ｄ􀆳Ｅｎｔｒｅｖｅｒｎ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ｓéｍｉｏ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ｔｅｘｔ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éｏｒｉｅ⁃Ｐｒａｔｉｑｕｅ ［Ｍ］ ． Ｌｙｏｎ： Ｐｒｅ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
ｉｒｅｓ ｄｅ Ｌｙｏｎ， １９８４： ４３．



故事主人公玛蒂尔德·罗瓦赛尔 （Ｍａｔｈｉｌｄｅ Ｌｏｉｓｅｌ） 是一个出身平凡但极度渴望奢

华生活的女子。 她嫁给了一个小科员， 却向往贵族的生活， 不满足于平淡的现实生活。

玛蒂尔德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和苦恼。 某天， 丈夫给她带回一封来自上流社会的晚会

邀请函。 苦于没有体面的服饰， 她对这场晚会感到既兴奋又焦虑。 向丈夫索要了 ４００ 法

郎之后， 玛蒂尔德买了一件新裙子， 并从朋友弗莱思节夫人那里借来一串看似昂贵的钻

石项链。 舞会上， 她以极其华丽的打扮赢得了众人艳羡的目光， 一时风光无限。

《项链》 中对玛蒂尔德生活的介绍从开头 “世上有些美丽可爱的姑娘……” （Ｃ􀆳éｔａｉｔ

ｕｎｅ ｄｅ ｃｅｓ ｊｏｌｉｅｓ ｅｔ ｃｈａｒｍａｎｔｅｓ ｆｉｌｌｅｓ􀆺①） 到 “她在忧愁、 懊恼、 绝望和悲痛中要一连哭

上好几天……” （Ｅｔ ｅｌｌｅ ｐｌｅｕｒａｉｔ ｐｅｎｄａｎｔ ｄｅｓ ｊｏｕｒｓ ｅｎｔｉｅｒｓ􀆺②） 是对玛蒂尔德初始状态的

描述。 文中说道： “世上有些美丽可爱的姑娘， 就像命运安排错了似的， 偏偏出生在小

职员的家庭里， 这一个姑娘就是如此。” （Ｃ􀆳éｔａｉｔ ｕｎｅ ｄｅ ｃｅｓ ｊｏｌｉｅｓ ｅｔ ｃｈａｒｍａｎｔｅｓ ｆｉｌｌｅｓ，

ｎéｅｓ， ｃｏｍｍｅ ｐａｒ ｕｎｅ ｅｒｒｅｕｒ ｄｕ ｄｅｓｔｉｎ， ｄａｎｓ ｕｎｅ ｆａｍｉｌｌｅ ｄ􀆳ｅｍｐｌｏｙéｅｓ． ③） 玛蒂尔德面容姣好

却被命运安排在一个普通家庭中。 “她总觉得自己是为了过一切优雅豪华的生活而生下

来的， 因此她一直不断地感到痛苦。” （Ｅｌｌｅ ｓｏｕｆｆｒａｉｔ ｓａｎｓ ｃｅｓｓｅ， ｓｅ ｓｅｎｔａｎｔ ｎéｅ ｐｏｕｒ ｔｏｕｔｅｓ

ｌｅｓ ｄéｌｉｃａｔｅｓｓｅｓ ｅｔ ｔｏｕｓ ｌｅｓ ｌｕｘｅｓ． ④） 她认为自己应该生来就享受荣华富贵。 根据 《项链》

的故事， 本文可以将玛蒂尔德定为状态主体 Ｓ１， 其初始状态是与价值对象 Ｏ１虚荣心析

取， 可表示为：

Ｓ１∨Ｏ１

３􀆰 １　 操纵阶段

从操纵阶段分析， 故事讲到： “没想到有一天晚上， 她的丈夫回来， 一副扬扬得意

的神色， 手上还拿着一个大信封。” （Ｏｒ， ｕｎ ｓｏｉｒ， ｓｏｎ ｍａｒｉ ｒｅｎｔｒａ， ｌ􀆳ａｉｒ ｇｌｏｒｉｅｕｘ， ｅｔ ｔｅｎａｎｔ à

ｌａ ｍａｉｎ ｕｎｅ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ｖｅｌｏｐｐｅ． ⑤） 有一天玛蒂尔德的丈夫给玛蒂尔德带来了一封晚会邀请

函， 他鼓励玛蒂尔德去参加晚会。 操纵阶段的发送者便是玛蒂尔德的丈夫罗瓦赛尔先

生， 操作主体是玛蒂尔德。 原文中该部分内容由 “ ｏｒ” （然而） 引出， “ ｏｒ” 在此语境

下一语双关。 前文讲述玛蒂尔德虽然生活得还不错， 但一直渴望能够进入上流社会。

“ｏｒ” 在法语中作为连词引出下文表达了转折的含义， “ ｏｒ” 又是名词可以表示 “财

富”， 在更深一层次上表达了玛蒂尔德想要追求的虚荣。 作者使用 “ｏｒ” 表达了玛蒂尔

德有了一次和 Ｏ１虚荣心合取的机会。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 Ｇ􀆰 Ｃｏｎｔｅｓ ｄｕ Ｊｏｕｒ ｅｔ ｄｅ ｌａ Ｎｕｉｔ ［Ｍ］ ． Ｐａｒｉｓ： 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１９７７： ４３．
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 Ｇ􀆰 Ｃｏｎｔｅｓ ｄｕ Ｊｏｕｒ ｅｔ ｄｅ ｌａ Ｎｕｉｔ ［Ｍ］ ． Ｐａｒｉｓ： 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１９７７： ４４．
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 Ｇ􀆰 Ｃｏｎｔｅｓ ｄｕ Ｊｏｕｒ ｅｔ ｄｅ ｌａ Ｎｕｉｔ ［Ｍ］ ． Ｐａｒｉｓ： 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１９７７： ４３．
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 Ｇ􀆰 Ｃｏｎｔｅｓ ｄｕ Ｊｏｕｒ ｅｔ ｄｅ ｌａ Ｎｕｉｔ ［Ｍ］ ． Ｐａｒｉｓ： 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１９７７： ４３．
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 Ｇ􀆰 Ｃｏｎｔｅｓ ｄｕ Ｊｏｕｒ ｅｔ ｄｅ ｌａ Ｎｕｉｔ ［Ｍ］ ． Ｐａｒｉｓ： 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１９７７：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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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能力阶段

从能力阶段来看， 主要是关于模态陈述 （éｎｏｎｃｅｓ ｍｏｄａｌｉｓéｓ） 改变了操作主体与行

动的关系， 获得不同的模态价值， 操作主体才能够获得操作能力。 书里在介绍玛蒂尔德

的生活背景部分中提到， 玛蒂尔德希望能过上上流社会的富贵生活。 这是操作主体玛蒂

尔德的 “想要做 （ｖｏｕｌｏｉｒ⁃ｆａｉｒｅ）”， 她想要跻身上流社会。 玛蒂尔德也知道借助参加此

次晚会可以走进上流社会， 属于 “懂得做 （ｓａｖｏｉｒ⁃ｆａｉｒｅ）”。 但动作还未发生并完成， 只

是具有潜在性。 要想完成与价值对象的合取， 玛蒂尔德还需要 “能够做 （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ｆａｉｒｅ）”， 将潜在性变为现实性。 于是， 玛蒂尔德向丈夫要钱买裙子、 向弗莱思节夫人借

项链是一个新的叙述程式， 附属于主要叙述程式 （获得虚荣） 当中， 但构成要素相同。

在玛蒂尔德向丈夫要钱买裙子和向弗莱思节夫人借项链的情节中， 模态主体 （ｓｕｊｅｔ

ｍｏｄａｌｉｓａｔｅｕｒ） 玛蒂尔德 Ｓ１与模态对象 （ｏｂｊｅｔ ｍｏｄａｌ） “能够做” Ｏｍ从析取变为合取， 但

操作主体 Ｓ２是玛蒂尔德的丈夫和弗莱思节夫人。 于是有如下公式：

Ｆ（Ｓ２）→［（Ｓ１∨Ｏｍ）→（Ｓ１∧Ｏｍ）］

此时的操作主体和模态主体并不是由同一个人承担。 丈夫给玛蒂尔德 ４００ 法郎购买

参加晚会的漂亮裙子。 同理， 玛蒂尔德向朋友弗莱思节夫人借项链的情节中， 此时操作

主体 Ｓ２是弗莱思节夫人， 模态主体 Ｓ１是玛蒂尔德。 玛蒂尔德完成了与模态对象 Ｏｍ “能

够做” 由析取到合取的模态转化。 至此， 在买到裙子和借到项链之后， 玛蒂尔德获得

了参加晚会的 “能够做” 能力。

３􀆰 ３　 行动阶段

再次回到主叙述程式中， 行动阶段即状态发生转化的阶段。 故事中， 玛蒂尔德在晚

会上成功亮相， 收获了无数人的关注。 “晚会的日子到了。 卢瓦泽尔太太大大地获得了

一次成功。” （Ｌｅ ｊｏｕｒ ｄｅ ｌａ ｆêｔｅ ａｒｒｉｖａ􀆰 Ｍｍｅ Ｌｏｉｓｅｌ ｅｕｔ ｕｎ ｓｕｃｃèｓ． ①） 此时玛蒂尔德与其价

值对象虚荣心 Ｏ１的状态发生了改变， 叙述程式 （ＰＮ） 可用公式表示为：

Ｆ（Ｓ２） →［（Ｓ１∨Ｏ１） → （Ｓ１∧Ｏ１）］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 此时状态主体玛蒂尔德 Ｓ１与价值主体虚荣心 Ｏ１完成了从析取

到合取的转变。 操作主体 Ｓ２与状态主体 Ｓ１都是玛蒂尔德。 状态的改变是由操作主体玛

蒂尔德主动完成， 并经过了能力阶段的购买裙子和借项链才获得了与虚荣心合取的能

力， 属于 “据为己有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形式。 故事中说道： “她在自己的美丽赢得的胜

利里， 在自己的成功带来的荣耀里， 在所有的这些奉承、 所有这些赞美、 所有这些被她

激发起的欲念里。 这是一种那么完整、 那么甜蜜的胜利……” （Ｅｌｌｅ ｄａｎｓａｉｔ ａｖｅｃ ｉｖｒｅｓ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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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ｖｅｃ ｅｍｐｏｒｔｅｍｅｎｔ， ｇｒｉｓéｅ ｐａｒ ｌｅ ｐｌａｉｓｉｒ， ｎｅ ｐｅｎｓａｎｔ ｐｌｕｓ à ｒｉｅｎ， ｄａｎｓ ｌｅ ｔｒｉｏｍｐｈｅ ｄｅ ｓａ ｂｅａｕｔé，

ｄａｎｓ ｌａ ｇｌｏｉｒｅ ｄｅ ｓｏｎ ｓｕｃｃèｓ􀆺①） 玛蒂尔德认为实现了自己的虚荣心， 沉溺在无限风光的

状态中。

３􀆰 ４　 验证阶段

验证阶段分为两个维度： 实际层面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ｑｕｅ） 和认知层面 （ｄｉｍｅｎ⁃

ｓｉ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操作主体玛蒂尔德追求虚荣完成了参加晚会的动作。 在实际层面， 玛蒂

尔德决定参加晚会， 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虚荣心， 她通过购买裙子和借项链获得了参加

晚会的能力 （ｐｏｕｖｏｉｒ⁃ｆａｉｒｅ）， 最终认为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而在认知层面是根据

建立符号学矩阵来判断状态的转化是否真实， 依照故事情节， 可以建立如下矩阵 （见

图 ２）。

图 ２　 玛蒂尔德参加晚会情节矩阵

玛蒂尔德认为自己 “参加晚会 （显现）” 就处于 “上流生活 （不存在）”， 满足了

虚荣心， 其实她是依靠借项链来将自己包装成上流社会富太太的形象。 她借来的项链是

一串假项链， 属于幻象。 玛蒂尔德真实的状态是参加了晚会， 但仍然过着 “非上流生

活”。 因此， 玛蒂尔德并不知晓自己戴着一串假项链参加晚会， 沉浸在虚荣的 “幻象”

之中， 她没有和真项链合取， 也没有因为一次晚会就能实现社会阶层的跨越。

４７

① 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 Ｇ􀆰 Ｃｏｎｔｅｓ ｄｕ Ｊｏｕｒ ｅｔ ｄｅ ｌａ Ｎｕｉｔ ［Ｍ］ ． Ｐａｒｉｓ： 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１９７７：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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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
《项链》 中还存在另一个外在形象： 谎言。 玛蒂尔德为了实现虚荣而编织了两个谎

言， 让自己进入充满谎言的虚假世界， 并为自己的谎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４􀆰 １　 隐藏身份参加晚会

玛蒂尔德购买裙子， 借到项链， 于是顺利参加晚会。 在晚会中， “所有的男人都望

着她， 打听她的名字……” （Ｔｏｕｓ ｌｅｓ ｈｏｍｍｅｓ ｌａ ｒｅｇａｒｄａｉｅｎｔ， ｄｅｍａｎｄａｉｅｎｔ ｓｏｎ ｎｏｍ􀆺①） 玛

蒂尔德沉浸在晚会上备受瞩目的氛围之中。 晚会结束后， 丈夫把日常穿的衣裳披在玛蒂

尔德身上， “她想赶快逃走， 免得被其他女人看到， 她们身上裹着贵重的裘皮大衣。”

（Ｅｌｌｅ ｖｏｕｌｕｔ ｓ􀆳ｅｎｆｕｉｒ， ｐｏｕｒ ｎｅ ｐａｓ êｔｒｅ ｒｅｍａｒｑｕｅｒ ｐａｒ ｌｅｓ ａｕｔｒｅｓ ｆｅｍｍｅｓ ｑｕｉ ｓ􀆳ｅｎｖｅｌｏｐｐａｉｅｎｔ ｄｅ

ｒｉｃｈｅｓ ｆｏｕｒｒｕｒｅｓ． ②）。 玛蒂尔德隐藏了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并把自己包装成富太太的样子

来参加晚会， 于是有如下矩阵 （见图 ３）。

图 ３　 玛蒂尔德借项链情节矩阵

在该矩阵中， “参加晚会” 和 “非富太太身份” 为对比关系， “非富太太身份” 和

“富太太身份” 为矛盾关系。 根据玛蒂尔德参加晚会的情节描述， 她想给众人呈现 “富

太太身份” 来 “参加晚会” 的假象， 此时的她处于 “谎言” 状态。 谎言背后的真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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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玛蒂尔德买裙子、 借项链， 把自己包装成 “富太太”， 其实她无法改变自己 “非富

太太身份” 去参加晚会。

根据符号学矩阵， 玛蒂尔德参加了晚会， 属于显现 （ｐａｒａîｔｒｅ）。 她通过服装和饰品

将自己包装成一位富太太形象， 呈现的 “富太太身份” 实际不存在 （ｎｏｎ⁃êｔｒｅ）。 因此，

她给晚会上的众人编造了一个谎言， 让大家误以为她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富太太。 玛蒂尔

德仍然没有改变自己是普通科员太太的身份， 这是存在 （êｔｒｅ）。

根据对符号学矩阵的分析， 玛蒂尔德为了实现自己的虚荣心而参加晚会， 在晚会中

并不承认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真实身份， 反而用谎言将自己包装成一个上流社会富太太的

形象。 她给众人留下一个谎言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她的谎言根本经不住推敲，

也为后续情节埋下伏笔， 玛蒂尔德需要为自己的盲目虚荣买单。

４􀆰 ２　 隐瞒朋友丢失项链

晚会结束后， 玛蒂尔德发现项链丢失， 让丈夫四处搜寻项链无果后， 夫妇二人决定

向弗莱思节夫人隐瞒项链的遗失。 “就说把她的项链的搭钩弄断了， 已经送去修理。 这

样你就可以有考虑的时间了。” （ Ｉｌ ｆａｕｔ éｃｒｉｒｅ à ｔｏｎ ａｍｉｅ ｑｕｅ ｔｕ ａｓ ｂｒｉｓé ｌａ ｆｅｒｍｅｔｕｒｅ ｄｅ ｓａ

ｒｉｖｉèｒｅ ｅｔ ｑｕｅ ｔｕ ｌａ ｆａｉｓ ｒéｐａｒｅｒ􀆰 Ｃｅｌａ ｎｏｕｓ ｄｏｎｎｅｒａ ｌｅ ｔｅｍｐｓ ｄｅ ｎｏｕｓ ｒｅｔｏｕｒｎｅｒ． ①） 一个星期

后， 他们仍未找到项链的下落， 决定买一串项链赔给弗莱思节夫人， 于是有如下矩阵

（见图 ４）

图 ４　 归还项链情节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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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符号学视角下 《项链》 叙述程式探析

在该矩阵中， “归还项链” 和 “非原项链” 是对比关系， 原项链的同款 “非原项

链” 和 “原项链” 为矛盾关系。 根据归还项链情节的描述， 玛蒂尔德在晚会结束后需

要归还项链给弗莱思节夫人， 但原项链遗失。 她同意丈夫的提议， 隐瞒项链丢失的真

相， 决定去珠宝店购买同款项链归还给弗莱思节夫人。 玛蒂尔德处于 “归还项链” “原

项链” 的谎言状态， 但实际上她归还的项链是花重金购买的同款， 并非弗莱思节夫人

的原项链。

表面上玛蒂尔德成功归还了原项链， 属于显现 （ｐａｒａîｔ）， 她没有告知朋友原项链遗

失的真相， 但原项链已经遗失， 属于不存在 （êｔｒｅ）。 真实情况是还给弗莱思节夫人的

项链是从珠宝店购买的同款， 同款真项链是存在 （êｔｒｅ）。

玛蒂尔德为了不让朋友知道自己将借来的项链丢失， 于是借钱去珠宝店购买同款钻

石项链， 同样也是出于虚伪和虚荣。 倘若她向朋友承认自己的过失， 玛蒂尔德可能也不

需要付出 １０ 年的时间来拼命工作偿还债务。 为了弥补谎言， 玛蒂尔德借钱购买同款项

链， 并付出代价而过上困苦的生活， 很难再实现她想要追求的虚荣， 她仍然处于与价值

对象虚荣心析取的状态。

《项链》 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为了追求虚荣而编织了两个谎言。 她隐藏自己的真

实身份， 向朋友借项链将自己包装成上流富太太参加晚会。 该情节也为后文项链遗

失埋下伏笔。 当发现借来的项链丢失时， 玛蒂尔德同意丈夫的提议， 向朋友隐瞒自

己的过失， 选择购买同款项链归还。 该情节为后续玛蒂尔德白白付出 １０ 年的时间偿

还债务埋下伏笔。

幻象
前文分析了 《项链》 中玛蒂尔德编织的两个谎言， 让故事呈现两个幻象， 玛蒂尔

德为这两个幻象付出相应的代价， 加深了故事的讽刺性。

５􀆰 １　 借项链的幻象

玛蒂尔德成功参加了晚会， 但并不等于成功跻身上流社会。 故事中玛蒂尔德向弗莱

思节夫人借了一串项链参加了晚会， 文本的表现性即为 “借到项链” 显现 （ｐａｒａîｔｒｅ）。

玛蒂尔德认为自己借到了 “一串华丽无比的钻石项链” （ｕｎｅ ｓｕｐｅｒｂｅ ｒｉｖｉèｒｅ ｄｅ ｄｉａｍａ⁃

ｎｔｓ①）， 并默认这串项链是真项链， 价值连城。 但根据后文故事中， 弗莱思节夫人告知

玛蒂尔德 “我那串是假的， 它顶多值 ５００ 法郎……” （Ｍａｉｓ ｌａ ｍｉｅｎｎｅ éｔａｉｔ ｆａｕｓｓｅ􀆰 Ｅｌｌｅ

ｖａｌａｉｔ ａｕ ｐｌｕｓ ｃｉｎｑ ｃｅｎｔｓ ｆｒａｎｃｓ􀆺②） 于是有如下矩阵 （见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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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借项链情节矩阵

　 　 在该矩阵中， “借到项链” 和 “假项链” 为对比关系， “真项链” 与 “假项链” 属

于矛盾关系。 根据玛蒂尔德借项链参加晚会的情节， 玛蒂尔德处于 “借到项链” 和

“真项链” 的幻象状态中。 她自认为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戴着一串真项链沉浸在晚会的

梦幻氛围中。 但根据后文弗莱思节夫人告知玛蒂尔德当时借给她的是一串假项链， 此时

的玛蒂尔德处于 “借到项链” 和 “假项链” 的真实情况。

玛蒂尔德戴着借来的项链参加了晚会并大放异彩， 自认为借到了一串真项链， 但这

条价值连城的真钻石项链其实是一串仅值 ５００ 法郎的假项链。 根据符号学矩阵， 在表现

性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层面， 玛蒂尔德借到了项链， 属于显现 （ｐａｒａîｔ）。 她以为自己借到

了一串价值高昂的真项链， 但经过弗莱思节夫人证实是一串假项链， 因此真项链并不存

在 （ｎｏｎ⁃êｔｒｅ）。 在内在性 （ ｉｍｍａｎｅｎｃｅ） 层面， 玛蒂尔德借到项链， 但借到的是一串假

项链， 真正存在 （êｔｒｅ） 的是一串假项链。 因此， 玛蒂尔德认为自己戴着一串华丽无比

的钻石项链参加了晚会， 并在晚会上成功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其实只是一个 “幻象”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根据对符号学矩阵的分析， 玛蒂尔德自认为实现了虚荣， 但真实情况是她戴着一串

假项链参加晚会。 表面上呈现的虚荣 （参加晚会） 与真实情况 （假项链） 形成鲜明的

对比， 达成讽刺效果， 而并非来自上流社会的玛蒂尔德戴着借来的假项链参加晚会， 将

自己包裹进一个幻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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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还项链的幻象

晚会结束后， 玛蒂尔德回到家中， 她对着镜子想要再次欣赏一下 “笼罩在光荣中

的她自己” （ｓｅ ｖｏｉｒ ｅｎｃｏｒｅ ｕｎｅ ｆｏｉｓ ｄａｎｓ ｓａ ｇｌｏｉｒｅ）， 却惊讶地发现 “她的脖子上没有了那

串项链” （Ｅｌｌｅ ｎ􀆳ａｖａｉｔ ｐｌｕｓ ｓａ ｒｉｖｉèｒｅ ａｕｔｏｕｒ ｄｕ ｃｏｕ①）。 经过一番搜寻无果后， 为了归还项

链， 玛蒂尔德和丈夫最后不得不决定 “赔偿这件首饰了” （ Ｉｌ ｆａｕｔ ａｖｉｓｅｒ à ｒｅｍｐｌａｃｅｒ ｃｅ

ｂｉｊｏｕ②）。 他们借钱去珠宝店购买同款钻石项链， “１０ 年后他们把债务全还清了……”

（Ａｕ ｂｏｕｔ ｄｅ ｄｉｘ ａｎｓ， ｉｌｓ ａｖａｉｅｎｔ ｔｏｕｔ ｒｅｓｔｉｔｕé， ｔｏｕｔ􀆺③） 在丢失项链情节中， 有如下矩阵

（见图 ６）。

图 ６　 项链丢失情节矩阵

在该矩阵中， “丢失项链” 和 “假项链” 为对比关系， “真项链” 和 “假项链” 为

矛盾关系。 根据玛蒂尔德丢失项链的情节， 玛蒂尔德自认为丢失了一串真项链， 处于

“丢失项链” 和 “真项链” 的幻象状态。 之后， 她为了归还项链拼命工作了 １０ 年。 当

再次遇到弗莱思节夫人时， 她才得知自己当时借到的是一串假项链， 于是玛蒂尔德的真

实情况是 “丢失项链” 为一串 “假项链”。

根据符号学矩阵， 在表现性层面， 故事中玛蒂尔德弄丢了从弗莱思节夫人那里借来

的项链， “丢失项链” 属于 “显现” （ｐａｒａîｔ）， 她以为自己遗失的是一串货真价实的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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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项链， 但其实是一串假项链， 因此 “真项链” 属于 “不存在” （ｎｏｎ⁃êｔｒｅ）， 丢失真项

链只是一个 “幻象”， 是玛蒂尔德自己认为的情况。 玛蒂尔德丢失了一串 “假项链” 才

是真实情况。

玛蒂尔德欠下巨额债务去购买同款钻石项链， 并用 １０ 年的时间偿还欠款， “她干起

了粗重的家务， 厨房里的那些讨厌的脏活儿” （Ｅｌｌｅ ｃｏｎｎｕｔ ｌｅｓ ｇｒｏｓ ｔｒａｖａｕｘ ｄｕ ｍéｎａｇｅ， ｌｅｓ

ｏｄｉｅｕｓｅｓ ｂｅｓｏｇｎｅｓ ｄｅ ｌａ ｃｕｉｓｉｎｅ）， 还得 “一个苏一个苏地保卫她那少得可怜的钱”

（ ｄéｆｅｎｄａｎｔ ｓｏｕ à ｓｏｕ ｓｏｎ ｍｉｓéｒａｂｌｅ ａｒｇｅｎｔ①）。 故事最后的玛蒂尔德不仅没能实现过上富太

太生活的愿望， 反而生活得不如从前。 故事结局揭晓了项链的真假， 根据对矩阵的分

析， 玛蒂尔德其实是为了 “丢失真项链” 的幻象而白白拼命 １０ 年去偿还债务。 这一情

节将 《项链》 故事的讽刺意味加深， 讽刺了玛蒂尔德为了一串假项链而付出了 １０ 年

光阴。

玛蒂尔德短暂地与虚荣心的合取， 但真实情况是她戴着一串假项链参加名流晚会。

丢失项链后不得不为了一串假项链偿还巨额债务， 最终走向的是与平静生活的析取， 为

整个故事增添了一抹悲剧色彩。 在揭晓真相环节， 玛蒂尔德最后才得知自己为了一个

“幻象” 付出了 １０ 年。 这一情节进一步将故事的悲剧性加深， 达到了讽刺当时法国不

良社会风气的效果。 玛蒂尔德两次处于自己编织的 “幻象” 之中。 在第一次 “幻象”

中， 她自认为是戴着一串真项链参加晚会， 并成功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但其实她脖子

上佩戴的是一串假项链， 玛蒂尔德在自己营造的幻象中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 在第二次

“幻象” 中， 玛蒂尔德以为弄丢了借来的真项链， 实际上是她为了一串假项链辛苦工作

１０ 年， 让自己离想象中的富贵生活越来越远。 随着故事的推进， 两个 “幻象” 逐一出

现， 环环相扣， 逐步加深了故事的讽刺性。

结语
本文通过符号学叙述程式和符号学矩阵， 研究了 《项链》 中出现的虚荣、 谎言和

幻象三个外在形象， 并分析了文本表层结构下的深层意义。 通过符号学的视角， 人们能

够更全面地理解玛蒂尔德的人物形象及其悲剧的社会文化根源， 从而揭示莫泊桑如何巧

妙地利用文学符号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 经过分析， 玛蒂尔德为了满足自己的

虚荣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但最终囿于面子和虚荣心， 让自己的生活比参加晚会前更为

不堪， 呈现了与理想生活相去甚远的境况。 莫泊桑通过创作 《项链》 这一短篇小说，

塑造了玛蒂尔德这一爱慕虚荣的形象， 抨击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不良风气。

谎言编织而成的世界。 玛蒂尔德有机会参加上流社会的晚会，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

心既向丈夫要钱， 又向朋友借项链参加晚会。 在晚会上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玛蒂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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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若一个上流社会的富太太， 这是第一个谎言。 在项链遗失后， 玛蒂尔德找借口拖延归

还时间， 却不告知朋友项链遗失了， 这是第二个谎言。 最后， 玛蒂尔德为这些谎言付出

了 １０ 年的代价， 用 １０ 年的时间拼命工作来偿还因购买真项链而欠下的债务。 谎言的出

现是为了满足玛蒂尔德的虚荣， 并为营造幻象埋下伏笔。

一切存在于幻象之中。 故事开头对玛蒂尔德的描述是 “面容姣好 （ｕｎｅ ｄｅ ｃｅｓ ｊｏｌｉｅｓ

ｅｔ ｃｈａｒｍａｎｔｅｓ ｆｉｌｌｅｓ）”， 这是玛蒂尔德的外在表现， 却被命运安排在一个小职员家庭中

（ｎéｅｓ ｄａｎｓ ｕｎｅ ｆａｍｉｌｌｅ ｄ􀆳ｅｍｐｌｏｙéｓ）。 玛蒂尔德想要的富贵生活在她身上并不存在， 即： ／

显现 ／ ＋ ／ 不存在 ／ ＝ 幻象， 这是玛蒂尔德自己的幻象。 玛蒂尔德参加了舞会， 成功吸引

了众人的注意力， 她的虚荣心得以满足， 但并不意味着她成功跻身上流社会， 脖子上戴

着借来的假项链向读者证明她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幻象中。 讽刺的是在故事结尾， 尽管她

通过艰辛工作偿还了买真项链所欠的债务， 但她却被告知最初借来的项链根本不值钱，

从而认识到自己只是为了 “丢失真项链” 的幻象而拼命工作了 １０ 年。 玛蒂尔德因为自

己的虚荣心而陷入一个充满幻象的世界并一直挣扎于其中。

虚荣带来的悲剧。 《项链》 中玛蒂尔德和丈夫一开始的生活虽算不上富裕， 但也还

算过得去。 但玛蒂尔德爱慕虚荣的性格为他们日后的悲剧生活埋下伏笔， 玛蒂尔德的虚

荣心推动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 晚会象征着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 玛蒂尔德因为爱慕

虚荣一定会拼命推开这扇大门， 为此她付出了 ４００ 法郎的代价。 表面上她的虚荣心得到

了满足， 但她不具备真正进入上流社会的能力， 因此她与自己期待的生活处于析取状

态。 玛蒂尔德遗失了借来的项链， 出于虚荣与自尊， 她不愿意向朋友坦白， 而是选择借

钱买同款项链归还。 于是玛蒂尔德只能用 １０ 年的时间去还债。 她通过谎言虽实现了与

虚荣心的合取， 却将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 变成了与最初普通生活的析取转化。 因

此， 《项链》 中的玛蒂尔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 她表面的合取却换来了最深刻

的析取。

经过符号学叙述程式对 《项链》 的解构分析， 人们能看到玛蒂尔德悲剧产生的根

源 （虚荣心） 及悲剧产生的方式 （追求虚荣心）。 玛蒂尔德编织的两个谎言是导致她不

幸结局的直接原因。 而在玛蒂尔德身上呈现的两个幻象是她不幸遭遇的呈现形式， 并通

过这两个幻象增强了故事的讽刺性， 可以看到莫泊桑高超的故事建构能力。 《项链》 虽

然是一个情节相对简单的短篇小说， 但经过符号学分析， 可以看到不同符号元素相互关

联， 环环相扣， 形成逻辑缜密， 讽刺意味深刻的故事， 让读者内心受到冲击。 透过玛蒂

尔德的悲剧， 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莫泊桑创作 《项链》 的初衷， 他想以这部作品来

抨击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 以及讽刺社会中用不当方式盲目追求跨越阶级的人群。 符号

学的视角也为人们理解经典文学作品提供了新途径， 通过对文本的内在性分析和结构分

析， 找到不同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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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阈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解读　

孙　 悦　

摘　 要： 诗歌是符号的艺术， 它以形式结构、 语言修辞、 话语规划等方式搭建诗歌的表层

结构， 以意象、 比喻、 象征构建其情感的深层表达。 结构符号、 意象符号和语言

符号能指三元素为作者传递出真实的写作意图。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蕴含了深刻

的人生哲理和人性思考， 备受学界广泛关注， 从主题语篇、 结构文本到隐喻风

格、 美学意象， 从汉译研究到比较研究、 诗歌鉴赏等， 视角丰富， 成绩卓然。

本文以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为基础， 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例， 通过

文本细读的方式， 拟从能指形音之美、 所指释义之美和意指气韵之美等方面探

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深入诠释其诗歌符号化呈现方式， 即结构韵律、 词汇句

法等特点， 以及能指、 所指的经典象征意蕴和美学属性内涵等， 分析解读莎士

比亚十四行诗独特的符号审美感受和人生启迪， 为繁荣我国诗歌艺术创作之路

提供新的思路和启示。

关键词：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形式结构符号　 意象符号　 能指—所指　 形音—释义之美

前言
威廉·莎士比亚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的戏剧家、 文

坛巨匠。 除戏剧创作外， 莎士比亚的 １５４ 首十四行诗也享誉世界， 久负盛名， 其中蕴

含丰富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对人性命运的思考。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又被称为英体十

四行诗， 是意大利十四行诗在英国化过程中的集大成者。 他的诗歌多以意体十四行

诗为传统， 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作品数量较大， 主题广博， 题材主要涉

及劝婚等， 旨在写给青年伯爵和黑衣女子。 诗歌形式新颖， 内容独特， 语言丰富多

样， 手法别具一格， 饱含深情， 立意深刻。 诗人既温婉内敛， 又至真至情， 既传承

了经典， 同时又兼具现代意义， 字里行间发人深思、 令人警醒， 尽显了诗人的深厚

功底。

长久以来， 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 诸多学者对莎士比亚

的作品研究层出不穷， 不断更新。 笔者根据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数据为线索， 按照时间

顺序将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统计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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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阈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解读

图 １　 ＣＮＫＩ 收录的 １９１４—２０２３ 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论文发表数量及总体趋势

　 　 上述所收录的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缓慢增长期、 飞速

发展高峰期及稳步持续期。 研究主题及对象主要包括主题研究、 汉译本研究、 语篇分

析、 结构文本、 比较研究、 美学意象、 隐喻风格、 诗歌翻译、 鉴赏赏析等诸多方面。 它

们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研究提供了量的积累和质的保障， 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启

迪和方向 （见图 ２）。

图 ２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的论文主题分布情况

其中， 以符号学相关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探索仍存在较大空间， 因此本文以莎士比亚

十四行诗为例， 结合其部分作品， 试图从符号学理论角度对莎士比亚诗歌进行相应分

析， 探寻其语言韵味及人生真谛。

符号学理论简述
现代符号学研究理论基础主要源于索绪尔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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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Ｓ􀆰 Ｐｅｉｒｃｅ） 的两大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以语言学为基础， 通过语言符号创立

符号学理论。 他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关系， 它们的对应关系任意， 二者没有必

然联系。 索绪尔提出， 语言 “是形式而不是实质” （索绪尔， １９９９： １６９）。 美国哲学家

皮尔士提出，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规律科学， 是符号、 对象和解释项的三元关系。 “在

Ｐｅｉｒｃｅ 看来， 一方面， 符号的三个要素即媒介、 对象、 解释项分成三个级别。 另一方

面， 符号的三个要素是 “三位一体”。 任何一个符号都应具有此三要素。” （王铭玉，

２０１５： １８） 因此， 诗歌的整体可视为一种符号， 其存在方式是形音、 释义和意指之美。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形式结构层面符号学分析———能指： 符号形

音之美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 诗人运用韵律、 修辞等手法赋予十四行诗音乐性和节奏

感， 使整体诗歌流动起来， 一气呵成。 诗人通过重复、 排比、 对偶、 语言抒情、 戏剧化

的情节等方法凸显诗歌的韵律和艺术表达， 彰显诗人的创作逻辑和思维， 散发出诗歌语

言和思想的光芒。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节奏韵律优美， 形式严谨， 对仗工整、 鲜明， 满足

了读者的审美感受。

３􀆰 １　 形式、 韵律和语言的解读

从形式上看，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共 １５４ 首， 分为两个部分。 前 １２６ 首诗写给年轻的

贵族男子南安普顿伯爵； 后一组诗歌送给黑衣女子。 受传统彼特拉克意体诗歌影响， 英

体十四行诗在形式上摒弃了旧有 “８ 行诗 （ｏｃｔａｖｅ） 和 ６ 行诗 （ｓｅｓｔｅｔ）” 的结构划分模

式。 诗集由三个抑扬格五音步的四行韵文和一个双行组 （ｃｏｕｐｌｅｔ） 对偶构成， 每四行内

容或提出问题、 或表述情感， 并将主题的尖锐性和紧张性推向新的高度。 而后突然转

折， 用最后两行对偶总结全诗， 彰显精练凝缩的警句效果。 从音律上看， 它的韵脚多引

入 ａｂａｂ ｃｄｃｄ ｅｆｅｆ ｇｇ 的新韵式， 突破固有彼特拉克意体十四行诗尾韵多变的韵律形式，

最终以互韵的一个对句作结。 以最著名的 Ｓｏｎｎｅｔ 第 １８ 首为例：

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 　 　

你不独比它可爱也比它温婉： 　 　

狂风把五月宠爱的嫩蕊作践， 　 　

夏天出赁的期限又未免太短：

天上的眼睛有时照得太酷烈， 　 　

它那炳耀的金颜又常遭掩蔽： 　 　

被机缘或无常的天道所摧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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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阈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解读

没有芳艳不终于凋残或销毁。

但是你的长夏永远不会凋落， 　 　
也不会损失你这皎洁的红芳， 　 　

或死神夸口你在他影里漂泊， 　 　
当你在不朽的诗里与时同长。 　

只要一天有人类， 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存， 并且赐给你生命。 （梁宗岱 译）

诗歌的结构和韵律、 修辞是一个完整有序的统一整体。 诗歌自由奔放， 诗人充分利

用语言发音的特征， 采用缜密的韵脚传递诗人细腻的情感。 在音律上， 莎士比亚十四行

诗节奏感强， 抑扬顿挫， 朗朗上口。 音节的轻重缓急产生了节奏韵律感， 诗人娓娓道

来， 循序渐进。 诗歌形式简洁多样， 音韵典雅隽永， 隔行句尾押韵这一鲜明特点， 形成

了和谐、 规整、 前呼后应的音乐化韵律。 末尾句尾对偶， 句尾词汇的发音， 为诗中意象

符号营造出的无声画面配上了音乐， 增强了读者阅读诗歌的听觉和审美感受。

３􀆰 ２　 词汇句法重复、 排比和对偶

诗歌词汇短语的重复、 重叠和对称， 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快节奏回路， 节奏铿锵， 从

量变到质变， 张力十足， 层层推进。 其中， 第 ９１、 ９４、 １０４ 首诗等在这方面均有所

体现。

有人夸耀门第， 有人夸耀技巧， 　 　

有人夸耀财富， 有人夸耀体力； 　 　
有人夸耀新妆， 丑怪尽管时髦； 　 　
有人夸耀鹰犬， 有人夸耀骏骥； 　 　
每种嗜好都各饶特殊的趣味， 　 　

……
你的爱对我比门第还要豪华， 　 　
比财富还要丰裕， 比艳妆光彩…… （梁宗岱 译）

谁有力量损害人而不这样干， 　 　
谁不做人以为他们爱做的事， 　 　
谁使人动情， 自己却石头一般…… （梁宗岱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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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一样美。 三个严冬摇掉 　 　

三个苍翠的夏天的树叶和光艳， 　

三个阳春三度化作秋天的枯黄。 　

时序使我三度看见四月的芳菲 　

三度被六月的炎炎烈火烧光…… （梁宗岱 译）

３􀆰 ３　 戏剧化的诗歌结构

除此之外， 诗歌还完美诠释了 “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思维方式，

像一部微戏剧， 将戏剧化的特点贯穿其中。 在第 １２ 首十四行诗中， 诗人道出 “当我数

着壁上报时的自鸣钟 ／ 见明媚的白昼坠入狰狞的夜 ／ 当我凝望着紫罗兰老了春容 ／ 青丝的

卷发遍洒着皑皑白雪 ／ 当我看见参天的树枝叶尽脱……” （Ｌｉｎｅ １ － ５） 在莎士比亚的笔

下， 青年伯爵南安普顿被劝婚， 敦促他早日结婚生子， 永驻容颜。 正如约翰·派克

（Ｊｏｈｎ Ｐｅｃｋ）、 马丁·科伊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ｏｙｌｅ） 指出的： “……莎士比亚每一部戏剧都包含

三个阶段， 阐述、 纠纷和解决。” （Ｐｅｃｋ， １９８５： ７８）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青年男子

贵族主题诗恰好与这一特征相吻合。 从开篇到诗人远征， 受尽世人背叛却要理解体谅、

自愈疗伤， 自我和解与自洽， 体会感受与挚友的别离及分离之后的痛苦悲伤， 思念之情

跃然纸上。 戏剧化的形式结构安排使诗歌增色， 起承转合也尽在其中。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意象符号层面解读———所指： 符号释义之美
在符号学视阈下， 意象本身是一种符号， 同样具有能指和所指的属性。 法国符号学

家罗兰·巴特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ａｒｔｈｅｓ） 指出， 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混合。 能指组成了表达，

所指组成了内容。 能指是通过感官把握符号的物质形式， 所指是对符号所涉及对象的心

理概念。 简而言之， 能指即符号的客观表达， 所指是诗人内心的主观表达。 因此， 能指

通常具有确定性， 所指具有不确定性， 且二者关系任意， 有时同一能指可能会对应多个

所指。 我国著名学者王铭玉指出， “符号学是专门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规律的科学。

符号与对象、 能指与所指、 表达面与内容面的关系等通常被称为 ‘意指性’。 透过意指

性人们可以运用符号来分析主客观世界” （王铭玉， ２０１６： ６４ － ６６）。 例如， 黄昏这一

意象， 千百年来被中外文人墨客赋予了独特的审美感受， 诗人将其融入自然、 社会和人

类生活， 与其相关的意象符号为诗人提供了表达传递不同细微情感思绪的窗口， 达到了

不同的审美效果。

４􀆰 １　 黄昏意象符号中的比喻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 黄昏意象符号曾多次出现， 是莎士比亚时间主题系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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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象符号之一。 其中， 第 ７１、 ７３ 首诗是很好的诠释和论证。

我死去的时候别再为我悲哀， 　 　

当你听见那沉重凄惨的葬钟 　 　

普告给全世界说我已经离开 　 　

……

如果想起我会使你不胜哀伤。 　 　

如果呀， 我说， 如果你看见这诗， 　 　

那时候或许我已经化作泥土…… （梁宗岱 译）

诗人在第 ７１ 首诗中唱出了自己的悲伤， 步入暮年， 逐渐老去， 感时伤怀。 在第 ７３

首诗中， 诗人以自然意象符号作为比喻， 如秋天、 黄叶、 暮霭、 落日和黑夜， 运用不同

比喻修辞演绎出时间的推移和生命的衰老。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秋天，

当黄叶， 或尽脱， 或只三三两两

……

在我身上你或许会看见暮霭，

它在日落后向西方徐徐消退：

黑夜， 死的化身， 渐渐把它赶开，

严静的安息笼住纷纭的万类。

在我身上你或许全看见余烬，

它在青春的寒灰里奄奄一息，

在惨淡灵床上早晚总要断魂，

给那滋养过它的烈焰所销毁…… （梁宗岱 译）

黄昏中是老者暮年的哀伤和愁苦， 深秋中是焦虑和哀愁， 时空转换， 炉火旁写满迟

暮晚年烈焰熄灭的紧迫和压力。 诗人以 “黄昏” 喻晚年， 全诗恰是一生的喻象。 黄昏

意象符号通过比喻手法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心理共鸣， 增加了诗歌的表现张力， 拓宽了读

者内心的想象空间。

４􀆰 ２　 时间意象符号中的联想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第 ２５、 ２９、 ３５、 ３７、 ５５、 １１１、 １２４ 首诗是诗人境遇、 自己

生活足迹的写照。 诗人感叹自己命运不济， 通过大臣、 航海军事家沃尔特·雷利 （Ｓ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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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ｔｅｒ Ｒａｌｅｉｇｈ） 联想到自身， 影射其不幸境遇， 并力求自保。 在第 ２５ 首诗中， 诗人也

曾因遭到同行著名诗人罗伯特·彭斯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ｕｒｎ） 的排挤而变得郁郁寡欢， 生不逢

时。 他也曾怨天尤人、 悲伤愤怒， 情绪低落到极致。 在第 ３５ 首诗中， 诗人隐忍宽容温

婉， 告诫自己要学会包容和赏识。 在第 ５５ 首诗中， 诗人写了英国的历史战争， 英国两

次被攻陷， 感悟到唯有诗歌才能穿越时空， 流芳百世， 活力永驻。 在第 １２４ 首诗中， 诗

人劝诫青年人爱情要经历起伏， 不要受命运跌宕的打击和影响。

此外，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还大量运用了其他丰富的意象符号。 诗人 “用镰刀的

意象预示着时间巨大的破坏性力量” （罗益民， ２００５： １５６）。 全诗中时间意象符号总共

出现 ７９ 次， 毁灭性是诗人赋予时间的典型特质。 另外有武装冲突意象 “当四十个冬天

围攻你的朱颜” （Ｓｏｎｎｅｔ ２）； 季节意象 “那么， 别让冬天嶙峋的手抹掉你的夏天， 在你

未经提炼之前” （Ｓｏｎｎｅｔ ６）； 宇宙意象 “我的术数只得自你那双明眸 ／ 恒定的双星， 它

们预兆这吉祥” （Ｓｏｎｎｅｔ １４）； 主仆意象 “我爱情的至尊， 你的美德已经使我这藩属加

强对你的拥戴” （Ｓｏｎｎｅｔ ２６）； 珍宝意象 “不致被一些奸诈的手所亵渎！ 但你， 比起你

来珠宝也成废品” （Ｓｏｎｎｅｔ ４８）； 法庭意象 “并且高举我这只手当众宣誓， 为你的种种

合法的理由保证： 抛弃可怜的我， 你有法律保障” （Ｓｏｎｎｅｔ ４９） 等。 花草意象符号和船

的意象符号也较为频繁地出现在诗歌中。

４􀆰 ３　 行船意象符号中的象征

在第 ９９ 首诗中， 诗人使用花草意象符号衬托出爱人的美， 它胜于一切芬芳。 通过

反复咏叹， 情感自然而然层层流露。 全诗在语言和内容上独具匠心， 充满了丰富的隐喻

和联想， 足以见到诗人深厚的语言积累和文字功力。 第 ９９ 首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我对孟浪的紫罗兰这样谴责：

“温柔贼， 你哪里偷来这缕温馨，

若不是从我爱的呼息？ 这紫色

在你的柔颊上抹了一层红晕，

还不是从我爱的血管里染得？”

我申斥百合花盗用了你的手，

茉沃兰的蓓蕾偷取你的柔发；

站在刺上的玫瑰花吓得直抖， 　 　

……

我还看见许多花， 但没有一朵

不从你那里偷取芬芳和婀娜。 （梁宗岱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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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阈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解读

根据皮尔士的思想， 象征关系是指 “符号具有代表该对象的意义， 并具有任意性”

（王铭玉， ２００５： ２１）。 受到彼特拉克 《歌集》 的影响， 诗人自比一只在海上被暴风巨

浪攻击的船只， 他写道： “我的生命如同一条船， 在黑夜环境， ／ 在波涛翻滚的大海里，

在暴风雨中， ／ 渡过一道鬼门关； 爱神站在舵前， ／ 它是我的主宰， 又是我的敌手和克

星。 ／ ／每一条桨都在玩世不恭， ／ 似乎在把滔天的巨浪嘲弄； ／ 狂暴的风不停地喘着粗

气， …… ／ ／ 苦涩的雨水， 傲慢的雾气重重……／ ／ 两颗明亮的星星被遮挡住， ／ 聪慧和理

性被巨浪吞噬， ／ 我开始怀疑驶不到港口泊停……” （梁宗岱译） 又如在莎士比亚第 １１６

首诗中所述：

……

哦， 决不！ 爱是亘古长明的塔灯， 　 　

它定睛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 　 　

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恒星， 　 　

你可量它多高， 它所值却无穷。 　 　

爱不受时光的播弄， 尽管红颜 　 　

和皓齿难免遭受时光的毒手； 　 　

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 　 　

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 （梁宗岱 译）

诗人在此用一系列意象符号编码， 传递信息给读者， 这不仅是对能指的解读， 更超

出能指， 是各自所指的综合表达。 诗中的船只、 塔灯和恒星不仅仅是诗人创作的意象符

号， 所指还上升到人生的巨大航船， 生命迷途中的舵手和灯塔及人生之路中璀璨的恒

星。 风暴、 迷舟象征孤独冰冷、 恐惧和厄运， 塔灯、 恒星给予人们温暖、 力量和陪伴。

多种意象符号成为人生旅行中种种历练的经历和记忆， 诗人分享的不仅是感受与情感，

更耐人寻味的是诗中蕴含的人生哲学和命运真谛。 诗人通过寻常意象符号的描述， 揭示

深邃的人生感悟， 以小见大， 由表入里， 赋予诗歌强大的生命力量和深刻的价值意蕴。

诗人利用结构文本的规律性、 符号间的象似性及语言韵律的艺术节奏效果， 将整首诗歌

放缓了节奏， 慢慢地过渡到尾声， 给读者留下了多重思考想象的空间， 延续了审美的回

味， 令人耳目一新， 意犹未尽， 流连忘返。

结语
综上所述， 在符号学视阈下探寻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意象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结构形

式特点， 以及美学象征和深层次表达， 能够更加全面深刻地解读诗中所蕴含的符号学内

涵及启示， 同时增强读者的审美感受。 整体诗歌气韵自然显露， 混合了现实与想象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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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美感。 多重意象符号具有特定含义， 再现了诗人的感受和记忆经验， 独具禅意之美。

因此， 从符号学角度剖析英语诗歌语言及文本， 清晰深入地理解诗中的符号及其内在深

意， 不失为美育教育教学和诗歌鉴赏的一种新型有效路径和参考。

［ １ ］ Ｂｏｏｔｈ， Ｓ􀆰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ｓ Ｓｏｎｎｅｔｓ ［Ｍ］．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 ２ ］ Ｃｈａｒｎｅｙ， Ｍ􀆰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ｏｎ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Ｌｕｓｔ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

［ ３ ］ Ｄｒａｂｂｌｅ， Ｍ􀆰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 ５ｔｈ 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 ４ ］ Ｈｉｌｌｅｒ， Ｇ􀆰 Ｇ􀆰 Ｐｏｅ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ｎ Ａｇｅ： ａｎ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ｙｅ，

１９９０．

［ ５ ］ Ｐｅｃｋ， Ｊ􀆰 ， Ｍ􀆰 Ｃｏｙｌｅ􀆰 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 Ｐｌａｙ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８５．

［ ６ ］ 罗益民 􀆰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三个主题 ［Ｊ］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０５ （２）： １５４ － １５９．

［ ７ ］ 莎士比亚 􀆰 十四行诗 ［Ｍ］． 梁实秋， 译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２００２．

［ ８ ］ 索绪尔 􀆰 普通语言学教程 ［Ｍ］． 高名凯， 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

［ ９ ］ 谈瀛洲 􀆰 莎评简史 ［Ｍ］．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０］ 王铭玉 􀆰 语言符号学 ［Ｍ］．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１］ 王铭玉 􀆰 中国符号学的理论依归和学术精神 ［ Ｊ］ ．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２３ （１）： ６４ － ６６．

［１２］ 王铭玉 􀆰 美国符号学概观 ［Ｊ］ ． 语言学研究， ２０１５ （２）： １７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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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阈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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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际翻译： 理论、 问题与分析 （上） 　

尼古拉·杜西 （著） 　 张良林 （译） 　

摘　 要： 本文借鉴了雅各布森关于翻译概念的三分法， 以及艾柯在其关于翻译的著作 《老

鼠还是耗子？ 翻译即协商》 中对相关术语的讨论。 本文特别关注符际翻译问题，

探究并展示从一种 “语言” 到另一种语言的 “翻译” 是什么意思。 如从小说到电

影媒介的翻译， 以及翻译这个术语在多大程度上被隐喻性地使用， 或者它的语义

是否被扩展了， 从而包含了比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更广泛的概念。

关键词： 艾柯　 翻译　 符际翻译　 改编　 对等

翻译、 阐释、 嬗变
在开始讨论符号际关系时， 尤其是讨论书面文本和视听文本之间的关系时， 人们需

要记住一个最初的反对意见， 即尽管人们涉及的问题是可译性问题， 但作品本身仍然是

自主的， 并且具有自己的内在连贯性和衔接性。 有人认为， 各种因素会导致文本不可互

换， 如文本的 “言外之意” （热尼纳斯卡， １９９２）。 然而， 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它们之

间的相互依存性， 因为正如尤利·洛特曼 （Ｊｕｒｉｊ Ｌｏｔｍａｎ） 教导的那样， 各种艺术与其

缪斯女神携手并进， 紧密联系， 从而使不同语言在互动中的表述操作具有相同性质或执

行相同功能。 （贝泰蒂尼， １９８４； 麦茨， １９９１）

例如， 在处理文学文本和视觉及视听文本之间的翻译时， 这些文本的符号系统在表

达层面上几乎是完全独立的。 然而， 在内容层面上， 如果人们接受内容是所有符号系统

的基本属性之一 （格雷马斯、 库尔泰斯， １９７９）， 那么可翻译性的话题仍然是开放的。

在罗曼·雅各布森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 提出的翻译类型的三分法中， 他把符号际翻译定

义为 “用非言语符号系统的符号对言语符号的阐释”。 为了强调转换这一概念， 他选择

了一个术语上的替代词， 即同义词 “嬗变”。 雅各布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 即将翻

译分为三类， 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这三种翻译类型有不同的名称： ①语内翻译或重述， 是用同一种语言的其他符

号对言语符号进行的阐释。 ②语际翻译或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是用另一种语言对言

语符号进行的阐释。 ③符际翻译或嬗变， 是用非言语符号系统的符号对言语符号进

行阐释。 （雅各布森， １９５９： ２６１）

因此， 翻译可以在同一符号系统内进行研究。 在特定文化中， 不同社会话语领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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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进行翻译的频率较高， 如在科学话语和宗教话语之间， 或者电影翻拍中， 这是一种有

趣的历时性 “翻译” 形式。 实际上， 可以在所有符号系统 （而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系统）

的相互关系核心处辨别出一种翻译机制， 如在电影与戏剧 （赫尔伯， １９９７）、 绘画与电

影 （博尼策， １９８５； 奥蒙， １９８９； 科斯塔， １９９１）， 以及文学与电影之间的符际嬗变或

翻译中辨别出一种翻译机制。 在电影符号学研究中， 不同学者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表达

方式多种多样， 从所谓的 “艺术之间的符号学干扰” （麦茨， １９７１） 到完全转译

（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概念。 一方面， 路易斯·叶尔姆斯列夫 （Ｌｏｕｉｓ Ｈｊｅｌｍｓｌｅｖ） 在具有不同

内容、 质料和表达形式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中谈到了转导 （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而格雷马

斯实际上采用了转译一词来表示由自然语言导向其他 “感官秩序” 的互文性转换

（格雷马斯， １９６６： １４）。 另一方面， 热奈特认为， 翻译涉及一种外延更广的超文本

性， 因为转译牵涉一个 “二级文本……或源自另一个先前存在文本的文本”。 （热奈

特， １９８２： ８）
按照洛特曼的观点， 可以说美学文本的功能之一是产生新的意义。 虽然每个文本都

创造了自己的符号空间， 其中等级有序的语言相互作用， 但它也是一个 “意义生成

器”， 需要与其他文本建立对话关系才能发挥作用。 用洛特曼的话说， 甚至一个观众也

是一个 “文本”。 例如， 一部电影与其所依据的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 或者书面故事与

完工的电影之间的反向关系， 可以通过构建读者 “模型” 或观众 “模型” 来准确地加

以考察。 （艾柯， １９７９ｂ） 在这里， 这些策略被理解为文本策略， 它们以相互的方式发

挥作用或停止运作。 因此， 符际翻译是一种复杂的 “行动形式”， 不是简单的转码， 而

是一种跨文化的、 动态的功能性事件， 一方面要忠实于源文， 另一方面要将其转化为在

目标文化中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文本。 （科勒， １９９５； 赖斯、 弗米尔， １９８４） 之所以存

在这种动态性， 是因为不同的语言被视为允许可译性的系统， 被视为部分开放的系统，

但同时系统本身之间的边界仍然存在并起到过滤器的作用， 维持着各自的差异。 （洛特

曼， １９９３； 托罗普， ２０００）
安伯托·艾柯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重新考虑了雅各布森的三分法， 指出不同种类的翻

译首先都是阐释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 艾柯声称可以更精确地区

分出一个系统内阐释的领域。 实际上， 他描述了不同的可能性。 在这些可能性中， “阐

释项与被阐释的表达属于同一符号系统”， 表达的质料会产生一些变化， 但 “不是非常

重要”。 （艾柯， ２００１ｂ： １００ － １０１） 这个领域总体上包括同一自然语言内的语内阐释的

例子， 如同义词、 定义、 释义， 一直到戏仿的极端情况， 也包括非言语语言内的内部或

符号系统内阐释。 如在音乐符号系统中， 把一段乐曲转录成不同的曲调。 通过表演来作

为阐释的手段， 如舞台演出或阅读一个文本， 人们就能够呈现这种系统内阐释与下一个

领域之间的联系。 根据艾柯的说法， 系统间阐释的领域依次包括两个大类。 在第一类阐

释中， 人们可以发现 “表达的质料方面产生重要变化”。 （艾柯， ２００１ｂ： １０６） 例如，

在语际翻译 （或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中； 在重写中， 如艾柯翻译雷蒙·格诺 （Ｒａｙｍ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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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ｅｎｅａｕ） 的 《风格练习》 时； 或者在其他符号系统中， 如绘画的印刷复制品的情况

下。 在第二类阐释中， 艾柯解释说， “从意旨到表达的意旨有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就像

一首诗通过一幅炭笔画来阐释 （通过为其配图） 时， 或者一部小说被改编成漫画形式

时那样” （艾柯， ２００１ｂ： １１８）。 首先艾柯考察了诸如 “准同义词” 这样的现象。 他举

了这个例子， 即用言语方式表达禁止标志的含义， 然后通过改编或嬗变来进行阐释， 而

转译涉及具有不同意旨和表达质料的符号系统之间的关系， 就像这里将要分析的例子一

样。 更具体地说， 艾柯声称， 符际翻译只能是改编， 因为它常常从根本上改变先前的文

本， 不可避免地解释未说出的内容， 以图像形式展示某些东西， 因此在小说保持更大程

度的不确定性的地方确切地建立了一个观点。

我们选取 １９９５ 年发行的美国电影 《烟》 作为分析案例， 该片通过视觉画面具象化

呈现了台词叙述的内容。 本研究将论证： 除常规的阐释行为外， 这种跨模态转化更应被

视为一种转译过程， 即不同表现形式间的翻译行为。 当源文本与目标文本在实质内容和

表达载体上存在差异时， 通过建立有效的形式转换机制， 能够化解话语隐含意义带来的

翻译难题。 在此框架下， 翻译过程允许存在选择性转化， 当遭遇不可译性时， 可灵活转

向文本的特定层面进行处理。 这些具有目标语挑战性的文本层次， 恰恰可能成为语言更

新的潜在生长点。

改编、 转换与转导
从 “层次” 理论开始说起， 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 这些层次构成了语言的表

达层面和内容层面。 因此， 符际翻译是指用一个或多个具有不同意旨和表达质料的符号

系统， 对一种内容形式进行重新呈现， 而这一内容形式在一个或多个相关层面上在主体

间被认可为与源文本的内容形式相联系。

然而， 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的是， 符际翻译不仅仅是在新文本中转译或重新呈现源

文本的内容形式及在可能情况下表达形式的问题。 人们有必要以动态视角看待翻译中发

生的变化， 有必要更多地考虑重新激活和选择源文本中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系统， 并在

目标文本中以适当的方式翻译这些关系。 （托罗普， １９９５： １９０； 托罗普， ２０００） 尽管在

像电影这样的融合性文本中存在多种语言， 并且相对于文学文本而言， 其表达层面的意

旨、 质料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麦茨， １９７１）， 但电影始终应被视为一种美学文本， 其表

达层面和内容层面对于整体意义的构建都是必要的。

如前文所述， 艾柯在划分改编或 “嬗变” 翻译领域时， 强调质料和形式差异之间

的表达 “意旨” 差异。 艾柯指出， 在从一首诗到一幅画， 或者从一部小说到一部电影

的嬗变中， 始终且首先存在一种 “意旨嬗变”。 此外， 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 即 “语言

表达的形式不能一对一地映射到另一个连续体上”。 在从言语语言到视觉语言， 或者到

音乐语言的嬗变中， “存在两种表达形式之间的比较， 它们的 ‘对等性’ 因此是无法确

９９



定的” （艾柯， ２００１： ９８ － ９９）， 至少不是像两首诗之间的语际翻译中的对等情况， 在

那种情况下总是可以证明 “意大利的双重七音节诗行在韵律上等同于法国的亚历山大

体” （艾柯， ２００１ｂ： ９９）。 那么， 根据艾柯的观点， 翻译是 “阐释此类中的一种” （艾

柯， ２００１ｂ： ６８）， 所以将阐释和翻译视为简单的对等物是不正确的。 艾柯认为， 雅各布

森试图克服关于意义的心理主义或反心理主义的争论， 他利用皮尔士理论来重申， 将意

义概念 “当作好像它是一种翻译” 来思考的有用性。 （艾柯， ２００１ｂ： ７１） 这使艾柯能

够批评乔治·斯坦纳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ｅｒ） 的理论及像保罗·法布里 （Ｐａｏｌｏ Ｆａｂｂｒｉ） 等人的

立场。 他们认为， 所有的意指过程首先且最重要的是翻译过程。 （洛特曼， １９９３； 洛特

曼， ２００１） 艾柯指出， 这种将语言视为无尽翻译的观点的局限性恰恰在于表达方面的

多样性： “确定了这一局限性， 我们不得不说， 在至少一种情况下， 存在一些阐释形式

与自然语言之间的翻译并不完全可比。” （艾柯， ２００１ｂ： ７３） 艾柯重申 “阐释领域比严

格意义上的翻译领域更广阔 （艾柯， ２００１ｂ： ７３）”。 即使在翻译和嬗变的情况下， 对于

要追求源文本的哪个主要效果或目标达成了一致决定， 如得到一种诗意效果， 这也因而

成为对源文本意图的出色阐释。

尽管他们的最终立场不同， 但奥马尔·卡拉布雷斯 （Ｏｍａｒ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也对雅各布

森的三分法表示怀疑， 因为他指出， “并非所有的符号系统都是对等的” （卡拉布雷斯，

２０００： １０３）： 有些过程当然源自于产生它们的系统， 但也有一些过程同时就是本身的系

统， 如绘画、 电影和音乐曲目。 出于这个原因， 卡拉布雷斯认为翻译只能在局部而非全

局进行理论化， 因为它始终是一种文本的和 “个体的” 现象。 卡拉布雷斯将翻译描述为

总是 “不完美的”。 他谈道， 翻译只是根据所选择的语义层次， 以及目标文本的目的或

目标， 在文本之间进行内容上的 “渐进式” 转移—转换。 因此， 翻译成为 “通过 （局

部的） 风格上的对等结构将内容从源文本到目标文本的转移” （卡拉布雷斯， ２０００：

１１３ － １１４）。 卡拉布雷斯认为， 与其将翻译作为阐释来研究 （这实际上从未受到质疑），

不如专注于一些基本问题更有成效， 如意义的转移及由此带来的转换等， 将翻译视为从

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 从一个 “独特性” 到另一个独特性的转换过程。 这种转换将

由一个主体操作者出于特定目的根据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契约而完成。 这种能力交换

最终将受到评估， 或者更确切地说， 受到一种 “审查”。 （格雷马斯、 库尔泰斯， １９７９）

因此， 卡拉布雷斯对翻译过程提供了一种 “元叙事” 视角， 这让人想起洛特曼关于翻

译中文本的相遇、 冲突和融合过程的假设。

在转向讨论符际阐释和转换问题之前， 前面简要提到了转导。 转导是法布里观点的

出发点。 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产生的语境， 人们有必要参考近期的感知理论。 当一种感知

刺激被转化为电脉冲， 且这些电脉冲在一系列时间间隔内到达大脑时， 人们就会使用

“转导” 这个术语来描述这种情况。 例如， 鲁杰罗·皮耶兰托尼 （Ｒｕｇｇｅｒｏ Ｐｉｅｒａｎｔｏｎｉ）

解释说： “刺激越强烈， 时间序列就越密集。” （皮耶兰托尼， １９９６： ８） 他将 “转导”

定义为一种阐释策略， 该策略将机械刺激进行编码， 并转化为一个时间化的电脉冲。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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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多感官机制或许也解释了大脑中联觉的形成。 （弗洛赫， １９９５； 卡诺、 克雷莫尼尼，

１９９０） 法布里提到了格雷马斯的融合符号学研究， 也提到了上述研究， 这些研究认为

人们的体验总是多感官的， 并且只能在大脑中加以确定。 法布里重申了感知现象学理论

的重要性 （梅洛 庞蒂， １９４５）， 指出了近期的践行或 “具身思维” 认知理论所借鉴的

事实的重要性 （莱考夫、 约翰逊， １９９９）， 并主张基于感官层面上所理解的语言的相互

可译性原则来发展一种跨符号学 （德勒兹、 瓜塔里， １９８０）。 法布里解释说， 考虑到音

乐的空间维度， 人们可以理解声音的 “具象句法” 如何能够相当容易地在文学或绘画

中得到表现。 （布列兹， １９９０； 方塔尼耶， １９９９） 毕竟， 法布里回忆道， 在结构符号学

中已经有了这样的理论， 即符号是 “一种可以由不同表达质料组成的内容结构， 具有

它们自己的句法”。 出于这个原因， 通过将践行理论本身符号学化， 人们可以提出 “一

种多感官的翻译观念， 它也是多声部的、 多义的， 并且非常清楚地表明翻译始终是一种

跨感官的翻译， 是一种由所有复杂感官体现的行动” （法布里， ２０００ｂ： ２７５）。

融合性文本和表达层面
在一些关于电影改编的研究中， 人们强调， 至少在分析的初步阶段， 有必要区分对

内容层面的研究和对表达层面的研究， 尽管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加以探讨。 （瓦努瓦，

１９８９） 在转译中为相同的内容形式选择一种特定的表达形式时， 电影、 绘画或连环漫

画总是必须做出阐释性的选择并运用精确的文本策略。 （艾柯， １９９０） 根据克里斯蒂

安·麦茨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ｅｔｚ） 的观点， 在电影中， 能指的不同质料都是语言， 它们会选择

不同的表达形式， 这再次与内容的形式相关。 （麦茨， １９７２： １６４） 暂且不论有人可能

针对麦茨本人后来也放弃的一种 “老式结构主义” 立场提出批评， 但有必要强调的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 电影是一种融合性文本。

要谈论像电影这样的融合符号系统与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可译性， 其基本假设必须

在重新审视表达层面和内容层面的意旨与质料问题中去寻找。 如吉尔·德勒兹 （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ｚｅ） 就指出， 语言的存在只是对与语言无关的物质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非语言物

质） 的反应， 并且语言会对其进行转换。 重要的是， 不要仅仅从语言学角度去思考符

号学， 而要将其视为由 “语言片段和非语言片段” 组成。 （法布里， １９９８ｂ： ２１１） 正是

叶尔姆斯列夫在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之间的关联 （叶尔姆斯列夫， １９５４）， 使德勒兹能

够避开 “表达” （被理解为能指） 和 “内容” （所指） 之间的传统对立， 对其进行重新

阐述以避免任何语言唯心主义， 并找到一致性领域。 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

（Ｐｉｅｗｅ⁃Ｆéｌｉｔ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 的作品有助于克服大多数关于语言差异的立场所基于的偏见， 克

服他们严格区分能指和所指并把它们看作语言的 “感知” 和 “概念” 层面的静态问题

而假定的语言之间的不可译性。 至少， 这是法布里的解释： “每一个感知都可以成为一

个新的可感知表达的概念， 每一个概念内容都可以成为一个新内容的表达。” （法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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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８ｂ： ２１２ － ２１３）

那么， 语言在物质和质料上的差异给翻译带来的问题， 或许可通过形式间的有效转

换得以解决。 不过这种转换不应被视为静态的， 而应被看作是促成文本生成的内部张力

与外部张力之间的一种平衡状态。 然而， 正如前文提出的异议所揭示的， 当论及翻译

时， 这一点并不充分， 或者说， 它只是该问题特定视角下的一部分。 回到最初基于叶尔

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给出的符际翻译的定义， 现在可以更具体地说， 在翻译和转译中， 形

式之间的转换过程的问题只有在分析已经产生和被表述的文本时才会出现。 一旦通过一

种假设演绎的方法重建意义并实现翻译过程后， 考虑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 考虑表达层

面和内容层面的形式之间的关系， 只能有助于事后解释翻译的动态机制。 （格雷马斯、

库尔泰斯， １９７９） 如果更广泛地看待符号系统之间的可译性问题， 以及阐释和翻译

（符际和语内的） 的过程， 就有必要从其转换转移的角度来审视单个文本， 而不仅仅是

用预先确定的系统来审视。 因此， 可以肯定的是， 在两个文本之间允许从规律性、 常量

和不变量的角度进行翻译的是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之间的关系。 而表达和内容的质料相

互作用， 从而把翻译界定为变化和差异，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转换过程。

把符际翻译看作文本系统之间的一系列过程加以研究， 就像任何聚焦文本各层面之

间转化过程 （或其他情况） 的分析一样， 这些层面无论是文本内的还是文本间的， 都

鼓励对文化和语言的动态性质进行思考。 许多对电影改编或其他符际翻译的分析实际上

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地研究了一种话语结构的形成和拆解过程。 因此， 它们促使人们反思

形式的任意性， 或者更确切地说， 反思形式与质料之间关系的约定俗成性， 以及文本和

特定文化中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之间区分的本质。

相似性与可译性

４􀆰 １　 忠实性、 对等性与相似性规则

许多翻译方法都认同需要考虑翻译行为背后的文化和语境限制及特殊性， 从 “宽

泛” 意义上定义对等性， 认为它在很多方面必然是相对的。 （巴斯内特， １９８０； 纽马

克， １９８１； 赖斯、 弗米尔， １９８４； 赫曼斯， １９８５； 勒菲弗尔， １９９２） 例如， 对等性被理

解为一种基于价值的文化关系， 这种价值总是可以通过主体间协商确定， 是翻译交流中

试图建立的一种 “交换价值”。 （皮姆， １９９２） 但对等性也可能是一种具体的决定， 即

赋予目标文本不仅与源文本相当的价值， 最重要的是还赋予类似的 “意义效果”。 （艾

柯、 内尔加德， １９９７ｃ； 杜西、 内尔加德， １９９８； 杜西， ２０００） 因此， 或许持以下观点

来谈论相似性更加合适， 即翻译中的对等性， 无论它是什么， “最好把它理解为一种相

似性而非同一性” （切斯特曼， １９９６： １５９）， 并认为与翻译相关的文本之间的对等性是

由 “相似性规则” 产生的 （艾柯， １９７５ａ， １９９７ｂ）。 这不仅涉及对译者进行训练以重建

２０１



符际翻译： 理论、 问题与分析 （上）

互文连贯性的动态机制， 还涉及目标文本为了 “忠实地” 与源文本互动而激活的意义

构建程序。 因此， 人们可以通过确定 “译者” 作品与 “被翻译” 作品的内部相似性规

则来研究 “译者” 作品的文本策略。 识别其中的形式和过程是比较符号学分析的任务。

这种方法使人们能够以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翻译的 “忠实性” 问题， 这个问题

在电影改编理论中也被广泛讨论。 因此， 忠实性将涉及一种策略， 这种策略设想对等的

效果， 尽管它意识到自身的符号学、 互文性和文化方面的特殊性及翻译的目的性。 （诺
德， １９９７） 艾柯反复主张， 译者处理的文本意义总是一种 “阐释性推测” 的结果： “翻

译不是关于两种语言之间的比较， 而是关于两种不同语言中的两个文本的阐释…… 阐

释意味着在对文本意义等对象进行一种猜测…… 翻译始终是在两种文化或者说两种百

科全书之间的转换而不是在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 （艾柯， ２００１ｂ： １４ － １７） 人们可能

倾向于改编源文本， 使之在目标读者受众的符号学领域中可以被接受或断定， 由新的阐

释者通过在转译中重新呈现适合于源文本的价值和意义效果来了解源文本的符号学领

域。 以这种方式重新解读以源文本为导向和以目标文本为导向的翻译之间的张力， 使人

们也能够将艾柯对语际翻译的定义应用于符际关系领域。

因此， 翻译不仅与语言能力相关， 还与互文能力、 心理能力和叙事能力相关。 意义

上的相似性只能通过阐释来建立， 而翻译， 按照皮尔士的理论是阐释的一种特殊情况。

用一系列解释项来替代一个给定的表达， 意味着替代的表达永远不会与被替代的表达相

等同， 因为它们在某个特定方面可能表达得更多， 而在另一个方面可能表达得更少。
“在某个特定方面” 是指根据一个给定的语境。 （艾柯， ２００１ｂ： １６ － １７）

人们也可以在艾柯关于 “忠实性” 的建议中找到解决 “意义相似性” 问题的方法：

忠实性的概念取决于这样一种信念， 即翻译是一种阐释形式， 并且 （即使考

虑到其假定读者的文化习惯） 译者必须致力于传达的目标， 不一定是作者的意图

（因为作者可能已经去世数千年了）， 而是文本的意图， 文本的意图是读者、 批评

家或译者进行阐释努力的结果。 （艾柯， ２００３ｂ： ５）

忠实性的标准是相对的， 并涉及一种取决于不同文化的主体间契约。 如果跨过一个

严格的定义 （哈尔沃森， １９９７）， 其可变性涉及对等性本身的评价问题。 因此， 在当前

的讨论中， 一个关键点是需要决定哪些翻译—转译标准被认为是恰当的。 这些标准不仅

适用于正在进行的翻译过程， 还适用于比较分析。 如果一个符际翻译与源文本的表述选

择保持一种一致关系， 这种关系在目标文本的各个层面上起作用， 那么它就可以被定义

为成功的或忠实的。 所以工作重点就在于译者对文本所作出的选择， 这些选择汇聚成一

个总体翻译策略， 而该策略源于对源文本意图的阐释。 （艾柯， １９９９ｂ） 这种阐释， 可

以通过比较文本分析拼凑起来， 成为翻译过程中需要涉及的， 并在目标文本的构建中得

到遵守的 “规范” 之一。 （图里，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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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本明确实施或隐含构建的翻译和阐释涵盖了文本的所有层面。 因此， 当人们分

析改编或转译过程时， 有必要非常清楚地确定选择了哪个相关层面 （杜西， ２００３）： 是

决定比较语义—叙事结构层面， 还是比较话语塑造中所采用的表述策略层面 （行为者

的、 空间的、 时间的）。 在前一层面上可以分析出针对第一个文本的各种删减、 扩充、

扩散和浓缩情况， 而后一层面的范围涉及从最抽象的主题和价值观到通过特定视角在话

语上构建的可识别的世界构型和形象。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会审视每部电影或目标文本

所呈现的不同 “文本程序”。 （格雷马斯、 库尔泰斯， １９７９） 例如， 如何实现并强调

源小说的某些同型主题的价值， 将它们以具象同型 （类像同型） 主题加以实现， 并

在有关词汇的语义属性的 “麻醉” 或 “放大” 方面做出不同的选择 （艾柯， １９７９ｂ：

２４ － ２７）。

在文学翻译的讨论中， 亨利·梅肖尼克 （Ｈｅｎｒｉ Ｍｅｓｃｈｏｎｎｉｃ） 多次指出， 翻译从来

不仅仅是翻译所表述的内容， 还涉及表述及其策略。 （贝泰蒂尼， ２０００） 一般来说， 充

满趣味的是学者强调如何根据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对目标文本进行转换， 特别是

转换为与源文本不同的符号系统时的情况， 以及这一切如何可能通向全面重新语义

化的阐释路径。 （洛特曼， １９９３） 在翻译关系中， 文本之间的对等概念可以通过重新

呈现与源文本一致的意义效果来实现。 人们可以区分出以下两个视角： 一是符号学

视角， 即通过研究文本不同层面内部的关系来考察文本意义的构建； 二是更仔细地考

察由文学或视觉及视听文本所设想和认可的阅读路径的重建。 （艾柯， １９７９ａ， １９９０； 贝

泰蒂尼， １９８４）

前面已经提到了可译性、 对等性、 美学文本的开放性和封闭性及其转译等概念。 值

得再次强调的是， 人们对符际翻译特征敏感的比较分析的挑战不仅涉及目标文本在内容

层面上采用的策略， 还涉及在表达层面上所需做出的选择。 通过探索表达层面的美学

化， 电影转译构建了内部共鸣和意指系统。 这些系统可以被视为对文学文本或绘画文本

的诗性作出的回应， 特别适用于 “处于符号显性层面之下” 的符号关系 （格雷马斯，

１９８４）， 即在塑形层面和象征层面 （或深层象征层面）。 通过这些策略贯穿目标文本的

塑形代码， 能够寻求与源文本跨越质料差异的表达对等。 （卡拉布雷斯， ２０００） 因此，

研究符际翻译并不只是调查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及两个文本之间的策略， 还包括分析在

具有不同表达意旨和质料的符号系统中它们之间的相似性。

［ １ ］ 奥蒙． 无尽之眼： 电影与绘画 ［Ｍ］． 巴黎： 内森出版社， １９８９．

［ ２ ］ 保罗·奥斯特． 烟雾与蓝调至上 ［Ｍ］． 纽约： 海波龙出版社， １９９５．

４０１



符际翻译： 理论、 问题与分析 （上）

［ ３ ］ 罗兰·巴特． 图像修辞 ［Ｊ］ ． 交流， １９６４ （４）： ４０ － ５１．

［ ４ ］ 巴斯内特． 翻译研究 ［Ｍ］． 伦敦和纽约： 梅休因出版社， １９８０．

［ ５ ］ 贝泰蒂尼 􀆰 视听对话： 电影和电视话语问题 ［Ｍ］． 米兰： 邦皮亚尼出版社，

１９８４．

［ ６ ］ 贝泰蒂尼 􀆰 作为跨媒介对话问题的翻译 ［Ｃ］ ／ ／ Ｐ􀆰 卡莱法托、 Ｇ􀆰 Ｐ􀆰 卡普雷蒂尼和

Ｇ􀆰 科拉伊齐 （编）． 文化相遇： 符号学在边界与翻译之间 􀆰 罗马 ＆ 巴里： 拉泰尔

扎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４１ － ５１．

［ ７ ］ 博尼策 􀆰 脱框： 电影与绘画 ［Ｍ］． 巴黎： 电影明星出版社， １９８５．

［ ８ ］ 布列兹 􀆰 肥沃的土地 ［Ｍ］． 米兰： 莱昂纳多出版社， １９９０．

［ ９ ］ 布雷蒙 􀆰 叙事逻辑 ［Ｍ］． 巴黎： 瑟伊出版社， １９７３．

［１０］ 卡尔卡里 􀆰 语言、 思想和感知中的相似性 ［Ｍ］． 图尔纳霍特： 布雷波尔出版

社， １９９５．
［１１］ 卡拉布雷塞 􀆰 不完美对等的奇怪案例 （关于符际翻译的适度观察） ［ Ｊ］ ． 对极，

２０００ （８５ － ８７）： １０１ － １２０．

［１２］ 卡诺， Ｇ􀆰 克雷莫尼尼 􀆰 电影与音乐： 通过叠加讲述 ［Ｍ］． 佛罗伦萨： 瓦莱基出版

社， １９９０．

［１３］ 卡塞蒂 􀆰 在凝视之内： 电影及其观众 ［Ｍ］． 米兰： 邦皮亚尼出版社， １９８６􀆰 （英文

译本 􀆰 １９９９􀆰 凝视之内： 虚构电影及其观众 ［Ｍ］． 布卢明顿—印第安纳波利斯：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１４］ 查特曼 􀆰 故事与话语： 小说与电影的叙事结构 ［Ｍ］． 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

社， １９７８．

［１５］ 切斯特曼 􀆰 论相似性 ［Ｊ］ ． 目标， １９９６ （８）： １５９ － １６４．

［１６］ 希翁 􀆰 视听： 电影中的声音与图像 ［Ｍ］． 巴黎： 内森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１７］ 科斯塔 􀆰 电影与绘画 ［Ｍ］． 博洛尼亚： 克鲁埃布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１８］ 科斯塔 􀆰 一个图像的图像： 电影与文学 ［Ｍ］． 都灵： 乌泰出版社， １９９３．

［１９］ 德勒兹 􀆰 电影 ２： 时间—影像 ［Ｍ］． 巴黎： 午夜出版社， １９８５．

［２０］ 德勒兹， Ｆ􀆰 瓜塔里 􀆰 众多高原：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 ［Ｍ］． 巴黎： 午夜出版

社， １９８０．

［２１］ 德沃托， Ｇ􀆰 奥利 􀆰 意大利语词典 ［Ｍ］． 佛罗伦萨： 勒莫尼埃出版社， １９９０．

［２２］ 杜西 􀆰 引言： 重新定义符际翻译 ［Ｊ］ ． 对极， ２０００ （８５ － ８７）： ３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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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符号学》 导言　

雅克·丰塔尼耶 （著） 　 王天骄 （译） 　

　 　 本书是一部教材， 面向硕士与博士研究生， 也面向所有对语言科学特有的理论和方

法已经有些了解， 并对意指结构理论感兴趣的人士。 事实上， 本书打算把符号学的研究

成果加以综合。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构思和出版的其他符号学教材已经从文本结构分析

的角度提供了该学科的整体视野， 本书主要介绍从那时———从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

以来 “发生了什么”， 同时也保留了之前的成果， 并把它们作为 （理论） 背景。

这些不同的研究都得到了发展， 但实际上它们的着眼角度往往大有不同， 甚至有时

完全带有论战倾向。 所以试图综合这些研究， 就要同意去除一部分分歧， 而只保留趋同

的主线， 即放弃考虑某些建议， 因为它们难以被纳入其中。 在综合过程中， 所涉及的每

一种研究———尤其是德尼·贝特朗 （ Ｄｅｎｉｓ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①、 让 弗朗索瓦·博尔德龙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Ｂｏｒｄｒｏｎ）②、 让 克洛德·科凯 （ Ｊｅａｎ⁃Ｃｌａｕｄｅ Ｃｏｑｕｅｔ）③、 让 玛莉·弗洛

什 （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Ｆｌｏｃｈ）④、 雅克·热尼纳斯卡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Ｇｅｎｉｎａｓｃａ）⑤ 及克洛德·齐贝尔

伯格 （Ｃｌａｕｄｅ Ｚ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⑥ 的研究———都将在特性方面有所丧失。 然而从整体而言， 正

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这门学科 （指符号学） 将会在如今所谓的 “可理解性方面”

（ｌｉｓｉｂｉｌｉｔé） 有所斩获。

那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符号学作为语言科学的一个分支被建

立起来， 它处于语言学、 人类学和形式逻辑的交汇点上。 像其他所有的语言学科一样，

符号学也经历了所谓的 “结构主义” 时期， 源自其中的符号学具备一种强大的理论和

一种严密的方法……当然还有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尽管结构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但这

并不意味着 “结构” 和 “系统” 等概念丧失了相关性。

如今， 语言科学发展的背景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结构 “动态化”， 系统 “自动组织

起来”， 形式位于 “拓扑学” （ 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范畴之内， 并且从严格意义上讲， 无论我们

对此感到高兴还是惋惜， 认知研究领域都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的地位。 从多个方面来

看， 这种变化还浮于表层， 它不会从深层次改变某些假设和方法， 撇开智力方式不说，

这些假设和方法从深层次定义了语言科学的思维。 然而， 符号学与自己的相近学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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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热尼纳斯卡 （１９３０—２０１０ 年）， 瑞士符号学家。
克洛德·齐贝尔伯格 （１９３８—２０１８ 年）， 法国符号学家。



道， 无论是在过去的 １５ 年间还是在今天都遇到了新的问题， 它发现了新的研究领域，

并且逐渐转移了自己的兴趣中心。

从一般视角来看， “认识系统” （éｐｉｓｔéｍè） 可以被认为是一套不同层级的系统， 它

把知识领域组织起来。 但是， 从特定学科的视角来看， 认识系统也是一种选择和调整的

原则。 对于这门学科来说， 它所选择或调整的内容在一定的时期内被认为是相关的和符

合科学规律的。 接下来， 变化就不断出现， 视角也不断拓宽， 而此时这种变化并不是审

慎之后对认识论限定条件的违背： 于是， 之前被禁止的方面又被重新提上日程， 这些方

面又重新变为可能； 之前被排除在外的东西也返回到被关注的范畴之中。 理论和方法论

“革新”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往往只是指先前被遗忘或放弃内容的意义效果 （ｅｆｆｅｔ ｄｕ ｓｅｎｓ）。 所

以出于谨慎起见， 当我们只是与 “禁欲返回” （ ｒｅｔｏｕｒ ｄｕ ｒｅｆｏｕｌé） 打交道时， 需要小心

警惕一种情况， 即宣称认识论的断裂和范式的改变。

更新并不是否认。 举例来说， 结构主义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只有不连续现象和所谓

的 “离散” 对照才是可理解的和具有相关性的。 但是它没有考虑到这些现象出现和设

置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这些现象经历了连续性变化和渐进性张力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自

然语言被考虑为一种抽象而封闭的系统， 从这个视角来看， 先前的这些阶段并不具有相

关性； 但是话语及它的陈述活动并不仅仅反映自然语言及其系统； 它们首先包含系统出

现及图示化的过程， 尤其是以对于可感世界的感受为基础而使话语具有形式的过程。 如

今， 人们对于这种说法似乎有了细微的区分， 好像确实只有不连续性才是可理解的。 但

是只有当我们把导致这些不连续性的过程加以考虑时， 这些不连续性才可以完全被理

解。 这就意味着这些过程及从中产生的离散的对立都是具有相关性的。

另一个例子是结构论符号学和获得结构主义灵感的其他学科一样都主张形式化。 形

式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就是清晰而编码化的象征标记系统， 它所要阐释的就是被描述形

式的完善、 稳固而纯概念性的特征。 但是根据先前的看法， 这些已经完成的形式也经历

了其他阶段： 在这些阶段中， 这些形式也是不稳固的， 它们处于转化之中。 不仅如此，
在先前的阶段中， 它们获得了 “可感的” 或 “印象的” 的属性， 而形式化随后又让它

们失去了这些属性。 所以象征性形式主义不再适应于这些新的研究问题； “形式” 及

（对形式） 尽可能清晰的描述必定成为被追求的目标。 但是， 在这种训练中， 如拓扑表

现， 则以更有利的方式取代其象征性标记的地位。 更为广泛地讲， 相比已经完成的形式

化过程， 我们更倾向于转化中的意指结构的图示化。

任何语言科学， 只要它试图解释这些形式及产生这些形式的操作， 或者想要考虑这

些过程的各个阶段及过程所产生的结果， 那么它都曾跨越过这一步， 即那些处于抽象、

变形却又被人所共知的参数所控制的空间， 从此替代了一系列象征及象征与术语之间的

关联。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也是新的研究主题的出现， 它们之前通常

是被排斥的。 之所以被排斥， 是因为即便它们完全属于作为学科的符号学， 却在结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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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原则的名义下被排除在外。 例如， 科学的客观性要求人们不能对话语的隐含和言下之

意产生兴趣： 然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人们又把这两个方面重新引入一场运动之中。 这场运

动一方面受到语用学、 另一方面受到陈述活动语言学的启发。

对于结构主义来说， 科学实践的主要 “罪责” （ｐｅｃｈé） 之一是 “唯心主义” （ｍｅｎ⁃

ｔａｌｉｓｍｅ）， 主观印象、 内心自省和直觉心理学等就这样被排除于科学思考的领域。 古斯

塔夫·纪尧姆 （ Ｇｕｓｔａｖ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① 总是被反驳， 因为他把 “操作时间” （ ｔｅｍｐｓ

ｏｐéｒａｔｉｆ） 记入语言主体心理之中。 在他看来， 操作时间对于语言学事实的形成来说是必

需的。 人们对诺曼·乔姆斯基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② 的讨论很活跃， 因为他把针对语法规

则的判断置于说话主体的直觉之中———事实上： 吉拉尔·热奈特 （Ｇéｒａｒｄ Ｇｅｎｅｔｔｅ） 最

终也不同意把 “视角” （ｐｏｉｎｔ ｄｅ ｖｕｅ） 这个概念用在专业语言学家的自我内省方面， 因

为它过于依赖感知的心理状态。

因此， 我们就能明白符号学为何花时间来重新探索情绪、 激情、 感知及其在意指过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同时还需要探索符号学与可感世界的关系， 以及与现象学之间的关

系。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具体的话语把情感事件及情感状态都呈现了出来， 感知把文本

描述和节奏都组织了起来。 符号学花时间是因为它必须探索和处理诸如 “话语特性”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ｄｕ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而不是 “思维特性” （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 ｄｅ ｌ􀆳ｅｓｐｒｉｔ） 的所有主题的方式；

这些主题专属于一种意指结构理论， 而不是认知心理学分支。 这种现象已经被识别， 从

话语符号学视角来看， 有待于把这些现象建构为认识对象。

如今， 这样的事情似乎已经在做了： 我们可以谈论话语激情和话语情感了， 就如同

我们可以谈论话语的陈述活动、 话语的叙述或论证逻辑一样。 然而， 这并没有把话语简

化为一种简单的症候， 而这种症候揭示给我们的是外在于它的一种心理状态。 符号学不

仅使话语成为自己探索的领域， 还使它成为自己学科规划的对象。 如今符号学既有能力

触及这些新问题， 同时也没有放弃那些基础性要素， 因为正是这些要素把符号学建设成

一门完整的学科。

这里不再详细讨论这些新的关注点： 这些不同的方面在下面会被更为详尽地提及，

或者它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被研究过了。 我们只想提醒这种兴趣转移的两个主要方面： 一

方面， 从对于结构的兴趣转向对于操作和行为的兴趣； 另一方面， 从对于离散对立的兴

趣转向对于张力及渐进性差异的兴趣。 前一种转移通往话语操作的一般句法， 所以我们

更倾向于把意义世界视为一种实践， 而不是一整堆固定的形式。 后一种转移通向一种张

力和程度的语义学， 这与经典的差异语义学相互兼容， 也与之相互竞争。

本书是一部教材， 应当遵循某些基本原则， 因为这些原则会方便我们获得 （教材）

所呈现的结果： 研究成果应该以系统、 严密、 明确和可操作的形式出现在教材中。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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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把对于这项工作的考虑留给了时间， 并且让教育家和教师来收

集这项工作的成果。 结果便是， 研究成果往往要等到 １０ 年或 １５ 年之后才能在教学中派

上用场。

我们在这里冒了风险， 因为我们没有等待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发挥作用。① 这样做之

所以具有风险， 是因为在研究中， 假设和提议的生效或失效往往取决于时间———时间会

让它们留存， 或是将它们丢弃到遗忘的深渊。 时间会进行过滤、 挑选并逐渐建立起严密

性、 系统化和充分阐释的条件。 因此， 我们也应当进行过滤、 挑选、 保留、 扬弃和组

织， 然而我们并没有采取时间 （这一标准）， 而是将采取 “视角” （ ｐｏｉｎｔ ｄｅ ｖｕｅ） 的

标准。

选择一种整体性视角并坚持不懈， 将为我们综合 （符号学成果） 的尝试带来严密

性、 系统性和明确性。 这是 “处于行为中的话语”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ｅｎ ａｃｔｅ） 的视角， 它是

“活的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ｖｉｖａｎｔ） 的视角和 “渐变中的” （ｅｎ ｄｅｖｅｎｉｒ） 意义的视角。

首先， 这一选择将在 （本书的） 第一章 （“从符号到话语”） 得到介绍和论证： 选

择处于行为中的话语的视角， 实际上就是考察符号学实践把我们的经验进行图示化， 使

之成为言语活动的方式， 而不是对最小的单位进行考察和切分。 在格雷马斯 ３０ 年前所

确定的视角下， 我们所考虑的符号学是有关 “意蕴整体”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ａｎｔ） 的符号

学， 然而这些意蕴整体是处于建构和转化之中的。

其次， 落实这一选择将着眼于所有符号学理论都应当具备的基本形式 （本书第二

章）， 即 “基本结构” （ｌ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事实上， 如果说话语符号学的相关

性单位不可以是符号的话， 那是因为相关性单位正在寻找把每个意蕴整体都组织起来的

价值系统， 并且这种价值系统在此呈现 “张力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ｅｎｓｉｖｅ） 的形式。

第三章考虑所提出的选择带来的所有结果。 这一章的题目是 “话语”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它提出话语作为 “场” （ｃｈａｍｐ， 一种拓扑学形式） 的一种整体表现， 主张对不同类型

和级别的图示化过程， 即对张力图示和标准化图示进行考察。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 （分别是 “行为者、 施事者和模态” 与 “行动、 激情和认

知”）， 将从最初的选择中提取出其他的结果， 它们与符号学经典理论中的主题有关。

至于行为者理论， 包括两种逻辑， 即 “位置逻辑” （ 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ｐｌａｃｅｓ） 和 “力量逻辑”

（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 之间的竞争， 其将引导我们区分话语的 “位置行为者” （ａｃｔａｎｔｓ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ｎｅｌｓ） 和叙述的 “转化行为者” （ａｃｔａ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ｌｓ）。 从话语的大维度来讲，

我们将展示行为话语视角通过何种因素来改变行动、 激情和认知三者各自的逻辑。

最后， 结论章节力图给陈述活动这一概念腾出位置。 事实上， 陈述活动概念遭遇了

不少挫折： 被结构主义 “遗忘” 之后， 它在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就

连纪尧姆主义后来也转变为一种陈述活动理论。 （陈述活动） 领域原本并没有涵盖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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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然而现在它将会 “包罗万象”。 这一切内容当然不会被简化为一个封闭和固化的

系统。 因此， 陈述活动主体往往被严格确认为普通的话语时位。

作者简介
　 雅克·丰塔尼耶， 男， 国际符号学协会 （ＩＡＳＳ⁃ＡＩＳ） 主席， 法国利摩日大学符号学荣

退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文学符号学、 激情符号学、 身体与意义。

译者简介
　 王天骄， 男，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

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文学符号学、 翻译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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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符号的述真问题①
　

于　 鑫　

摘　 要： 本文从符号学和传播学角度研究照片与现实的关系。 照片本质上属于像似符号，

但使用者可以把它用作指示符号， 指示某些具体事物的在场。 照片还可以转化为

规约符号。 照片符号的作者和读者赋予它解释项， 从而使照片符号具有规约意义。

在不同的语境下， 经过不同使用者的解读， 照片有可能会获得不同的解释项， 成

为不同的符号。 与其他符号一样， 照片符号也可以被用来说谎。 照片的述真是一

个交际过程， 此过程中发送者的意图意义、 照片的文本意义和接收者的解释意义

以不同的形式呈现， 形成了几种固定的述真模式。

关键词： 符号　 照片　 解释　 述真

前言
在当代社会， 符号的生产、 流通和消费均呈现出以图像为中心的模式。 在符号的大

千世界里， 作为一种边缘类型符号的照片由于在传播中具有形象性、 整合性和纪实性的

特点， 正日益取代语言符号的许多功能而占据中心地位， 可谓 “一图胜千言”。 这也正

是学者经常提及的读图时代的 “图像霸权”。

关于照片，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罗兰·巴尔特

（Ｒｏｌａｎ Ｂａｒｔｈｅｓ）、 安伯托·艾柯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Ｅｃｏ） 等符号学家都有所论述。 但照片是否属

于符号， 又属于哪一类符号， 他们的观点并不相同。 本文将基于皮尔士的符号观探讨照

片的符号性。 笔者的观点是照片既可以是象似符号， 又可以是指示符号或规约符号。 照

片可以在这三种符号之间进行身份转换， 并携带不同的意义， 具有不同的功能。

“有图有真相” 是人们对照片与其所指事物 （或事实） 的关系的一种自然、 朴素的

认识。 巴尔特认为照片的内容是场景本身， 照片是对自然的复制， 具有 “与自然本身

相等同” 的忠实性。 皮尔士也认为照片与拍摄物之间是一种直接的指示关系。 （李天，

２０１４： １３７） 实际上照片并不等于真相， 其真实性并非与生俱来。 照片天然具有的像似

性只能满足视觉上的真实感， 而不能保证符号本身的真实性。

艾柯认为， 符号学原则上是研究一切可以用来说谎的东西。 （Ｗｉｎｆｒｉｅｄ， １９９０： ３２５）

符号都具有可以用来说谎的特性， 因为符号只是代表某事物， 而不是事物本身。 在当代

社会中， 摆拍、 移花接木、 视觉错觉、 图像处理技术等使照片的真实性面临前所未有

①　 本文发表于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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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 笔者认为， 照片是多模态话语的一种体现形式。 照片在传播中伴随着意义的赋

予和解读。 它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做出不同的解释。 照片符号与其他符号一样， 都

具有 “述真” 问题 （符号是否被用于描述真相）。 法国学者格雷马斯 （Ｇｒｅｉｍａｓ， １９８２）

和我国符号学家赵毅衡 （２０１６） 都提出过符号的述真模式， 本文将在他们的研究基础

上具体探讨照片符号的述真问题。

照片的符号本质
对于 “照片是否属于符号” 这个问题， 不同符号学家的观点是不同的。

符号学创始人之一索绪尔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认为， 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 能指与所

指是通过社会规约联系的， 这种联系具有任意性。 依此观点看来， 照片是 “凝固的真

实影像”。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物与像的关系， 是一种必然联系， 不具有任意性，

因此照片不应该看作符号。 符号学家艾柯在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一书中对镜像的本

质进行了阐述， 他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及符号的定义， 列出七条理由来证明镜像并非

符号。 （Ｅｃｏ， １９８４： ２１４ － ２１７） 而照片和镜像的性质类似， 自然也不应看作符号。

符号学的另一位创始人皮尔士认为， 符号是媒介、 对象和解释项的三位一体。 符号

的可感知部分 （符号形体） 称为 “媒介”， 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 “能指”。 而 “所指”

分成两个部分： 符号所代替的事物——— “对象”， 和符号所引发的思想——— “解释项”。

皮尔士这种三元符号观不再是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 符号不是直接指称事物的， 是人

通过符号来指称事物的。 符号代表的对象是客观的， 而解释是主观的， 人对符号的认识

体现在解释项上。 如果把解释项理解为符号的内涵意义的话， 那么这种意义是符号的接

受者主动认知的结果。 因此， 赵毅衡把符号定义为 “携带意义的感知” （赵毅衡，

２０１６： １）。 依此观点看来， 照片可以被感知， 能够反映对象， 可以携带意义， 自然就是

一种符号。

皮尔士把符号分为像似符号、 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 （又译为 “象征符号”）。 照片

应该属于哪一种符号呢？ 笔者认为， 照片本质上属于像似符号， 但也被用作指示符号和

规约符号。

２􀆰 １　 作为像似符号的照片

所谓像似符号， 是一种与指称对象有某些相似性的符号， 如绘画、 照片、 地图、 网

络上的表情符号等。 按皮尔士的分析， 像似符号又可分为三类： 映像符、 拟象符和隐喻

符。 照片应属于映像符， 符号与所指对象单纯是外形属性上的相似。 需要指出的是， 即

使是映像符也是存在一定的任意性的。 首先， 取景框所看到的事物肯定有摄影师的思想

和情感所主导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 其次， 受拍摄角度、 光线、 场景、 表情等因素

的影响， 每张照片都有自己的特点。 照片与真实的场景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复现关系。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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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作为像似符号， 使读者产生真实感。 而这种像似性也可以是伪装的外衣， 为照片作者

“说谎” 提供便利。

２􀆰 ２　 作为指示符号的照片

指示符号的表征方式， 是符号形体与被表征的对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或邻近性

的联系， 使符号形体能够指示符号对象的存在。 例如， 足迹、 回声、 路标、 商标等都属

于指示符号。 指示符号的本质是提醒被指示物在当前情景中存在， 照片也可以具有这样

的功能。 照片与被摄物之间表现为一种因果关系， 被摄物是因， 照片是果。 因此， 以照

片作为指示符号是具有天然的优势的。 例如： 某人的证件照可以指示其本人； 网上商城

中货物的照片可以直接指向货物本身； 领导人会晤的新闻照片可以证实这次会晤是真实

发生的； 在生活中， 人们将爱人的照片藏于钱包内随身携带， 就像与所爱的人同在……

人们甚至将照片等同于事物本身， 如对着去世的亲人的照片说话， 就被看作是对着亲人

本人说话。

作为像似符号的照片可以脱离使用者存在， 它本身无所谓真和假， 只有似与不似。

例如： 随手拍摄的风景照并不指向某一具体的事物， 只是一个纯粹的像似符号。 如果人

们不去给它命名， 它是无所谓真假的。 但是， 作为指示符号的照片就已经与具体的事物

发生联系了， 它必须被命名。 也就是说， 此时照片已经是一个图文混合的多模态话语符

号。 照片只可能指向被拍摄物这唯一的物象。 拍摄者如果赋予它别的解释项， 让它指向

其他的东西， 就是利用照片 “说谎” 的行为。 此时， 照片符号就开始出现了述真问题。

２􀆰 ３　 作为规约符号的照片

规约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没有像似性或因果相承的关系， 只有象征关系。 它们的

表征方式仅仅建立在社会约定的基础之上。 例如， 语言就是典型的规约符号。 只有人类

才能够使用和理解这些规约符号。 规约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联系必须得到一定社会群体

的认可。 由于人类对规约符号的运用和讨论最多， 因此许多人把符号狭义地理解为规约

符号。 索绪尔所理解的符号也正是规约符号。

照片也可以被作者赋予意义， 从而成为一个规约符号。 例如： 它可以代表对童年的

怀念、 对亲情的不舍、 战争的残酷无情、 国家之间的友谊、 对人类命运的担忧、 干部对

群众的关心， 等等。 这些解释项并非照片天生具有， 而是照片的作者赋予它的。 当然，

照片还需要读者去做出或者相同， 或者不同的解读。

照片要想成为象征符号， 不仅需要被命名， 还要与某个语言中的命题相联系。 这种

联系要得到社会群体的认可。 即便某张照片对其拥有者来说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但对其他人来说， 它可能依然只是一个像似符号或指示符号。 相反， 某些照片的作者并

未想使之成为规约符号， 但读者有可能会做出其他的解读， 使之成为规约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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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照片作为像似符号是无所谓真假的， 只有似与不似， 即能否使读者产生真实

感； 照片作为指示符号， 就产生了是否正确指示客观事物的问题， 即符号是否能够述

真； 而照片一旦成为规约符号， 又产生了符号交际是否成功的问题， 即作者赋予照片的

意义是否被读者正确解读。

照片符号的解读和 “说谎”
图像虽然可以表达意义， 但本身不是一个代码系统。 图像相对于语言的一大特点便

是不具有线性， 可以通过整合的方法同时呈现符号的诸多元素及其之间的联系， 留给观

者的是一个图像中再现的世界。 它不同于语言中再现的世界， 允许读者对其进行相对自

由的解读。

符号意义的解读具有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 符号被赋予意义和被解读出不同的意

义， 都是一种社会行为。 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目的和兴趣， 且受不同的权力影响和利益

驱动， 可能会赋予符号不同的意义。

作为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 照片中包含了作者的意图 （解释项 １） 和读者的解读

（解释项 ２）。 作者当然想让这两个解释项相同， 否则照片符号就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

照片的 “述真” 不仅体现在照片本身与事实是否相符， 还体现在作者的交际意图和读

者的解读是否一致。 人们可以把照片符号的解读分为正确解读 （读者的解读与作者的

意图一致） 和错误解读 （读者的解读与作者的意图不一致）。 错误解读又可分为未解读

（读者未能解读作者的意图） 和解读偏差 （读者做出了作者意想不到的解读）。

所谓照片符号的 “说谎” 包含两种情况： 一是照片图像本身是伪造的， 与事实或

逻辑不符； 二是照片的作者利用真实的照片来说谎， 通过图像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来引导

读者对照片中景物的态度， 并将其引向非正确的所指或与客观事实不符的解释项。 这两

种情况都是在照片符号的传播过程中实现的， 是一种交际行为， 可以通过多模态话语分

析进行阐释。

多模态话语是指运用听觉、 视觉、 触觉等多种感觉， 通过语言、 图像、 声音、 动作

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 多模态话语分析将语言和其他相关的意义表现

形式 （如图像、 声音、 颜色、 动漫等） 结合起来， 克服了传统话语分析的局限性。 克

瑞斯和范柳文 （Ｇｕｎｔｈｅｒ Ｋｒｅｓｓ ＆ Ｔｈｅｏ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１９９６） 认为图像也是社会符号， 因

此可用韩礼德分析语言的社会符号性的方法来分析图像。 他们提出了图像中蕴含意义的

分析框架， 认为图像包含三种意义： 再现意义、 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再现意义包括叙

事的再现和概念的再现， 是指人们看到的图像和听到的语言一样可以反映现实世界的命

题和概念； 互动意义产生于图像各方面的构成 （如接触、 距离、 视角） 对读者的影响。

图像作者通过图像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来引导读者对图像中景物的态度； 构图意义主要是

指信息值、 取景和显著性。 比如， 构图中不同元素所处的不同位置的信息值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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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间部位的是重要信息， 位于四周的是次要信息。 （Ｋｒｅｓｓ，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１９９６）

照片符号的传播就是以多模态话语 （图像与语言的结合） 的形式进行的。 照片内

容是其名称 （伴随语言） 的投射或扩展。 而用于 “说谎” 的照片符号中， 图文之间本

不具有投射或扩展关系， 但作者用语言或图像本身去误导读者的解读。 比如， 在 “张

冠李戴” “移花接木” 的照片中， 作者偷改了揭示照片所指事物的伴随语言； 在摆拍和

经过图像处理的照片中， 作者编排和改变了照片的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 作者的目的在

于诱导读者解读出照片中并不存在的再现意义， 从而对照片做出错误但符合作者目的的

解读。

但是， 任何 “说谎” 的照片都不可能是天衣无缝的， 图像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或

图文之间的对应关系必定存在一定的破绽。 比如， 有的图像本身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有的图像 （如毫不相干的照片） 与文字无法形成扩展或投射关系。 这都会导致照片 “说

谎” 失败。 当然， 读者也有可能会被图像或伴随语言误导， 从而使照片 “说谎” 成功。

照片符号的述真模式
符号在使用中会遵循固定的述真模式。 最早试图建立符号述真模式的符号学家是格

雷马斯和约瑟夫·库尔泰斯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ｏｕｒｔéｓ）。 他们把 “是” 和 “似” 看作 “真” 的两

个必要条件， 与之对应的是 “非是” 和 “非似”， 这样组成了一个符号的 “述真方阵”

（见图 １） （Ｇｒｅｉｍａｓ， Ｃｏｕｒｔéｓ， １９８２： ３１２）。

图 １　 述真方阵

图 １ 中四个角分别是 “是” “似” “不似” “不是”； 上下两条边分别是 “真” 和

“假”； 左右两条边分别是 “保密、 伪装” 和 “幻觉、 想象”。 其结论为既 “是” 又

“似” 为真； 既 “不是” 又 “不似” 为假； “是” 但 “不似” 为 “保密、 伪装”； “不

是” 但 “似” 为 “幻觉、 想象”。

如果以此方阵来看照片的话， “似” 和 “不似” 是指作为像似符号的照片。 “是”

与 “不是” 是指作为指示符号的照片， 因为只有作为指示符号才有真假可言。 照片按

述真类型可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 真照片： 它既 “似” 又 “是”。 大多数正常的照片都是这样的， 如网上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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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品的实物照片使顾客对物品有直观的感受， 新闻工作者用新闻现场的照片来证实新

闻事实。 此时照片能够述真， 它与事物相似， 同时也正确指示了事物， 既是一个合格的

像似符， 又是一个合理的指示符。

第二， 假照片： 它既 “不似” 又 “不是”。 明显造假或张冠李戴、 移花接木式的照

片就是如此。 这样的照片既不是一个合格的像似符， 又不是一个合格的指示符， 它不能

为人们所接受， 不能正确地表达真相。

第三， 保密、 伪装的照片： 它 “是” 但 “不似”。 比如， 新闻中打了马赛克的照

片， 它们与所指对象的相似度降低了， 但读者并不怀疑其真实性。 艺术照与被拍摄者本

人的相似度降低了， 但它仍是真照片。 明星的 “修图照” 是经过后期修饰的照片， 与

所谓的 “素颜照” 有不小差距， 掩盖了外貌上的瑕疵。 这些照片虽不是完美的像似符，

但是还能正确地指示事物， 所以也能够述真。

第四， 幻觉、 想象的照片： 它 “似” 但 “不是”。 比如， 借助一定的拍摄角度、 景

物距离及重叠效果， 可以拍摄出看起来像是亲吻太阳的照片， 看起来像是手里托着埃菲

尔铁塔的照片， 看起来像是人长了马头的照片， 等等。 再如， 近年来媒体上流传的一些

“水怪” “野人” “幽灵” 照片， 最后往往都证明实际上是幻觉和想象。 这些照片的拍

摄者有意误导读者， 它当然不能正确地传达真相。

从符号学角度来看， 照片的真实感来源于其像似符号的属性， 照片的真实性来源于

作者对其作为指示符号的运用。 照片天生表示天然之真， 但随着现代数码拍照和图像处

理技术的发展， 可以实现照片的改头换面、 张冠李戴， 甚至无中生有。 这为摄影艺术创

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但也会被一些人用于制作假照片， 传播虚假信息。

格雷马斯的 “述真方阵” 用于阐释照片的述真模式很有价值， 但它存在一定缺陷，

因为它只考虑了照片的 “似” 和 “真”。 也就是说， 只适用于作为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

的照片， 而没有考虑作为规约符号的照片， 没有考虑照片作者赋予它的解释项是否能够

被读者了解和接受。 这一述真模式脱离了符号使用者的因素， 并没有把述真看作一个交

际过程。 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 有必要对照片的述真模式作出更全面地描述。

为了弥补格雷马斯 “述真方阵” 的不足。 赵毅衡从交际和传播的角度来看符号的

述真问题。 他基于发送者意图、 文本意义和接受者解释意义三个方面建立了述真模式。

该模式涉及三个表义环节： 第一， 发送者 （作者） 的意图意义， 即发送者是否有诚意；

第二， 照片文本携带的文本意义， 即照片的画面是否与逻辑明显不符， 也就是说， 发送

者说谎的意图是否能够被掩盖； 第三， 接收者 （观众） 生成的解释意义， 即接收者是

否认识到发送者说谎并拒绝去接受。

赵毅衡认为， “诚信 ／ 作伪” 是发送者态度； “可信 ／ 不可信” 是文本品质； “愿接

受 ／ 不愿接受” 是接收者态度。 他据此把符号的 “述真” 分为几种模式。 （赵毅衡，

２０１６： ２６１ － ２６７） 下面， 笔者试分析一下这几种模式在照片符号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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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诚意正解型： 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

这是正常的交际模式， 绝大多数新闻照片都以这一模式传播， 此时照片能实现述

真。 但也存在 “非充分述真” 现象， 如局部打了马赛克的新闻照片。 这类照片属于被

掩饰的照片， 照片的掩饰对照片发送者来说是出于政治、 道德、 法律等方面的压力， 或

出于保护当事人的目的， 并非有意说谎， 也不想使照片失去真实性。 拍摄者想让观众只

接收部分能指， 期待观众在只接收部分能指的情况下将此符号指向其所指。 此时照片文

本虽未完全呈现， 但依然是可信的， 接收者也通常对照片的真实性不会怀疑。

（２） 欺骗成功型： 不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

利用真实感很强 （相似度很高） 的假照片成功欺骗的例子屡见不鲜。 比如， １９３４

年， 英国 《每日邮报》 刊登了一张 “尼斯湖水怪” 的照片， 引起轰动， 成为尼斯湖水

怪存在的证据。 因为这张照片， 全世界一直对尼斯湖水怪的存在深信不疑。 一直到

１９９４ 年， 照片的制作者之一才在临终前揭开真相， 原来他们把软木按照海蛇模样进行

加工， 制作出水怪的头和长脖子， 再装配到玩具潜艇上， 放到湖中进行拍摄， 于是得到

了这张照片。

（３） 反讽理解型： 诚信意图→不可信文本→愿意接受

照片的发送者出于讽刺 （或戏谑） 的目的， 故意发送一个不可信的照片文本。 发

送者意图是诚意的， 文本是扭曲的， 他相信接收者的理解能力， 相信他的真实意图能够

被接收者理解。 比如， 某明星在社交平台中晒出一张明显经过 ＰＳ 的照片， 在自己的妻

子和孩子头上安了两只鹿角。 他显然不是想让大家相信她们头上长了角， 只是想表示她

们的顽皮可爱。 观众自然也不会相信她们真的长了角， 他们接受的是照片发送者的真实

意图。

（４） 表演—幻觉型： 作伪意图→不可信文本→愿意接受

话剧、 电影的剧照和京剧人物的脸谱照片就属于这样的例子。 出于艺术表演的目

的， 发送者想让接收者认为这是真实的场景和人物， 接收者自然也知道这个文本不可

信， 而另一方面并没有弃之而去， 而是陷于 “艺术的真实” 之中， 愿意假戏真看， 接

受这个场景和人物， 甚至会把这些照片加上人物标签收藏起来。 当下年轻人流行的 ｃｏ⁃

ｓｐｌａｙ （利用服装、 饰品、 道具及化妆来扮演动漫作品、 游戏中的角色） 拍照也是这样

的例子。

（５） 不得理解型： 诚信意图→可信文本→不愿接受

诚信的意图和可信的文本在接收者那里有可能被认为是虚假的而不被接受。 比如，
东北某地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的照片， 在新闻中播出。 但是， 由于之前的陕西 “周老虎”

虎照造假之事， 许多人并不相信， 以为又是造假。

（６） 表意受阻型： 诚信意图→不可信文本→不愿接受

发送者意图诚信， 但是发送了不可信文本， 导致接收者不愿接受。 摆拍的照片就是

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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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假戏假看型： 作伪意图→不可信文本→不愿接受

发送者出于骗人的目的， 发布有缺陷的照片文本而被识破， 陕西 “周老虎” 虎照

造假就是典型的例子。 镇坪县周正龙把老虎年画放在灌木丛中， 拍出了野生华南虎的照

片， 但最终被观众看出破绽。 观众对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 电视剧的定妆照， 常会

吐槽 “选角失败”， 也正是因为观众虽然知道这是艺术而不是现实， 但非要去假戏

真看。

赵毅衡先生提出的符号述真模式中并没有 “作伪意图→可信文本→不愿接受”。 那

么这种模式在照片符号中是否存在呢？ 笔者认为， 它也是存在的， 前面提到的明星

“修图照” 也是这样的例子。 经过修图的照片本身天衣无缝， 依然是本人的像似符号和

指示符号， 但是有些观众可能并不接受， 网上流传的很多 “明星素颜与修图照大对比”

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结语
综上所述， 作为多模态话语的一种体现形式， 照片本质上属于像似符号， 是超越时

空的、 有物质载体的凝固镜像， 但照片也往往成为指示符号， 指示某些具体事物的在

场。 照片还可以向规约符号转化， 照片的作者和读者赋予照片相同或不同的解释项， 从

而使照片具有规约意义。 照片符号的多重符号特征与现代图像处理技术为利用照片

“说谎” 提供了空间。 因此应当把照片符号的述真看作是一个照片发送者和读者的交际

过程。 此过程中发送者的意图意义、 照片的文本意义和接收者的解释意义以不同形式呈

现， 形成了几种固定的述真模式。

［ １ ］ Ｅｃｏ， Ｕ􀆰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 ２ ］ Ｇｒｅｉｍａｓ， Ａ􀆰 Ｊ􀆰 ， Ｃｏｕｒｔéｓ， Ｊ􀆰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２．

［ ３ ］ Ｋｒｅｓｓ， Ｇ􀆰 ，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６．

［ ４ ］ Ｋｒｅｓｓ， Ｇ􀆰 ，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 Ｔ􀆰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

ｒａ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 ２００１．

［ ５ ］ Ｗｉｎｆｒｉｅｄ， 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Ｍ］．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 ６ ］ 艾柯， 张颖 􀆰 镜像 ［Ｊ］ ．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１１ （２）： １４６ － １６５．

［ ７ ］ 李天 􀆰 从本体真实到照片真实感———论数字影像的真实性 ［ Ｊ］ ． 文学评论， ２０１４

（５）： １３６ －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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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符号的述真问题

［ ８ ］ 韩丛耀 􀆰 图像符号的特征及其意义解构 ［Ｊ］ ． 江海学刊， ２０１１ （５）： ２０８ － ２１４．

［ ９ ］ 胡易容 􀆰 论图像的符号性———驳米切尔图像转向论的 “后符号学” 命题 ［Ｊ］ ． 社

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２ （１０）： １４６ － １５１．

［１０］ 孔凡娟 􀆰 读图时代的到来———在比较研究视野中的新解 ［ Ｊ］ ． 文教资料， ２００９

（２４）， ９４ － ９５．

［１１］ 宁海林 􀆰 符号学视阈下的新闻图像基本性质 ［Ｊ］ ．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２０１４， ４４ （１）： １４６ － １５０．

［１２］ 索绪尔 􀆰 普通语言学教程 ［Ｍ］． 高名凯， 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０．

［１３］ 田海龙， 张向静 􀆰 图像中的意义与媒体的意识形态： 多模态语篇分析视角 ［ Ｊ］ ．

外语学刊， ２０１３ （２）： １ － ６．

［１４］ 田海龙 􀆰 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社会符号学视角 ［Ｊ］ ．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 （６）： １ － ７．

［１５］ 田海龙， 潘艳艳 􀆰 从意义到意图———多模态话语分析到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新

发展 ［Ｊ］ ． 山东外语教学， ２０１８， ３９ （１）： ２３ － ３３．

［１６］ 王铭玉 􀆰 对皮尔斯符号思想的语言学阐释 ［ Ｊ］ ．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１９９８

（６）： ３ － ９．

［１７］ 王铭玉 􀆰 现代语言符号学 ［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３．

［１８］ 于鑫 􀆰 谈新闻照片的符号解读 ［Ｊ］ ． 文化与传播， ２０１９， ８ （４）： １５ － １９．

［１９］ 赵毅衡 􀆰 “艾柯七条”： 与艾柯论辩镜像符号 ［ Ｊ］ ．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１１ （２）：

１３７ － １４５．

［２０］ 赵毅衡 􀆰 趣味符号学 ［Ｍ］．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２１］ 赵毅衡 􀆰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Ｍ］．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ｉ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ｏｔｏ Ｓｉｇｎｓ

Ｙｕ Ｘ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ｈｏｔｏ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Ｐｈｏｔｏｓ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ｉｃｏｎ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ｕｓｅｒｓ ｃａｎ ｕｓｅ ｉｔ ａｓ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ｈｉｎｇｓ􀆰 Ｐｈｏｔｏ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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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ｉｇｎ； ｐｈｏ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ｉｄｉ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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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移位： 象形字的语象关系方式　
——— 《以图记语和以语绘图》①的读后感　

孟　 华　

摘　 要： 《以图记语和以语绘图》 集中讨论了古埃及象形字本身的语象二元表达机制及其在

视觉艺术文化中的普遍价值。 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语象关系研究的主导型移位的

范式。 笔者将 “主导型移位” 解释为符号的主导要素 （语符主导还是象符主导）

在语象之间跨界滑动的势能关系。 这种主导型居中向左右跨界摆渡的范式体现了

中性符号学的基本理论旨趣， 适合各类语象跨界符号的分析。

关键词： 主导型移位　 超符号　 中性符号学　 语象关系

前言
长期以来， 象形字研究被归于语言文字学、 文献学、 古典学、 考古学或人类文化学

的领域， 目的是破译其背后的有关语言、 文化的历史信息。 以色列学者雪莉·本 朵

尔·埃维昂 （Ｓｈｉｒｌｙ Ｂｅｎ⁃Ｄｏｒ Ｅｖｉａｎ， ２０２１） 的 《以图记语和以语绘图》 （以下简称 《以

图》） 一文， 显然转向符号学的分析立场， 将文字学问题转化为符号学问题———把古埃

及象形字符重新阐释为语象关系融合体。

《以图》 集中讨论了古埃及象形字本身的语象二元表达机制及其在视觉艺术文化中

的普遍价值。 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中性符号学有关语象融合研究 （王铭玉、 孟华，

２０２１） 的范例。 中性符号学重点研究异质符号间在区分基础上的跨界、 居中摆渡性质。

笔者将 《以图》 所展示的古埃及象形字的符号中性表达机制概括为语象间 “主导型移

位”。 其基本内容是在一个语象融合的符号现象中， 存在一个语和象之间居间摆动的关

系域， 关系域中的每一个要素 （语或象） 都关联着另一个要素， 并以那个异己的他者

为自己存在的基本条件。 同时， 又存在主导型的问题： 这个语象关系域是语主导还是象

主导？ 比如， 一个字以象形的方式出现在线性文本中， 虽然它具有图画或象符性， 但其

记语或语符的性质居于主导地位； 相反， 若该象形字被放大为图画的有机组成部分， 虽

然它具有记语的功能， 但仍是图像或象符主导。 “主导型移位” 就是指在一个异质符号

（如语象间） 的关系域中， 存在某个符号要素为主导型的情况， 并且这个主导型在关系

域中居间移动。 在象形字的语象关系中， 有的走向语符主导， 有的转向象符主导， 或者

呈亦此亦彼的中间状态。 “主导型移位” 这种异质符号间跨界关联的符号现象体现了中

①　 该文汉译本尚未发表， 由中国海洋大学陈永生教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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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符号的基本特质。

主导型移位与超符号
主导型移位发生于一个超符号 （孟华， ２０２１） 结构中。 《以图》 作者指出： “古埃

及象形文字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媒介， 它既用作文本， 又用作图像， 创造了一种古埃

及视觉表达所固有的功能二重性。” 画面中的人物摆出了庆祝姿势 （见图 １）， 同时人们

还可以在场景上方的文字中清楚地看见这一庆祝姿势的象形字写法： 这个表示庆祝的

既可以以象形字的身份出现在线性文本中， 又可以放大了的图像方式出现在画面中。 因

此， 这个 就具有了一个语象双重身份。

图 １　 《捶打胸膛的人》
图片来源： 图 １ 的图像及其分析引自公众号 《世界象形文字》， 王海榕， 圣书字字符 ｜ Ａ８：

捶打胸膛的人，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０７， ０８： ００。

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这种二重性， 笔者称之为超符号———内部隐含、 外部关联了异

质符号要素的符号。 若用超符号的双重眼光分析甲骨文的形体结构， 同样隐含着语

象融合的超符号元素。 例如， （果）， 下部是约定性的字符 “木”， 表示树的意

思； 上部则是代表水果的三个圈圈， 但这些圈圈不是约定性的字符， 而是不可重复

使用的摹绘形象。 所以这是一个语象二元的超符号结构： “木” 是记言的字符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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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移位： 象形字的语象关系方式

符， 相对而言， 与语言单位没有固定联系的三个圈圈则是象符或水果的图像。 甲骨

文 （麋） 上部的字符是今天 “眉” 的象形字， 在这里具有表音功能， 是 的读音

（杨会军， ２０１１， ３１ － ３３） ； 下部则是表示麋鹿的躯干， 是表形的字符。 所以它隐

含着一个形声结构 （上声下形） 。 从超符号的立场看， 声符接近语言， 形符接近图

像， 也是语象融合关系。

主导型移位发生于一个超符号结构中： 在古埃及的 那里， 当它以象形字的身份

出现在线性文本中时， 是语符主导 （象符功能处于从属地位）； 当它作为图像出现在

画面中时， 则是象符主导 （语符表意功能处于从属地位）。 在甲骨文 的语象二元结

构中， 占主导地位的是象符 （代表水果的三个圈圈）； 相对而言， 的重心在其音符

， 是语符主导。 可见， 所谓主导型移位并非指符号的静态结构， 而指动态的语象

关系方式： 主导型根据超符号动态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具体表现为在语符主导和象

符主导之间居中滑动。 它在一切超符号现象中跨界移位而具有普遍的中性符号学

价值。

主导型历时移位的三步曲： 古埃及象形字的前世
象形字的前世研究涉及文字的起源问题。 根据一般文字学理论， 文字起源包括图

画—图画文字—象形字三个过程。 在中性符号学看来， 史前并没有纯粹的语言、 图像

或象形的符号， 一切都是超符号， 一切都是与语言纠缠不清的语象融合体， 只存在

主导型的移位而不存在单一功能的符号。

第一阶段———图画阶段。 此阶段并非人们今天看到的纯粹图像。 那些岩画、 洞穴

壁画、 陶符、 图腾、 文身、 面具、 实物性符号等多半具有宗教性。 宗教的灵魂是由

语符或词语负载的， 或者说灵魂附体的宗教图像具有表语性， 都是超符号。 它们虽

具有表语性， 但是像 《以图》 作者所说： “这些图画既没有经过规范化， 又没有与特

定的词语建立固定的联系。” 语言以口语、 私语、 无意识或意会的方式在可视的宗教

图像下面流动， 图像表意但没有成为语言单位的固定代表。

第二阶段———图画文字阶段。 《以图》 追溯到 “古埃及象形文字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ｅｒｏ⁃

ｇｌｙｐｈｉｃ ｓｃｒｉｐｔ） 在它形成阶段可能始于一种原始表意文字系统”。 这个原始表意系统即

“图画文字” 阶段。 它的主要特点是： 能与固定的语言单位相结合， 可以表达固定的词

组或句子， 但还不具有表达线性句法语言的功能， 还不能形成线性句法文本。 这些符号

也包括了结绳记事、 数字、 陶符、 标签等。

目前， 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古埃及标签文字 （见图 ２）， 约前 ３１５０ 年。 （陈永生，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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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古埃及文字———阿拜多斯 Ｕｍｍ ｅｌ⁃Ｑａａｂ Ｕ⁃ｊ 号墓

骨制标签文字 （Ｎａｑａｄａ 文化Ⅲａ 时期， 约 ３１５０ＢＣ， 现藏德国考古所）

图片来源： 陈永生 《汉字与圣书字表词方式比较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ＶＩＩ 页。

第三阶段———象形字阶段。 该阶段即 《以图》 所说的象形字阶段： “（古埃及象形

字） 到了公元前四千纪晚期， 已成为一种完全建立在描绘可识事物的图画符号基础上

的真正记语文字。” 这个阶段象形字的主要特征被 《以图》 概括为 “全功能性” 和

“基础性”：

“全功能性” 的意思是这个系统可以用于所有交流形式， “基础性” 的意思是

它自身可以完全独立运行。

显然， “全功能性” 和 “基础性” 是指象形字替代语言的功能。 作为一种成熟的书

写系统， 象形字已经能够全面、 系统地替代语言而成为后者的视觉再现。 在 “图画”

阶段， 图画隐含语言； 在 “图画文字” 阶段， 图画仅仅提示语言而不能完全替代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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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移位： 象形字的语象关系方式

在象形字阶段， 图画以 “全功能性” “基础性” 的方式替代了语言。

根据中性符号学观点， 古埃及的以上三个阶段都是语象融合的超符号， 唯一的区别

是其语象关系发生了主导型的历时移位： 在图画阶段， 是象符主导的语象结构， 笔者写

作象—语； 在象形字阶段， 则是语符主导的语象结构， 笔者写作语—象； 而图画文字阶

段， 则处于语符和象符相互融合或张力相搏的中间过渡状态， 笔者写作打引号的 “语

象”。 这样， 象—语、 “语象” 和语—象三段论， 就描述出了象形字超符号主导型移位

的历时轨迹。 它不仅属于古埃及象形字， 同样还适于对其他语象超符号历时演进的

描述。

主导型共时移位的三要素： 古埃及象形字的类符、 意符和音符
“每一个象形文字字符———像似符或者象征符———在记录语言时可以用作意符、 音

符、 类符这三种潜在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 ——— 《以图》 首先指出了象形字语象双重

编码的超符号性： 具有像似符和象征符双重价值。 这是皮尔士符号学的分类， 像似符是

指图像符号， 而象征符或规约符则是指语言符号。 由于具有超符号性， 每个古埃及象形

字都潜在地具有了成为意符、 音符和类符的功能。

表 １ （引自 《以图》） 的上栏表鸭子的图像是意符， 图像与词语的意义之间具有像

似性关联， 同时也表示鸭子一词的读音 Ｓａ （见表 １）。 因此， 意符具有 “语象” 融合的

双重编码性质： 既是像似性的象符又是象征性的语符， 下栏的鸭子图像只表音不表意，

是音符， 即用鸭子的图画表示古埃及语里的 Ｓａ “儿子” 的读音。 这大致相当于汉字中

的假借： 作为意符的 其读音为 Ｓａ， 古埃及语中表示 “儿子” 的词也读作 Ｓａ， 因此

它也可以用鸭子图符来表示 （不过这里只取其音值）。 作为音符的 ， 切断了图像和

语言之间的像似理据而专注语言读音本身， 因此作为音符的 在语象关系格局中摆向

语符一极， 更接近语—象符号的性质。 下栏右边的图像 不表示固定的语音， 仅仅以

视觉形象提示音符 （儿子） 的意义， 图像性更强， 更接近象—语的性质。

表 １　 埃及象形文字字母的基本功能

Ｓａ ＝鸭子

图象价值 ＋语音价值 ＝音符 （图象和读音）

Ｓａ ＝儿子

没有图象价值， 只有语音价值 ＝音符 （只有读音）

　 　 注： 第一栏的表鸭子的图像是意符； 下栏的鸭子图像只表音不表意， 是音符； 坐姿男人的图

像是类符， 不表音， 仅仅以其视觉形象提示前面音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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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古埃及象形字所具有的意符、 音符、 类符三种功能， 共时地分布和包含了主

导型移位的三种方式： 象符主导的象—语方式 （类符）； 语符主导的语—象方式 （音

符） 和居中的 “语象” 融合方式 （意符）。 一个古埃及象形字在整个象形字的共时系统

中， 根据不同的结构关系进行这种主导型移位： 充当意符或者音符或者类符。 这种共时

的语象间主导型的移位， 不仅属于古埃及象形字， 同样还适于对其他语象超符号共时结

构的描述。

主导型移位在文字与图像接壤地带的体现
超符号不仅限于象形字而且是一个普遍的符号学现象。 中国传统的诗意画 （根据

诗歌意境所绘制的图画） 就是一个超符号、 大写的象形字： 画中有诗， 象—语主导型。

王维的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用书写性语符表现了画面感。 “大漠与孤烟直，

长河与落日圆” 之间不是线性语法关系， 而是类似蒙太奇那样的图像法则的象象并置。

因此也是超符号： 诗中有画， 语—象主导型。

把古埃及象形字所隐含的主导型移位的模式移向非文字领域， 这也是一种 “移

位”： 象形字的语象间主导型移位的方式成为其他超符号的普遍法则。 这种超越象

形字本身的 “移位” 主要发生在古埃及象形字和绘画领域的接壤地带。 《以图》

指出：

埃及象形文字字符 （虽然构成了一种完全成熟的文字系统） 在整个古埃及历

史中从未被限制在文本领域， 而是经常出现于现代观看者所认为的纯艺术语境

中……于是模糊了文本和图像之间的区别……古埃及人正是利用了象形文字的

这种独特优势， 将其兼用于叙述 （书写） 和图绘 （再现）， 创造出集成性的伟大

视觉作品。

埃及象形文 （见图 ４）， 坐在地上的人像不仅代表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还分别

充当上面两个纵列文字 （写的是他们各自的名字） 的类符。 这两个人物的坐姿与古埃

及象形字中表示 “男子” 和 “女子” 的字符一致。 在图 ４ 中， 高度图像化的男、 女人

像向文字靠拢， 体现了语符主导的语—象关系方式。 而图 ５ 是浅浮雕， 来自古埃及第六

王朝 （约前 ２３４５—前 ２１８１ 年） 官员卡海夫的马斯塔巴墓。 “浮雕场景描绘的是墓主人

领着他的儿子观看献礼， 场景空隙中插入了说明性的象形文字。” （陈永生， ２０２０， ８６）

在图 ５ 中， 显然墓主人的图像占主导地位， 他周边的象形文字仅仅是对图像的说明。 这

是文字向图像靠拢的象—语关系方式。 也就是说， 在象形字外部与图像接壤的地带， 同

样存在从象—语到语—象超符号表达方式的主导型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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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墓葬浮雕碎片， 古王国， 第 ４ 王朝， 公元前 ２５ 世纪

图片来源： 雪莉·本 朵尔·埃维昂著， 陈永生译， 以图记语和以语绘图： 一个对象形文字

的历时研究 （法老时代—文艺复兴—当今）， 《文学与图像 （第八卷）》， 中西书局， ２０２４， ８７。

图 ５　 卡海夫祭拜堂北墙浮雕上的图像和铭文

图片来源： 陈永生 《谈古埃及象形文字内外的语图关系》， 符号与传媒， ２０２０ 年秋季号

２０２０，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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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移位在 “新象形字” ———宗教符号领域和现代视觉设

计中的体现
古埃及象形字的主导型移位精神也体现于文艺复兴和现代视觉符号设计中， 《以

图》 中称为 “新象形字”。 文中列举的文艺复兴时期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博 （Ｓｅ⁃

ｂａｓｔｉａｎｏ ｄｅｌ Ｐｉｏｍｂｏ） 的 《安德烈·多利亚肖像》， 图画下方由一些 “新象形字” 构成铭

文作为主画面的标签， 就类似于图 ５ 的象—语关系方式。 下面笔者再补充一些宗教图像

符号的例子。 意大利圣维塔莱教堂 （公元 ５５０ 年左右） 中的羔羊图像， 象征着耶稣

（见图 ６）。 绘画基于圣经文本而非现实物象， 显然是表达语符的图像， 是大写的象形

字， 主导型为象—语关系方式。 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 （１６１３ 年） 拱顶上的文字书法

（见图 ７）。 “在伊斯兰教中， 有更多的形象变成了文字， 更多的文字变成了形象。 教徒进

入教堂， 只需要知道这是古兰经的话就行了， 不用读出这些文字的内容， 只要知道真主就

在眼前就行了。 因为那些书法是真主的话语。”① 当真主的话语变成书法铭刻在教堂墙壁、

拱顶上时， 阅读转为观看， “文字变成了形象”， 这时的主导型移位到了语—象模式。

图 ６　 羔羊图像

　 　

图 ７　 文字书法

１４７６ 年， 一位犹太书吏编制的手抄本 《圣经》 中， 出现了语图融合的新象形字

（见图 ８）， 既是图像又是字母， 语象的边界消失了， 成为 “语象” 中间型的超符号模

式。 笔者也叫作 “类文字” （孟华， ２０１１）。

图 ８　 新象形字

　 　 　 　 　 　

图 ９　 谐音 “收稻

（收到）” 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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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移位： 象形字的语象关系方式

在图 ６—８ 的宗教图像中， 人们可以看到象形字主导型移位的三种方式： 羔羊图像

的象—语方式、 真主书法语言的语—象模式和犹太圣经的中间型的 “语象” 模式。

２１ 世纪最活跃的视觉符号之一就是表情包， 它们同样是语象融合的超符号或新象

形字。 《以图》 讨论了三类表情包。 一是起到副语言功能的表情包。 “副语言指依赖语

言、 通过音质和诸如面部表情、 手势和身姿在内的身势语实现的符义过程。” （詹姆

斯·马丁， ２０１８） 显然， 副语言不表达语言的音义概念， 主要是以一个视觉形象的方式

来补充和提示语言。 比如， 人们在用话语夸奖某人的同时向他竖大拇指或展现笑容。 这

个视觉性副语言被设计成表情包 之后， 就使非面对面的数字的或纸质的书写文本

也获得了 《以图》 所谓的 “一种副语言功能， 代替面对面交流中如面部表情和手势这

样的非语言信号” （《以图》）。 这类副语言的表情包类似古埃及象形字中的类符， 它只

提示、 补充、 烘托语言并不具有独立表达音义的功能， 保持了图像的基本特性， 主导型

为象—语关系。 有的表情包采用谐音的方式， 接近古埃及象形字的音符， 如图 ９ 谐音

“收稻 （收到）”， 切断了视觉理据而直指语音本身， 主导型摆向了语—象关系。 但更多

的表情包更接近古埃及象形字的意符， 图像具有独立表词义、 表句义功能， 主导型为中

间型的语象关系， 如 直接代表 “好啊” “请你喝咖啡面聊” 等。

结语
《以图》 跳出传统语言文字学、 埃及学的分析框架， 将古埃及象形字的意符、 音

符、 类符三元字符， 转换成一个符号学问题， 即这些符号不再属于字符而是超符号———

“兼具的文本和图像双重功能”。 中性符号学重点研究异质符号之间跨界融合的中性关

系， 尤其关注符号的语象双重功能中性融合的情况。 《以图》 作者借象形字的语象关系

的分析来揭示它对各类视觉文化符号的普适性， 这与中性符号学的旨趣是一致的。 在

《以图》 的研究基础上， 笔者提出了 “主导型移位” 这个符号学概念： 类符的主导型为

象—语关系， 音符的主导型为语—象关系， 意符的主导型则为居中的 “语象” 关系。

中性符号学强调异质符号之间尤其是语象之间跨界移位的势能关系———主导型在上述三

种语象关系中居间向左右移位。 这个超符号的概念适合一切语象关系体的符号学分析。

譬如所谓的 “文学图像”① 就呈现了三类主导型移位的活动区间： 第一， 诗意画 （根

据诗的意境所绘制的画） 为象—语关系； 第二， 文学插图为语—象关系； 第三， 亦文

亦图 （诗画并置） 的文人画则是 “语象”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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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学图像”， 在赵宪章那里指 “和文学相关的图像， 它来自文学作品中的语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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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张节末， 季通宙 􀆰 论一种文图谱系学的建立： 评 《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 ［Ｊ］ ． 符

号与传媒， ２０２１ （２）： ２４９ － 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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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ｇ Ｈｕａ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Ｗｏ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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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ｖｉｓｕａｌ 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ｓ ｗｉｔｈ ａ ｐａｒａ⁃

ｄｉｇｍ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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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ｓｌｉｄ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ｓ （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ｏｒ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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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型移位： 象形字的语象关系方式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ｂｏｕｎｄａ⁃

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Ｈｙｐｅｒ⁃ｓｙｍｂｏｌ；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作者简介
　 孟华， 男， 硕士， 教授，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华南符号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

员。 主要研究方向： 汉字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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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符号》 征稿启事

《语言与符号》 为天津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

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中文学术辑刊、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刊。 著名

学者、 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胡壮麟先生任编委会主任，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王铭

玉教授任主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要刊登符号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文

章， 设有思想快递、 理论研究、 学术专栏、 论文选登、 译文选登、 书刊评介、 人物访

谈、 学术动态等栏目， 旨在为我国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推动语言与符号学研究在我

国的发展。

投稿请发至 ｙｕｙａｎｆｕｈａｏ＠ １６３􀆰 ｃｏｍ， 审稿周期为 ４ 个月， ４ 个月未回复采用可另投他

处。 稿件刊出后将赠送两本样书。

欢迎赐稿！

稿件体例：

Ｐｅｅｔｅｒ Ｔｏｒｏｐ 的文化符号学翻译观
× × ×

（ × × × × 大学）

摘　 要 （宋体小五）

关键词 （宋体小五）

英文题目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四号）

英文作者姓名、 单位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五号）

英文摘要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小五）

英文关键词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小五）

１􀆰 前言 （宋体小四加粗）

２􀆰 文化符号学

２􀆰 １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 （宋体五号加粗）

２􀆰 １􀆰 １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理论基础 （宋体五号加粗）

２􀆰 １􀆰 １􀆰 １　 俄罗斯的传统人文思想 （宋体五号）

正文 （中文为宋体五号， 外文和数字为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五号）

引文夹注格式： （刘润清， ２００２： ４０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１９８６：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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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每页重新编号， 序号为带圈的阿拉伯数字， 不使用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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